
社会心理服务 2021 年第二期总第三期 卷首语

— 1—

卷 首 语

期 待

“正心为治国之道，积极乃发展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层层推

进，纲举目张。从个体心理健康到社会心理服务的基础上，开始转变为个体，群体，社会提

供多元化的社会心理服务。在社心科普中，心理建设的思路，愈见清晰，引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树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心理认

知领域中，展示出人们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唯有心安，才有民安，才有国安”。2014 年创会以来，心系社会，调查研究，科普

传授，提高素质，促进和谐，芳华流韵。建党百年，又创刊《社会心理服务》杂志，它是一

本社会心理综合性的学术半年刊，主要刊发从事心理学研究、教学人员、心理工作者和其他

爱好者的学术论文。

《社会心理服务》旨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深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高人的思想道

德素质。运用学科理论与方法及社会文化的特点，预防和解决个体、群体与社会层面的心理

问题；通过多元化、全方位、多层次的潜移默化，改善个体、群体的不良社会心态，提高文

化软实力，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尊重服务对

象，适度关心关爱，彰显人文关怀，对个人、家庭、团体或组织，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培育

良好的社会心态，丰富文化生活，促进身心健康、自我发展和家庭幸福，提升人的全面发展

和社会和谐进步。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社会心理服务》的创刊发行，是心理学会成长发展道路上

的一个里程碑。它以崭新的面貌，带着淡淡的墨香，与广大读者见面。自创刊发行后，她可

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与困惑，但她必将从幼稚走向成熟。愿广大从事心理学研究、教学

人员、心理工作者和其他爱好者与她结缘，从相识、相知到相伴、相守，一路呵护扶持……

《社会心理服务》杂志编辑部

二〇二一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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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会性情绪效价对吸烟者抑制控制的影响

陈骁 疏雯 陈海德 李伟健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院 邮箱：E-mail:xlxh@zjnu.cn

摘要：本研究采用 Go/Nogo 范式，考察了社会性情绪效价对吸烟者抑制控制的影响。本研究共选取 31

名男性吸烟者，考察被试在积极社会联结、消极社会联结、中性社会联结条件下的抑制控制表现。结果表

明：（1）与中性社会联结条件相比，吸烟者在消极社会联结下抑制控制表现显著变差；（2）与中性社会联

结条件相比，吸烟者在积极社会联结下任务表现显著变差；（3）吸烟者在积极社会联结条件下抑制控制表

现与消极社会联结条件下抑制控制表现相比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吸烟者；抑制控制；情绪效价；社会性情绪；Go/Nogo 范式

1 引言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烟草使用是影响我国国民健

康的重要因素，它是引发心血管疾病、呼吸

系统疾病等各类疾病的重要原因。除了危害

身体健康，吸烟导致的社会经济负担状况更

是令人担忧。目前，中国的吸烟率居高不下，

2018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最新全

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 15 岁及以上人

群现在吸烟率为 26.6%。2015 年该疾控中心

调查显示 15 岁及以上人群现在吸烟率为

27.7%。与 2015 年相比，2018 年吸烟率没有

明显下降。根据 2017 年年底全国人口数推

算，中国 15 岁及以上现在吸烟者为 3.08 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

导致我国吸烟率居高不下、大量吸烟者

长期吸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吸烟者难以

抵制香烟相关线索的诱惑。在面对香烟相关

线索时，吸烟者会更容易产生吸烟行为

（Conklin, Robin, Perkins, Salkeld, &

Mcclernon, 2008）。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在于

吸烟者对吸烟相关线索的抑制控制功能受

到了损害。在抵制药物相关线索诱发渴求过

程中，抑制控制功能起着重要作用。抑制控

制功能受损是导致成瘾者成瘾行为发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Hester & Lubman, 2010）。

情绪可能是影响吸烟者抑制控制功能

的诸多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根据多重神经回

路模型（Volkow et al., 2010, 2011, 2012），

情绪回路在物质成瘾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

用。当吸烟者在对香烟相关刺激进行加工

时，情绪回路可能会削弱抑制控制回路的抑

制作用，使得吸烟者低估或忽视香烟对其造

成的危害，进而产生吸烟行为。情绪根据效

价（valence）可以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

绪两类。多数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刺激会干扰

个体抑制控制。在行为研究方面，余凤琼等

人（2009）考察情绪对个体抑制控制的影响。

研究发现，与积极、中性情绪相比，被试在

消极情绪条件下反应时最长。该研究结果表

明消极情绪对个体抑制控制功能具有削弱

作用。目前，关于积极情绪对抑制控制影响

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些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对

抑制控制功能起到促进作用（Kohls et al.,

2009；Schel & Crone, 2013）。。Kohls 等人

（2009）在实验中向被试呈现积极面部表

情。结果发现，与中性条件相比，积极面部

表情有助于提高被试的执行抑制表现。

Schel 和 Crone（2013）考察了不同年龄阶

段被试在不同情绪条件下的抑制控制表现。

研究发现，与消极情绪相比，童年期到成年

早期的被试在积极情绪下抑制控制表现更

好。

情绪扩展－建设理论（Fredrickson,

2001）可以解释这一结果。该理论认为积极

mailto:浙江师范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院，浙江金华，322000，xlxh@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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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可能会提高个体的认知加工。该理论认

为积极情绪拓宽即时思维活动序列，推动个

体追求范围更广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扩展个

体的认知范围；而消极情绪则会窄化个体的

瞬间思维活动序列，缩小个体的认知范围。

简单来说，积极情绪能扩展个体的认知和行

动范围，进而使个体能更有效、更灵活地解

决问题。

根据线索直接性，药物相关线索可分为

吸烟物品线索和吸烟社交线索。除了吸烟物

品线索会诱发个体情绪之外，吸烟社交线索

同样会诱发个体情绪，甚至可能更加诱发个

体情绪。有研究者发现，与非社交线索相比，

个体在面对社交线索时可能会诱发社会性

奖赏，从而诱发其更大的情绪唤起程度

（Britton, Taylor, Berridge, Mikels, &

Liberzon, 2006）。这种由于社交线索所诱

发的情绪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情绪。社会性

情绪指的是由个体在社会人际互动中产生

的 情 绪 ， 并 且 与 社 会 关 系 （ social

relationship ）、 社 会 意 向 （ social

intentionality）和社会意义（ social

meaning）有关（Britton et al., 2006;

Silvers et al., 2012）。根据赛马模型理

论（horse-race model），情绪可能会促进

反应过程(Pashler & Sutherland, 1998)。

Pashler 和 Sutherland（1998）认为产生该

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情绪信息干扰了个

体自动化注意分配，也可能是个体产生了情

绪性的防御反应。在面对社交线索所诱发的

积极社会性情绪时，吸烟者反应过程可能会

先于抑制过程完成，导致吸烟者抑制控制功

能受到削弱。鉴于此，本研究从社会性维度

出发，对情绪进一步区分，探讨社会性情绪

效价对吸烟者抑制控制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实验二，招募浙江省男性大学生吸烟

者被试 31 名，被试年龄范围在 18-23 岁之

间（M=20.67, SD=2.17）。为避免实验出

现天花板和地板效应，吸烟者被试的招募

标准是为：①每日吸烟，且日均吸烟量达

到 5 支；②实验前 2 小时不吸烟；③无重

大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无其他药物成瘾

史；④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在 1.0 以

上，均能熟练使用电脑，均为右利手。本

实验吸烟者情况具体如下：尝试吸烟年龄

M=15.93，SD=2.90 岁；每日吸烟年龄为

M=18.20，SD=2.17 岁；每日吸烟量为

M=8.33，SD=3.31 支。所有被试视力或矫

正视力在 1.0 以上，均能熟练使用电脑。

具体被试的特征信息，见表 1。

表 1 被试特征信息

2.2 实验设计

实验为单因素（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

积极社会联结体验，消极社会联结体验，中

性社会联结体验）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被

吸烟者（n=31）

年龄 20.67±2.17

冲动性 2.54±0.53

尝试吸烟年龄 15.93±2.90

每日吸烟年龄 18.20±2.17

每日吸烟量 8.33±3.31

尼古丁依赖 4.37±1.79

吸烟渴求 40.0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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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抑制控制功能，采用Go/Nogo范式测量。

2.3 实验材料

（1）Go/Nogo 范式图片材料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的是 Go/Nogo 范

式的变式。中性物品图片为 Go trail，吸烟

物品图片为 Nogo trail。我们首先邀请 10

名吸烟者和 10 名非吸烟者对 36 张图片（18

张中性物品图片、18 张吸烟图片）进行唤醒

度、愉悦度、形状相似度相关评定。所有图

片尺寸和像素统一。评定结果发现，中性物

品图片和吸烟图片在唤醒度、愉悦度、形状

相似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最后

我们选取吸烟物品图片和中性物品图片各 1

张作为实验材料。吸烟物品图片与中性物品

图片经处理后均为 800x600 像素的黑白图

片。

（2）积 极 消 极 情 绪 量 表 扩 展 版

（PANAS-X）

积极消极情绪量表扩展版（PANAS-X）

采用五点计分，分为 11 个维度:害怕、悲伤、

快乐、自信等。积极情绪分高表示个体精力

旺盛，具有快乐的情绪状态。消极情绪分高

表示个体萎靡不振，具有悲伤的情绪状态。

在已有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6，表明该中文版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郭明珠， 甘怡群， 2010）。

（3）社会联结体验操作性检验

被试通过 5 点李克特量表（1 一点都不

是-5 非常如此）对他们感觉到“社会联结体

验”的程度进行评分：“我感觉与其他人在

一起”；“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我对他

人的感觉过于敏感（例如，我的感觉很容易

受到伤害）”；“我感到与他人的联系”；

“我感到与他人脱节”。将项目 1和 4反向

编码，并在测量后取平均分数，以衡量自我

报告的社会联结体验。量表的可靠性较高，

α=0.84(Eisenberger, Inagaki, Mashal, &

Irwin, 2010)。

（4）特征信息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姓名、年龄、尝试吸烟年

龄、每日吸烟年龄、每日吸烟量。所有被试

均需排除脑器质性疾、精神疾病；除吸烟成

瘾外，没有其他物质成瘾。

（5）尼古丁依赖量表（FTND）

尼古丁依赖量表（Heatherton et al.,

1991）一共包括 6 道题目。如：你早晨醒来

后多长时间吸第一支烟；你是否在禁烟场所

很难控制吸烟的需求；你每天吸多少支烟

等。转换计分后的 6 道题目总分介于 0-10

分。个体得分越高表明尼古丁依赖程度越

高。在已有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720，表明该中文版量表具有较好的

信度（陈海德， 高崚峰， 李伟健， 李新

宇， 2018）。

（6）吸烟渴求问卷简版（QSU）

该量表为吸烟渴求量表的修订版，修订

以后仍为 10 道题目（Tiffany & Drobes,

1991）。被试报告是否同意以下的陈述句。

例如“我现在想要吸烟”，不同意为 1 分，

同意为 7 分。在已有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970，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

的信度（Sanderson, Tiffany, & Christen,

2001）。

（7）巴瑞特冲动量表（BIS-11）

该量表共包括 26 道题目。每道题目按

1-4 级评分。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冲动性水

平越高。在已有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759，表明该中文版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周亮， 肖水源， 何晓燕， 厉

洁， 刘慧铭， 2006）。

2.4 实验过程

所有被试在填写人口学问卷和相关量

表后，均需要完成消极社会联结体验，积极

社会联结体验，中性社会联结体验体验三个

条件下的 Go/Nogo 任务。由于本实验为单因

素设计，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为被试内变

量，为了尽量减少情绪对被试完成后续任务

的影响，每一个任务之后均有 2分钟休息时

间，整个流程约 30 分钟。具体实验流程如

下：

第一步，被试填写特征信息问卷及相关

量表。

第二步，被试需要完成回忆联想任务，

该任务在心理学研究中经常被用作情绪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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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例如，Baker & Guttfreund, 1993）。

在实验中向被试呈现指导语，让被试针对指

导语完成 2min 的回忆联想，以此诱发社会

性情绪。指导语如下：

消极社会联结体验诱发：请想象一段近

期你被一位吸烟者朋友或多位吸烟者朋友

强烈排斥或拒绝的时光，这种被朋友拒绝或

有排斥感的感受可以来源于你们的交流，活

动等等（你可以从起因、经过、结果来进行

想象）。

积极社会联结体验诱发：请想象一段近

期你被一位吸烟者朋友或多位吸烟者朋友

强烈接纳的时光，这种被朋友接纳或有归属

感的感受可以来源于你们的交流，活动等等

（你可以从起因、经过、结果来进行想象）。

中性社会联结体验诱发：请想象一段近

期你与一位吸烟者朋友或多位朋友相处很

平静的时光，这种平静的感受可以来源于在

图书馆与朋友一起安静写作业等等（你可以

从起因，经过，结果来进行想象）。

第三步，主试对被试进行 1min 的访谈：

1.你刚才想到了什么？2.刚才联想到的事

情给你带来了什么体验/感受？在访谈结束

后，被试填写相关量表。

第四步，完成 Go/Nogo 范式的变式。首

先电脑屏幕中央会呈现500ms的红色注视点

“＋”，提醒被试实验开始。之后，中性图

片或者香烟图片在电脑屏幕中央出现，呈现

时间为 200ms。被试需要在图片出现时就进

行反应。被试在每个试次上的反应时间最长

为 1500ms。当被试按键后，程序跳到下一个

试次。实验共分为 4 个 block，每个 block

包括 180 个 trail。其中，135 个 Go trail，

45 个 Nogo trail。中性物品图片为 Go

trail。当出现中性物品图片时，被试按“J”

键进行反应。吸烟物品图片为 Nogo trail。

当出现吸烟物品图片时，被试不进行按键反

应。每个 Nogo trail 之前会有 1-5 个 Go

trail，且不会连续出现 2 个 Nogo trail。

Go/Nogo 范式的具体流程见图 1。

第五步，支付被试费，并对其表示感谢。总

体实验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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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总体实验流程图

3 结果

3.1 自变量操作有效性检验

对回忆联想任务唤起的社会联结体验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积

极条件（M=2.03，SD=0.39）下社会联结体

验与消极条件（M=2.27，SD=0.49）下社会

联结体验之间无显著差异，t（30）=1.88，

p>0.05。中性条件（M=2.14，SD=0.39）下，

被试社会联结体验与积极条件（M=2.03，

SD=0.39）下社会联结体验之间无显著差异，

t（30）=0.86，p>0.05。消极条件（M=2.27，

SD=0.49）下，被试社会联结体验与中性条

件（M=2.14，SD=0.39）下社会联结体验之

间无显著差异，t（30）=-1.30，p>0.05。

积极条件下，被试积极情绪（M=4.29，

SD=0.66）显著大于消极情绪（M=1.43，

SD=0.75），t（30）=12.67，p<0.05。消极

条件下，被试积极情绪（M=1.58，SD=0.44）

显著小于消极情绪（M=4.14，SD=0.54），t

（30）=-18.62，p<0.05。中性图片条件下，

积极情绪（M=2.00，SD=0.71）与消极情绪

（M=1.71，SD=0.52）无显著差异，t（30）

=1.88，p>0.05。具体自变量操作有效性检

验，见表 2。

表 2 自变量操作有效性检验（M±SD）

3.2 Nogo 试次错误率

对 Nogo 试次错误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主效应

显著，F（1，29）=3.126，p＜0.05，η2
=0.065。

针对吸烟者在不同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上

Nogo 试次错误率的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吸烟者

在积极社会联结体验条件下（M=26.67，

SD=13.47）抑制控制表现与消极社会联结体

验条件下（M=26.31，SD=16.09）抑制控制

表现不存在差异，t（30）=0.19，p＞0.05；

吸 烟 者 在 积 极 社 会 联 结 体 验 条 件 下

（M=26.67，SD=13.47）抑制控制表现与中

性 社 会 联 结 体 验 条 件 下 （ M=18.85 ，

SD=11.79）抑制控制表现存在差异，t（30）

=5.72，p＜0.05；吸烟者在消极社会联结体

社会联结体验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积极 2.03±0.39 4.29±0.66 1.43±0.75

消极 2.27±0.49 1.58±0.44 4.14±0.54

中性 2.14±0.39 2.00±0.71 1.7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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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条件下（M=26.31，SD=16.09）抑制控制

表现与中性社会联结体验条件下（M=18.85，

SD=11.79）抑制控制表现存在差异，t（30）

=4.36，p＜0.05。

表 3 吸烟者 Nogo 试次错误率（%）

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 吸烟者

中性社会联结 18.85±11.79

26.31±16.09

26.67±13.47

消极社会联结

积极社会联结

图 3 吸烟者 Nogo 试次错误率（%）

3.3 Go 试次反应时

对 Go 试次反应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统

计结果表明，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主效应显

著，F（1，30）=3.783，p＜0.05，η2
=0.078。

针对吸烟者在不同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上

Go 试次反应时的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表明，吸烟者在积极社

会联结体验条件下（M=320.24，SD=41.63）

抑制控制表现与消极社会联结体验条件下

（M=319.08，SD=37.34）抑制控制表现不存

在差异，t（30）=0.33，p＞0.05；吸烟者

在积极社会联结体验条件下（M=320.24，

SD=41.63）抑制控制表现与中性社会联结体

验条件下（M=344.36，SD=43.34）抑制控制

表现存在差异，t（30）=-5.36，p＜0.05；

吸 烟 者 在 消 极 社 会 联 结 体 验 条 件 下

（M=319.08，SD=37.34）抑制控制表现与中

性社会联结体验条件下（ M=344.36 ，

SD=43.34）抑制控制表现存在差异，t（29）

=-5.25，p＜0.05。

表 4 吸烟者 Go 试次反应时（ms）

社会性情绪体验类型 吸烟者

中性社会联结 344.36±43.34

319.08±37.34

320.24±41.63

消极社会联结

积极社会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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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吸烟者 Go 试次反应时（ms）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Go/Nogo范式检验被试的抑

制控制功能。同时，我们也采用回忆联想任

务唤起被试的社会性情绪，以此考察不同社

会性情绪对吸烟者抑制控制的影响。

4.1 本研究发现，与中性社会联结条件

相比，吸烟者在消极社会联结下抑制控制表

现显著变差。

该结果表明，消极社会联结削弱了吸烟

者的抑制控制功能。结果与以往研究类似。

在一般情绪领域（Lindstrom & Bohlin, 2012;

马丽， 2015），研究者考察了消极情绪对

成瘾者抑制控制的影响。马丽（2015）研究

发现，与观看中性刺激相比，海洛因成瘾者

在观看负性情绪刺激后抑制控制表现变差。

根据情绪扩展建设理论，消极情绪会缩小个

体的认知范围，削弱个体抑制控制功能

（Fredrickson et al., 2001, 2004, 2005）。

本结果表明在社会性消极情绪条件下，吸烟

者的抑制控制功能同样会受到削弱。本结果

支持并丰富了情绪扩展建设理论。

4.2 本研究还发现，与中性社会联结条

件相比，吸烟者在积极社会联结下抑制控制

表现显著变差，且与消极社会联结条件下抑

制控制表现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积极社

会联结与消极社会联结一样，同样削弱了吸

烟者的抑制控制功能。这一结果不符合研究

2 的假设。根据情绪扩展建设理论，积极情

绪推动个体追求范围更广的思维和行动方

式，扩展个体的认知范围，提高个体执行控

制功能（Fredrickson et al., 2001, 2004,

2005）。我们的研究结果并未发现积极社会

联结会提高吸烟者的抑制控制功能，反而在

积极社会联结上被试出现了更差的抑制控

制表现。已有研究中有一些研究发现类似结

果。例如，Hare 等人（2005）采用 Go/Nogo

范式考察被试在不同情绪下抑制控制表现。

结果发现，与消极情绪、中性情绪条件相比，

被试在积极情绪下表现出更高的虚报率。出

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1.本研究

中的吸烟者均为大学生。大学生在校时间多

且长期处于多人相处的社会环境中。有研究

发现，个体置身于周围有较多人吸烟的社会

环境时会更想要尝试吸烟（Leatherdale et

al., 2006）。本研究中的社会联结体验可

能更容易唤起他们多人相处的快乐吸烟经

历，从而导致其抑制控制功能收到削弱。2.

本研究中唤起材料的主体为朋友。方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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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研究发现，友伴的吸烟饮酒行为会

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吸烟饮酒行为。友伴是影

响青少年吸烟行为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Urberg, Shyu, & Liang, 1990; Roosmalen

& Daniel, 1989; Flay et al., 1983）。

朋友对于吸烟者而言，往往属于高人际亲密

度个体。吸烟者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产

生吸烟行为。

4.3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以

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第一、本研究仅选取

男性吸烟者被试，且都是大学生，使得研究

结果的代表性及推广性受到局限。未来研究

还需充分考虑被试取样，将女性吸烟者或者

香烟戒断者纳入到研究中。同时，未来研究

也要考虑到社会人士，以增加研究结果的代

表性。第二、本研究仅使用 Go/Nogo 任务范

式考察了吸烟者在不同情绪效价条件下抑

制控制的表现，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未来研

究可以采用多样化的研究范式来来对此现

象进行探讨，比如 Stop-Signal 任务，经典

Stroop 任务，双选择 Oddball 范式等，以期

获得更为可靠的研究结果。最后、本研究仅

从行为层面探讨了社会性情绪对吸烟者抑

制控制功能的影响，并未对行为现象背后的

认知神经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未来研

究应该使用认知神经技术（ERP、fMRI）来

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相关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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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焦虑的建构与确定性的获得

黄睿智 温州医科大学 邮箱：hrz_psy@163.com

摘要：根据情绪建构主义对于情绪与情感的定义，阐述焦虑作为一种情绪如何被个体建构而来，论述

焦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焦虑可以为个体带来收益，因为其能够为自我带来确定性，但这种获益需要个体

付出更多的代价，同时，尝试阐述了焦虑为自我带来确定性的作用机制，从建构论视角为焦虑的干预提供

理论支持。

关键词： 建构主义；焦虑；确定性；自我；概念化；干预

1.焦虑是情绪还是情感

1.1 情绪与情感的关系

很久以来，我们都认为情绪和情感是两

种不同的事物，但对于二者的区分一般只是

依据一些现象或表现层面的不同，准确的说

是人为划分的界限，例如：一些观点认为，

情感是更为持久的、更深刻的，与信念一致，

会导致行为，包含了个体的思想、意志、感

觉等；而情绪则是稍纵即逝的、表层的，无

法控制的，经常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个体的

感受与意志、思想等无关。

维基百科将情感（Affection）定义为

“‘精神或身体的性情或状态’，通常与一种

感觉或爱的类型有关。”将情绪（Emotion）

定义为“与所有神经系统相关的生物状态，

是由各种与思想、感觉、行为反应和某种程

度的愉悦或不愉快相关的神经生理变化引

起的。通常与心情、气质、个性、性情、创

造力、动机交织在一起。”这两个定义则不

同于前面通过对比而形成的情绪和情感的

概念。

关于情绪和情感是什么？目前，并没有

统一的定义，很多情况下这二者是可以相互

替代使用的概念。

本 文 采 用 的 定 义 则 来 自 于 Lisa

Feldman Barrett，将情感定义为一种感觉，

是个体每一天都会体验到的一般意义上的

感觉，与情绪不同。情感至少有两种特性，

效价和唤醒，前者即愉快-不愉快，后者即

冷静-焦躁不安的程度。情感的这两个特性

可能源自内感受（Interoception），内感

受则被定义为大脑对所有感觉的表征

(Barrett, 2019; Lindquist et al., 2012)。

内感受也是情绪的核心材料之一，情绪

因此被定义为对内感受不断进行概念化的

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情绪是建构的产物。通

过“概念化”的过程，个体将来自世界的感

官输入的感知与来自身体的感觉输入联系

起来，从而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心理时刻

(Barrett, 2019)。因此，情绪本身就是意

义。

简而言之，情绪是建构的结果，情感才

是天生的。但情感和情绪也并非完全独立的

系统，毕竟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内感

受。

情感像是某种意识的表现形式，它不会

受具体的事件影响，因为其出现或者结束而

波动，它是一种相对恒定的感觉，随着内感

受变化。内感受的功能其实是对身体的预算

进行评估，情感则对这种评估的结果进行总

结，并通过效价和唤醒程度表现出来。从这

个角度来说，情感起源于预测，而预测本质

上是推理。

但是，情感可以通过一些心理操作进而

转化为情绪，这些心理操作可以包括观点、

社会从属、归因、分类/概念化等。这些心

理操作的过程就是赋予或者创造意义的过

程，这也是为什么情绪本身就是意义。通过

创建的意义不同，情绪得以分化为不同的种

类。这一观点类似于比昂提到的α元素向β

元素的转化，比昂认为这种转化是通过概念

化实现的(车文博 & 郭本禹, 2018)，克莱

mailto:hrz_ps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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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认为婴儿最初不具有概念化的能力，因此

需要一个足够理智的母亲，当母亲涵容婴儿

的情绪并且将其理智化，婴儿慢慢就会内化

这种处理情绪的方式(Waddell, 2019)，并

形成概念化的能力。所谓的概念化就是将感

受与符号建立联结的过程，就是为客观存在

赋予意义的过程。

意义让世界有了秩序，让个体能在嘈杂

的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创建意义的过程具有疗愈的作用，

精神分析称之为潜意识的意识化，认知行为

疗法则称之为认知或信念的改变。

个体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就是不断创建

意义的过程。随着分化水平的提高，个体可

以为同一客体赋予不同的意义，在这个过程

中，个体的概念不断丰富，并与自我建构在

一起，促进自我结构的更新与迭代。

1.2 焦虑是建构而来的情绪

弗洛伊德认为：“出生是人类体验到的

第一次分离焦虑。霍妮则提出显性焦虑的概

念，即焦虑是对显性危险的反应”。从这个

角度来看，焦虑可以解读为一种情感。作为

对危险刺激的信号，焦虑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反应。

《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一

书中记载了一个特殊的案例：一个 18 个月

大的男孩雅各布，父母认为他非常焦虑，尤

其在成长的各个节点，他总是不停寻找和不

停晃动某些物品。然而，当治疗师说出他似

乎在寻找但又找不到某些重要的东西时，雅

各布停止自己的行为，热切地看向她。他的

父母透露在雅各布出生前 2 周，他的双胞胎

兄弟提诺胎死腹中，他有两星期的时间是和

这位死去的兄弟待在一起的(Waddell,

2019)。

关于雅各布的情绪，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在经历最初的丧失，即提诺的死亡之后，

雅各布所产生的情绪；成长过程中持续寻找

过程中伴随的情绪，即被其父母认为是焦虑

的情绪。

雅各布寻找和晃动物品的行为其实都

是他曾经无数次尝试唤起提诺反应的行为

的象征性转化。提诺的死亡对他而言是没有

来得及告别的失去，是不可弥补的丧失，这

种丧失让他很痛苦，此后，他无数次的寻找

与晃动的行为当然都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些

行为曾经不能唤醒提诺，如今也是，因此，

他一次次重新体验了丧失的痛苦。而这种痛

苦被定义为或者说被称之为焦虑，是其父母

建构出来的理解，或者说是其所处的文化将

这种状态命名或定义为焦虑。

对雅各布而言，当咨询师阐释其行为真

正含义的那一刻，概念化才真正得以实现，

他焦虑的行为才真正有了意义。

雅各布的案例可能为情感或者说焦虑

的先天性提供了证据，这一部分可能是具有

普遍性的、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拥有的体

验。同时，也将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一次焦虑

的时间提前到了胎儿期。

焦虑是一个弥散性的状态，是一个混沌

而混合过程。焦虑是一种除了由应激源直接

引发的不愉快的体验过程之外，还包括其后

应激源消除后，个体通过预测/推理以及其

他应对方式以期望避免或者缓解此类不愉

快体验的过程，可以说个体的这种推理行为

本质上是希望回避某些可以引发焦虑的内

在或外在过程。

从焦虑的特点可以发现，情绪同样具有

情感的特点——效价和唤醒，此外情绪可能

还有第三个特点，即分化水平，焦虑可能就

是分化程度不高的情绪。

我们暂时将前者即由应激源引发的焦

虑命名为初级焦虑，将后者即希望通过各种

应对方式避免或者缓解初级焦虑而引发的

焦虑命名为次级焦虑。

初级焦虑是人类的宿命，是不可消弭的

存在，它是应激过程带来的必然反映。但次

级焦虑则是建构的结果。未经概念化的次级

焦虑往往表现为防御机制，或者说防御机制

只是应对方式的别名。这并不否认焦虑具有

生理基础，只是神经系统的活动在某些情况

下被知觉为兴奋，在某些情况下则被知觉为

焦虑，这其间的不同也许只在于个体为其赋

予了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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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感受系统不停评估世界与自我所拥

有的资源之间的关系，个体则试图通过各种

应对方式恢复平衡。而很多的应对方式只是

焦虑的防御性转换性体现，因为个体不仅用

防御机制来防御焦虑，还用防御机制来防御

自己所使用的应对方式。

因此，当询问某个个体处于怎样的情绪

状态之下时，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他此刻将自

己的情绪定义为什么，或者说他认为将总控

的感受和体验建构为怎样的概念。而他的定

义自然并非凭空捏造，他会通过差异性与共

同性来确定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与哪个概念

更为接近，这个概念往往来自群体的建构，

即两人以上的团体共同接受的一个概念。

当然，焦虑作为一种情绪，并不需要通

过概念化就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并且往往是

未经概念化的情感或情绪会对个体产生更

大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前言语期的

创伤更为难以处理，因为其更难以得到概念

化。此外，感觉、情境都难以得到完全的概

念化。

但概念化往往是改变的开始，当分化程

度不高的情绪得以概念化，个体的应对方式

就会发展。这种概念化包括对情绪类别的识

别，归因等。

概念化可以通过许多的途径实现，例

如，语言就是概念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

语言可以塑造情绪的记忆和知觉，这已经得

到一些研究的证实(Lindquist, 2018)。这

种塑造并非都产生积极的效果。概念会影响

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其会放大或者缩小

差异性，比如我们会将深浅不同的红色都称

为红色，但也会将同为人类的群体依据肤色

划分为不同种族。

2.自我-世界的确定性建构

2.1概念化是自我获得确定性的方式之

一

2.1.1 确定性是建构的产物，确定性也

是生命本身所拥有的属性。物理存在或者

说，客观世界并不存在所谓的确定性，客观

世界一直在变化即一直在量变，但很多时候

这种量变不能不能被人类的感官获取。质变

的一刻到来之时因为人类此时认识到了变

化，因此截取了漫长的量变过程中的一个

点、一个状态，而量变继续着，质变只是因

为我们的认知滞后于客观事物的变化(亨

利·柏格森, 2004)，但获取关于某一点、

某个状态的认知依旧为人类带来了确定性。

这种认知或者说，知识是以概念的形式

进行建构和保存。知识的存在使得个体能够

承受分离与失落，这对于此后人格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作用。

概念就是人类获得确定性的方式之一。

更准确地说，人类通过建构意义、形成秩序

以获得确定性，这个过程会通过概念表现出

来，概念就是运用符号象征性地描述世界。

概念的习得可以通过符号系统传递，也可以

通过激发个体的体验与感受，进而使个体在

某种刺激与感受之间建立联结，后者就是个

体的概念化过程。

概念会通过形式多样的符号系统进行

展现，如：词汇、语言、音符、数字等等。

人类创建了符号，通过符号象征性地表达世

界在自我之中投射出来的形象，让世界在人

类心灵之中留下形象，让符号构成概念以及

概念的系统，让无序的刺激有了结构，也让

概念得以在人与人之间流转。

但对于个体来说，只有通过概念化的概

念才能与个体产生联结，才对个体具有意

义。通过概念化，个体得以构建出一种关系，

从此，“我”与“世界”不再是相互独立的

存在——我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之中。

正如爱因斯坦曾写道的那样:物理概念是人

类心灵的自由创造，无论它表面上看起来怎

样，都不是唯一由外部世界决定的。然而一

切概念都是如此，唯有通过人，概念才得以

形成，一切现实才具有意义。

这种建构的个体性带来的结果是使得

变异性成为常态，同一个概念在不同个体之

间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解与体验，一个人所体

验到的快乐必然不同于另一个人，一个人所

定义的快乐也不同于另一个人。同样，概念

也不存在原型或者典型的表现形式，一个人

可能因为欣喜而微笑，也可能因为欣喜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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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欣喜就是欣喜。

如此，概念连接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连

接了意识与潜意识，连接了感受、体验与思

维，让我们从物理存在获得确定性，也从自

我之中获得了确定性。

概念还赋予人类推理的能力，面向过去

的推理即归因，面向未来的推理即预测。推

理的能力链接了过去与未来。“此刻与过去/

或许都在未来之中/而过去也包含了未来。”

Eliot 如是说。

再回到前文雅各布的案例，他在每个成

长的节点都伴随着严重的焦虑与痛苦，因为

其一直将过去和未来交织在现在，他认为每

个节点都可能伴随着所爱之人的离开，这种

推理为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一直活在想象

的丧失之中。而咨询师将其感受与认知表达

出来的那一刻，即概念化的一刻，改变就开

始了。

2.1.2 虽然确定性是建构的产物，但生

命本就蕴含着确定性。生命不仅仅只是在追

求确定性，生命本身就拥有确定性，而最终

的确定性就是死亡。“生命是不可阻止的下

坠，死亡则带来最后的确定性，因为死亡使

得个体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柏格森

在《创造进化论》中如是说。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为人类带来确

定性，如：睡眠。《精神分析引论》中有这

样的一句话“睡眠……心理学意义则是与

外界保持隔离。我们其实并不愿意来到这个

世界，所以不能一刻不停地留在此处。借助

睡眠这种手段，我们得以回到出生前的状

态，回到母亲的子宫中。”从确定性的角度

来说，睡眠让人类得以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

系统，因而通过睡眠人类得以在日常生活中

获得短暂的确定性。

2.1.3 自我的建构为人类带来了更为重

要的确定性。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论

证了自我的存在，这也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基

本的确定性。但自我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建

构的产物。自我天然就包括了关系的属性，

尽管自我的确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

个系统内部充满了个人构建的关系，包括与

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物理世界

的关系。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阐述了自我的诞

生，通过对主体和客体的感受，个体形成自

我，并决定将哪些概念与自我的构建相关。

自我的构建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会持续

终身，直到死亡，自我同一性则可以理解为

在某一阶段截取而来的对自我的认识与概

念化表征。

2.2 情绪如何为自我带来确定性

情绪概念的建构会带来确定性，也因此

为自我带来了第一重的确定性。概念让个体

理解了情绪是什么。

概念化的过程就是发展的过程，概念是

在不断对比差异性与共同性过程中建构的。

这就意味着个体想要发展就要不断对概念

进行分化与整合，分化也是自我逐渐建立并

完善的必然要求。对于情绪来说，增加情绪

粒度就是分化，而这个过程也是促进自我发

展的过程。情绪分化不仅仅是指能区分自己

的各种情绪，还包括区分自我与环境，区分

客体与客体，以及区分客体是否能够用来建

构自我等等。分化不足的个体是混沌的，不

能区分生理与心理，自我与他人，自己不同

的情绪与感受，会将不存在关系的事情联系

在一起。

一些研究显示，焦虑程度高的个体在理

解自己的情绪上有困难，这也是其情绪粒度

低的表现(Evelyn Behar, 2009)。而情绪粒

度低的个体也难以发展出丰富的处理情绪

的模式。

整合意味着自我形成具有结构的、相对

封闭的系统，每一种感受、每一个冲动、每

一个行为都不能像漫无目的水一般肆意流

淌，整合就意味着划定航道，意味着自我要

对其赋予意义，要决定用哪些部分来建构与

自己相关的结构体系。

意义的构建则带来了第二重确定性。情

绪就是意义，意义的建构需要足够的概念支

撑。同时，建构意义并不意味着强行赋予归

因和解释，而是要将其与真实相链接，以真

实为基础。这种真实是指内在的感受与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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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相一致，并且得到外在有效的反馈。

唯有以真实为基础的意义，才能促进自

我的发展。一旦概念与意义割裂，概念就会

成为牢笼，限制自我的感受。情绪会促使个

体采用应对方式进行应对，带来行为能力。

但我们会对同一对象形成不同的建构，并且

会在不同的建构之间摇摆。

3. 焦虑如何为自我带来确定性

许多观点都认为焦虑具有积极的意义。

例如：罗洛梅提出，一个没有焦虑的健康心

灵揭示了“对现实的一种根本的误解”，因

为一定程度的焦虑是为了对抗无聊，对生活

事件更加敏感，并有助于保护自己的安全

(Starkstein, 2018)。克尔凯郭尔则认为：

焦虑作为一种对人类自由的表达，在人类生

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帮助驾驭“生命的

冒险”。焦虑是人活着所固有的，学习如何

管理焦虑可能会让一个人在死于远见不足

和被瘫痪的恐惧压垮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

(Starkstein, 2018)。

焦虑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原

生焦虑还是次生焦虑能为自我带来确定性。

焦虑为自我带来确定性可能通过以下途径：

1.焦虑为自我带来控制感；2.焦虑成为自我

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焦虑是个体回避某些内在的感受或经

验的结果(Evelyn Behar, 2009)。焦虑作为

一个不愉快的感觉，本身是源于某些失控。

但是，通过焦虑个体会获得一种自己正在进

行应对的错觉，如果这种“应对”偶然收获

比较好的结果，个体就会受到强化，进而更

倾向于采用焦虑作为“有效”的应对方式。

这种强化本质是一种变比强化，一旦形成就

更为稳固。

也许，焦虑其实是兴奋的别名，是一种

准备状态。当焦虑强度过高的时候，才会产

生抑制性的作用。这个高的标准因个体承受

力而异。

此外，很多时候个体并不确定自身产生

某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此时，通过将这种

感受构建为“焦虑”，个体获得控制感。这

本质上是一种转移，将自我与真实的体验隔

离。

一些研究表明，焦虑个体对确定性的高

度要求，可能是其早年依恋关系之间的象征

性表达，高焦虑个体早年依恋关系不稳定或

者质量不高，其主要抚养者可能在抚养过程

中没有相对稳定的要求或者标准，经常处在

矛盾之中。

但焦虑带来的控制感是脱离现实的。焦

虑作为一种信号，的确，可以使机体处于应

对的准备状态。但是，当个体沉浸在焦虑本

身就是有效的应对方式的状态下，焦虑就丧

失了信号意义，个体也会处于麻痹的状态

下，不能进行有效的应对。

当焦虑成为个体的相对稳定的应对方

式或者防御方式的时候，即应对防御风格，

就会成为自我建构的一部分。自我并不是按

照最好的方式进行问题解决，而是采用最熟

悉的方式，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当焦虑成为自我建构的一部分时，就会

成为个体定义自己是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时，一个焦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任何让我

觉得可以消除焦虑的事物都会威胁到我对

于“我是谁”的感受，对自恋产生威胁。

不确定性就是无意义、无结构、无秩序

的状态，而焦虑即便是一种病态的情绪，也

是稳定的存在，会抵消不确定性。 因此个

体通过不停地让自己处于焦虑之中来感受

“我是谁”，由此，焦虑得以为自我带来确

定性。

前文提到情绪粒度的概念在此依旧适

用，情绪分化程度比较低的个体，应对方式

也是不够丰富的，因此会固着于贫乏的应对

方式，给自己解释以及采取行动。

4.焦虑的建构论解释与心理治疗

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焦虑，尤其是建构而

来的次生焦虑。但在实际的地心理咨询与治

疗工作中，很难存在某种由单一的情感或情

绪导致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人类所有的体

验都是综合体，难以得到精确的概念化。

问题是复杂的，疗愈也是如此。我们难

以定义何种状态才是疗愈，是达到创伤未发

生之前的状态，还是说在创伤之上建构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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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及应对方式。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的视

角，因此采用后者作为疗愈的定义。当然选

用这个定义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不存在没

有经受过创伤的个体，在创伤中前行就是人

类的宿命。

所有的创伤都是两次及以上的伤害，第

一次由应激源带来，第二次则由自我建构而

来。焦虑也是如此，次生的焦虑皆由建构而

来，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取决于你的归因，即

建构。

当焦虑成为群体共同分享的统一的概

念，就可以用于诊断。群体的建构使一类人

形成共同的对焦虑的定义，然而变异性才是

常态，焦虑作为是一种情绪的类别，存在多

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即在焦虑的类别下存在

个体会出现差异性的表现。

换而言之，共同性似乎不是最重要的事

情，本质是并不存在的，个体无论将自己的

哪种感受定义为焦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

种感受对他意味着什么，与其自我有什么关

系，即重要的是他所构建的个体现实是怎

样，对其有怎样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客观现实不存在，而是说对于个体，客观

现实是否有意义、有怎样的意义，取决于个

体将它建构为怎样的心理现实。

因此，建构意义的过程就是在心理治疗

过程中实现疗愈的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潜

意识的意识化，也类似于信念的重建，只是

通过赋予意义的进行治疗的方法更为直接。

如同前文雅各布的案例中呈现的那样。这个

过程并不仅仅是认知的处理，还包括情绪的

重构，甚至可以说唯有完成对混乱的情绪的

概念化，使其分化并赋予其意义，自我才能

找到建构自己的方式，才会清楚自己在这个

方面要构筑怎样的结构，才会知道如何将意

识的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可以假设，如果建构主义发展出相应的

心理治疗方法，其重心可能是在于意义的再

次建构，这种建构不仅仅包括促进情绪分化

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还包括自我结构的调整

或者再构建，即剔除不必要的部分，将合适

的部分纳入自我结构。

从建构论出发对焦虑进行治疗可能主

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不断发展新的建构；

调整自我已有的建构。具体而言，可能包括

——

1．重新概念化。包括对已有的概念进

行不同角度的重新建构，以及增加情绪粒

度，即增加建构的种类。

2．调整焦虑与自我之间的建构关系。

增加个体建构的灵活性和结构化程度，即增

加的稳定性与弹性。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建构主义为

能更为直接地让来访者看到自己的责任所

在。这是一种关于当下的责任，无论过往曾

发生过什么，都可以进行重新建构的。

咨询师也要理解，叙事的本质是叙述情

绪，行为也是情绪的反映，情绪与事件、与

行为永远是建构在一起的，当情绪可以概念

化，对事件的认知和相应的行为/应对方式

都会发生改变。

生命是强迫性重复，是一场注定结局是

下落的重复，但在过程中会有不同表现形

式，存在于对个体来说更为适应的形式，个

体是可以“想象上升”的。当个体处在这种

更适应的形式中时，其实是无意识的。

心理治疗要做的无非就是找到这种更

适合的形式，并完成更迭，类似于在一场场

科学革命中范式的更迭，即治疗不是结构的

解构和再重建，而是以新的生命范式出现并

逐渐替代旧范式。自我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建

构，以实现通过替代性的模式使超越创伤。

以往的治疗也显示许多的焦虑症和抑郁症

患者经过治疗依旧会存在残留的症状。建构

主义的疗法可能会针对这种残留进行新的

处理，即形成新的建构，如同加缪在《西西

弗斯的神话》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重要的

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针对创

伤治疗的残余，与其期待达到未发生创伤的

状态，不如以创伤为基础，形成新的建构。

换而言之，疗愈就是重新建构，因为创伤已

经发生，无论如何都与自我形成不可磨灭关

系，只是其影响或大或小。

科学的革命通过范式的转换而实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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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2012)，情绪的转变则通过建构而实现，

自我就是情绪体验的建构者，在建构情绪与

体验的过程中，自我也不断变化着，未来也

不断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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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吸烟者感知吸烟社会规范与社交性吸烟行为的关系：

身份认同和关系观的作用

赵博强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邮箱：11541165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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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吸烟者身份认同和关系观在感知吸烟社会规范与社交性吸烟行为关系中的作用。对 508

名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感知吸烟社会规范显著正向预测社交性吸烟；（2）身份认同对感

知吸烟社会规范和社交性吸烟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3）关系观正向调节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和社交性吸烟

的关系，而对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和身份认同关系的调节不显著。研究支持了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影响社交性

吸烟的身份认同机制和文化价值观调节机制。

关键词 吸烟者；社交性吸烟行为； 感知吸烟社会规范； 身份认同；关系观

1 引言

2019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30%

及以上和 80%及以上”。然而，我国吸烟率依

然较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15 年

和 2018 年的全国调查显示，我国现在吸烟

率分别达 27.7%和 26.6%。研究表明，吸烟

者经常和他人一起吸烟（褚成静，张岚，杨

彦春，2010；Lisha, Delucchi, Ling, & Ramo,

2015），社交是引发吸烟者尝试吸烟、持续

吸烟或戒烟后复吸的重要因素（Zhang, Chan,

Fong, Malone, & Lam, 2012）。因此，有必

要探讨我国烟民社交性吸烟行为的影响因

素及其社会心理加工机制。

感知吸烟社会规范是诱发吸烟行为的

重要环境因素，指个体感知到他人对吸烟的

态度及其实际吸烟行为（Chen, Cao, Gao,

Xie, & Li, 2019）。研究表明个体感知吸烟

社会规范对其吸烟行为意向有显著预测作

用（Chen et al., 2019; Saito et al.,

2018）。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jzen, 1991）认为，

感知社会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意愿进而影响

行为。该理论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Brunette et al., 2019; Zhao, White, &

Young, 2019）。然而，感知社会规范影响行

为意愿和实际行为的社会心理加工机制有

待进一步揭示。

身份认同，即个体对自己所属身份的认

同，在环境变量影响个体行为的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首先，身份认同对行为有显著预测。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对于认为自己属于某种

身份的个体，如果未实施与该身份相符的行

为 ， 则 可 能 产 生 认 知 失 调 状 态

（Harmon-Jones, Harmon-Jones, & Levy,

2015）。为避免或消除此认知失调状态，个

体通常会做出与身份相符行为。有研究支持

吸烟者身份认同对吸烟行为的预测。研究者

发现，越是把自己定义为“吸烟者”的人，

吸烟量越高（Smith, O’Connor, Collins,

Hyland, & Kozlowski, 2019）。另外，身份

认同源自个体所处的群体环境。根据社会认

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1978 ） 和 自 我 分 类 理 论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Turner,

Hogg, Oakes, Reicher, & Wetherell,

1987），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会影响

其自我概念，继而促使其做出符合该群体规

范的行为。身份一致性动机理论（Theory of

mailto:11541165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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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based Motivation; Oyserman,

2007）进一步指出，个体的身份具有多样性，

个体会根据情境变化动态地构建身份，进而

做出与当前激活身份相一致且符合情境规

范的行为。有研究支持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对

吸烟者身份认同的预测。研究发现，当周围

的同伴对吸烟持赞许态度时，个体会更倾向

于认同自己吸烟者的身份（Echeverría,

Gundersen, Manderski, & Delnevo, 2015）。

据此，吸烟者身份激活及认同可能是感

知吸烟社会规范影响社交性吸烟行为的内

在机制。一方面，吸烟者感知吸烟社会规范

越强，越容易获得吸烟者群体的原型，从而

更认同自己的吸烟者身份。尤其是在有他人

吸烟的社交场合，吸烟者更容易建构出吸烟

者身份。另一方面，吸烟者的身份认同会引

发其做出与其身份相一致的吸烟行为。综

上，本研究推测，吸烟者的身份认同在感知

吸烟社会规范和社交性吸烟行为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对社交性吸烟行为的研究，不仅要探讨

个体微观环境中周围人吸烟态度和吸烟行

为的影响，还要关注宏观环境中社会文化价

值观的作用。我国文化十分重视关系的建

立，而递烟和共同吸烟往往被吸烟者认为有

助于促进社交关系的建立（Rich & Xiao,

2012），因而有必要考察吸烟者所持关系观

的作用。关系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

指个体对人与人之间通过人际交往形成联

系的重视程度。经典的生态系统理论

（ Hertler, Figueredo,

Peñaherrera-Aguirre, Fernandes, & Menie,

2018）指出，个体心理行为发展会受到微观

系统和宏观系统的交互影响。对于吸烟者，

属于微观系统的感知吸烟社会规范与反映

宏观系统的关系观可能会交互影响吸烟行

为。Schwartz（2006）的文化价值理论指出，

与自主性文化价值观的个体相比，持嵌入性

文化价值观念的个体更注重自己与他人的

关系，其行为更容易受到所处群体环境的影

响。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文化价值观会调节

环境因素与吸烟行为的关系，社会环境对持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吸烟者影响更大（Hassan

& Shiu, 2015）。因此，相比于关系观较弱

的吸烟者，关系观较强的吸烟者可能更重视

与吸烟者群体建立关系，其吸烟行为更倾向

于与吸烟者群体协调一致。鉴于此，本研究

假设我国吸烟者的关系观对感知吸烟社会

规范预测身份认同和社交性吸烟行为起正

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以我国吸烟者为研

究对象，考察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对社交性吸

烟行为的预测作用，考察身份认同在其预测

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考察关系观对感知吸烟

社会规范预测身份认同和社交性吸烟行为

的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招募自愿参与调查的现在吸烟者被试。

现在吸烟者的定义为最近一个月有吸过烟。

共获得 1016 名有效被试。为了检验社交性

吸烟行为量表的效度，研究将总样本随机分

为两个子样本。两个样本被试的性别、婚姻

状况和年龄等无显著差异，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试人口统计学信息

样本 1, n=508(%) 样本 2, n=508(%) 2 或 t p

年龄 31.38±10.50 30.93±10.32 .700 .484

性别 男 456(89.8%) 468(92.1%) 1.721 .190

女 52(10.2%) 40(7.9%)

婚姻状况 未婚 272(53.5%) 290(57.1%) 1.290 .256

已婚 236(46.5%) 218(42.9%)

2.2 工具

2.2.1 感知吸烟社会规范量表

选用 Phua（2013）编制的感知吸烟社会

规范量表。量表共 6 个项目，分为描述性吸

烟规范、指令性吸烟规范两个维度，采用 4

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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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越高表明吸烟者感知到周围人越赞同吸

烟或者周围人吸烟行为越多。本研究 CFA 表

明，χ²/df=4.73，CFI=.98，AGFI=.97，

TLI=.96，RMSEA=.06，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70 和.83。

2.2.2 吸烟者身份认同量表

选用吸烟者自我认同量表（Moan & Rise,

2005）。量表共 4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1=

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

个体越认同吸烟者的身份。本研究CFA表明，

χ²/df=14.48 ， CFI=.98 ， AGFI=.93 ，

TLI=.94，RMSEA=.12，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83。

2.2.3 关系观问卷

选用中国文化价值观量表的关系观分

量表（Qian, Razzaque, & Keng, 2007）。

量表共 6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

符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

重视关系对其重要性。本研究 CFA 表明，

χ²/df=6.92，CFI=.98，AGFI=.95，TLI=.97，

RMSEA=.06，内部一致性系数为.73。

2.2.4 社交性吸烟行为量表

本研究在参考已有研究（Shiffman et

al., 2015; Song & Ling, 2011）基础上编

制社交性吸烟行为。量表共 6 个项目，如“和

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我会吸烟”，采用 4

点计分（1=完全没有，4=总是），得分越高

表明社交性吸烟行为的频率越高。探索性因

素分析显示，KMO=.85，特征根为 3.58，且

大于 1 的初始因子共 1 个，因子的方差贡献

率为 59.64%，六个项目的因子载荷范围

为 .72-.84 。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显 示 ，

χ²/df=3.94，NFI=.98，CFI=.99，GFI=.98，

RMSEA=.08。内部一致性系数为.90。

2.2.5 额外变量调查问卷

教育水平分为从“小学及以下”到“博

士”共 7个水平。收入水平分为从“0-3 万”

到“42 万以上”共 7个水平。职业等级分为

从“临时工/民工/无业/学生”到“高级管

理人员/高级技术专家”共 7 个水平。日吸

烟量分为“≤5支”到“＞20 支”共 4 个水

平。健康状态测评题目为“我的健康没有受

到任何损害”，采用 5 点计分（1=完全不符

合，5=完全符合）。

2.3 研究过程和统计方法

数据收集采用网络测验形式。由经过培

训的主试指导被试完成作答。整理数据后，

对样本 2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的因

素共 6 个，第一个因素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24.71%，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

重。采用 SPSS22.0 软件和 PROCESS 宏程序

（Hayes, 2015）的模型 4 和模型 8 分别检

验中介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所有模型

检验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重复抽样

10000 次）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 95%置

信区间。

3 结果

3.1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采用偏相关分析法，控制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岗

位等级、吸烟者类型、健康程度等变量，分

析主要变量的相关。结果发现，社交性吸烟

行为与感知吸烟社会规范、身份认同、关系

观呈显著正相关；感知吸烟社会规范与身份

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M±SD 1 2 3

1 社交性吸烟 2.72±.73 -

2 感知吸烟社会规范 2.27±.55 .31*** -

3 身份认同 4.67±1.26 .39*** .14*** -

4 关系观 4.61±.89 .22*** .03 .20***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下同。

3.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控制性别等变量，采用 PROCESS 中的模

型 4 进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感知吸

烟社会规范显著正向预测身份认同（B=.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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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108, 95%CI = .095 - .520）；感知吸

烟社会规范（B=.340, SE=.061, 95%CI

= .220 - .460）和身份认同（B=.213,

SE=.027, 95%CI = .159 - .267）对社交性

吸烟行为的共同预测均显著。表明身份认同

在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影响社交性吸烟的过

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身份认同的间接效应

量为.07（95%CI=.02-.12），占总效应的

20.6%。

进一步采用模型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感知吸烟社会规

范和关系观的交互项显著预测社交性吸烟，

而对身份认同预测不显著。进行简单斜率分

析表明，对于关系观较低吸烟者（M-1SD），

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对社交性吸烟行为的预

测值 B=.317, SE=.005, t=5.847, p<.001；

对于关系观较高吸烟者（M+1SD），感知吸烟

社会规范对社交性吸烟行为的预测值

B=.518, SE=.005, t=9.423, p<.001。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M：身份认同 Y：社交性吸烟

B SE 95%CI B SE 95%CI

X：感知吸烟社会规范 .304
**

.113 .081，.527 .357
***

.062 .235，.479

M：身份认同 — — — .194
***

.027 .140，.248

W：关系观 .260
***

.066 .131，.390 .116
***

.035 .048，.184

X×W .050 .126 -.197，.298 .106
*

.053 .001，.210

U1：性别 -.427
*

.198 -.817，-.038 -.208 .112 -.428，.012

U2：年龄 -.006 .008 -.020，.009 -.013
***

.004 -.021，-.004

U3：婚姻状况 .141 .171 -.196，.478 .122
*

.090 -.055，.299

U4：受教育水平 .030 .045 -.058，.118 -.020 .025 -.070，.030

U5：收入水平 .090
*

.042 .007，.173 .007 .022 -.036，.051

U6：职业 -.098
**

.034 -.165，-.031 .028 .019 -.008，.065

U7：吸烟者类型 .528
***

.059 .412，.643 .082
*

.035 .013，.150

U8：健康程度 .061 .054 -.045，.166 -.030 .028 -.085，.025

C：截距 3.932
***

.433 3.081，4.784 2.240
***

.245 1.758，2.722

R2
=.223，F=29.568*** R2

=.348，F=23.318***

Direct effect（X→Y） B SE 95%CI

W:M-1SD .264*** .072 .123，.405

W:M .357*** .062 .235，.479

W:M+1SD .449*** .083 .286，.613

注:变量分析时采用中心化值；各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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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简单斜率检验图

4 讨论

4.1 本研究表明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对社

交性吸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

以往关于吸烟研究也发现类似结果

（Chen et al., 2019）。该结果也符合计划

行为理论的假设。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吸烟者

身份认同在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影响社交性

吸烟行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已有研究也

发现吸烟者感知吸烟社会规范显著预测其

身份认同（Glenn, Lapalme, McCready, &

Frohlich, 2017）以及吸烟者身份认同显著

预测吸烟行为（Hertel & Mermelstein,

2016），身份认同能发挥中介作用的可能原

因如下：

第一，吸烟者具有维持身份认知与吸烟

行为相一致的倾向。根据认知失调理论，越

是认为自己身份是吸烟者的个体越容易引

发吸烟行为（Harmon-Jones et al., 2015）。

如果他们不采取吸烟行为，则会引发身份认

知和外在行为不一致的认知失调状态。为了

避免认知失调的状态，吸烟者可以调整身份

认知为非吸烟者，使其与不吸烟的行为保持

一致；或者做出吸烟行为，使其与吸烟者身

份认知保持一致。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容易做

到。

第二，吸烟者身份认同是吸烟群体特征

和个体吸烟行为的桥梁。社会认同理论和自

我分类理论认为，越是对所属群体认同，越

会做出符合该群体规范的行为（赵祁，李锋，

2016）。社交性吸烟行为是吸烟者群体的特

征。拒绝他人的递烟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且是不符合吸烟者群体规范的行为（Mao,

Yang, Bottorff, & Sarbit, 2014）。

第三，吸烟者身份认同的激活受特定

的、不断变化的环境影响。身份一致性动机

理论认为环境动态变化会引发个体对身份

认知的动态改变，进而引发个体行为的变

化。所以个体的“吸烟者”身份并非一直被

激活。当吸烟者感知周围人赞成吸烟且吸烟

行为多时，其“吸烟者”身份容易激发，进

而引发其社交性吸烟行为。

4.2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吸烟者

的关系观对感知吸烟社会规范预测社交性

吸烟行为起显著调节作用

关系观越强的吸烟者，感知吸烟社会规

范对社交性吸烟行为的预测力越大。已有实

证研究也发现类似结果（Hassan & Shiu,

2015），出现该现象的可能原因如下：

第一，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的交互作

用。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微观系统和宏观系

统交互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发展（Hertler et

al., 2018）。关系观作为一种宏观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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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吸烟行

为，且促进了感知吸烟社会规范这一微观系

统对吸烟行为的作用。

第二，根据文化价值观理论（Schwartz,

2006），重视人际关系的个体更容易受集体

环境的影响。我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关注

自我的同时，更强调周围人的作用且对周围

人的信息更敏感（邓欣媚，王晓钧，肖珊，

2016；邓欣媚，肖珊，王晓钧，游园园，2018）。

对于更重视周围人作用的个体，其行为动机

和意图更倾向于与他人协调一致，其行为反

应也更倾向于与他人相互协调。和不重视关

系的吸烟者相比，更重视关系的吸烟者的感

知吸烟社会规范更能影响其社交性吸烟行

为。

4.3 本研究发现吸烟者的关系观对感知

吸烟社会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关系的调节作

用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吸烟者身份认同包括了

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成分（Suha &

Sharif, 2018）。吸烟者的个体认同更强调

自己是一名吸烟者；而其社会认同更强调自

己和吸烟朋友因具有相似的吸烟行为而构

成了群体，且相信吸烟行为是该群体的特

征。社会认同比个体认同更强调个体与他人

的关系，与个体的关系观有更密切的关联。

因此，关系观和感知吸烟社会规范的交互可

能对社会认同有显著作用，对个体认同作用

不显著。而本研究没有区分身份认同的这两

个维度，导致关系观并未显著调节感知吸烟

社会规范和吸烟者身份认同的关系。

4.4 本研究假设模型得到了研究结果的

支持，然而，在考虑该模型的适用性和推广

性时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4.4.1 关于文化适用性。一般认为我国

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注重关系、人情、礼尚往

来等因素（邓欣媚等，2016）。然而，本研

究仅检验了假设模型在我国吸烟者中的适

用性，并没有直接检验西方文化背景和中国

文化背景下假设模型的差异。因此，当前的

结果说明了假设模型在我国吸烟者中的适

用性，而不能说明其适用的特异性。

4.4.2 额外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在检验

统计模型时，控制了吸烟者人口学基本变

量、健康状态、尼古丁依赖等变量。研究表

明这些变量对吸烟行为有显著影响（褚成静

等，2010; Shiffman et al., 2015; Song &

Ling, 2011）。因此，这些额外变量也有可

能调节着该假设模型的适用性。未来的研究

有必要做进一步考察。

4.5 本研究对已有吸烟行为理论有一定

的贡献

本研究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解释了

感知社会规范对行为的影响，补充了计划行

为理论对健康行为的解释。

4.6 本研究还关注社交性吸烟行为

检验了属于影响行为的环境微观系统

的感知社会规范因素的作用，还检验了反映

宏观系统因素的中国人关系观的作用。

这有助于为提出适合我国吸烟者特征

的吸烟行为理论提供依据。本研究的发现对

我国控烟工作有一定启示。对于国家和社

会，有必要继续强力推行扩大公共场所禁烟

的政策，从而降低吸烟者感知吸烟社会规

范；有必要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分享香烟实际

上是危害他人而非真正有利于关系建立的

信息。对于吸烟者，要更多以非吸烟者为伴，

降低感知吸烟社会规范；要改变自己属于吸

烟者身份的认知；要改变通过分享香烟建立

人际关系的不合理认知，寻找更多积极的方

式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4.7 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4.7.1 本研究未区分吸烟者身份认同的

不同维度，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区分个体认同

和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并分别探讨其作用。

4.7.2 反映我国的社会文化价值有很

多，如人情观、家庭观、面子观，未来研究

有必要考察其他变量对吸烟者身份认同和

社交性吸烟行为的影响，也有必要直接比较

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吸烟者的差异。

4.7.3 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这难

以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有必

要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进而表明感知吸烟社

会规范、身份认同和社会性吸烟行为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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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问题。

4.7.4 本研究采用吸烟者自我报告的方

法测量相关变量，这有可能存在因社会赞许

效应导致报告偏差以及缺乏生态效度。未来

研究有必要采用内隐测量范式等方法客观

测量研究吸烟者感知吸烟规范和身份认同

等变量；也有必要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法测量

吸烟者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吸烟行为，从而获

得更有生态性的研究结果。

4.7.5 本研究有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

验中发现χ²/df 偏大，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对

吸烟领域测量工具做更全面的信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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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学生关联感与家庭功能、核心自我评价、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李孟瑶 温州大学 邮箱：394308486@qq.com

摘要：长久以来，从精神分析理论到进化心理学理论，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很多都把自主需要、胜任需

要与关联需要视为重要的心理需求。然而，青春期阶段是个体生理和心理（认知、情感、行为）均有强烈

变化的一个阶段，尤其表现在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也在其生活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在这几方面也出现一些新变化，同伴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与学习中变得日益重

要。

基于这些变化，青春期个体的关联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在性质、内容、表现方式上都呈现出与以往显著

不同的特点。由于笔者在大学期间对青少年犯罪的关注与资料收集，发现青少年关联感、核心自我评价以

及家庭功能等因素，原生家庭及青少年与周围事物的关联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身心发展与变化。

因此，中学生关联感与家庭功能、核心自我评价、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就变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青少年；关联感；核心自我评价；家庭功能；幸福感

引 言 ： 根 据 自 我 心 理 学 理 论

(Baker&Baker，1987;Lee&Robbins，1995)，

有关联结的感受起源于生命早期，它贯穿于

人的一生发展之中。如婴幼儿时期的亲子依

恋给儿童提供了最初的安全感，并产生了喜

爱他人的感受。在青春期，同伴关系和群体

归属会使个体能够对那些在外貌、能力、兴

趣等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他人产生认同感。进

入成年期后，对过去和当前的人际关系的经

验整合，开始逐渐融入个体完整的自我感之

中，使个体拥有了相对稳定的联结感受，这

种稳定的心理感受往往不会因失去一位朋

友，或被某一群体排斥而发生较大波动。很

多研究证实良好的联结性，是预防青少年出

现各种行为或情绪问题强有力的保护因子。

如一些研究发现，当个体面临不利的生活事

件时，高水平的社会联结性可以预防精神疾

病症状的出现（Henderson et al.，1980）

而青少年的学校关联感可以显著反向预测

抑郁、社交孤独(Shochet,2008)，还可以使

青少年更少出现抑郁、自杀以及药物滥用等

方面的情绪问题，或者使被忽略、被虐待的

孩子较少出现违法犯罪行为（Widom，1991；

Chandy et al.，1996）。

关于家庭功能、核心自我评价与幸福感

关系的研究对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重要

意义。胡芳，马迎华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学生

的幸福感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提升，家庭功

能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大，幸福感越高的个

体，身心越健康。顾海艳的研究表明学生家

庭功能各维度与幸福感各维度存在显著相

关，青少年的家庭功能对其幸福感具有很大

影响，家庭功能越健康，个体能体会到更多

幸福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希望可以继续

探求青少年关联感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寻找

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提

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研究中学生关联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

系，并探查核心自我评价和家庭功能在其中

起到的影响作用。本研究旨在了解青少年学

校联结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揭示家庭功能

在联结性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核心自

我评价的中介作用，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提供参考。

1.科学意义

1.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考察青少年关联感，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探查家庭功能

和核心自我评价在两者关系中起到的影响

作用 ，帮助中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控制系

统，改变其消极的心理状态。

mailto:39430848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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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青少年关联感、家庭功能、核

心自我评价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可

以补充一些中学生关联感和幸福感研究的

理论内容。

其次，通过研究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

相应提高青少年的学习生活质量，帮助他们

感知周围有效的支持，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

水平，并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到基础教育中，

找到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新路径。

1.2 实践意义

Bowlby 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情感联结

的倾向性既不是附属于其它诸如食物、性之

类的需求，也不是从这些需求中派生出来

的，而是个体先天就具有的内在倾向性。许

多依恋研究者们和 Bowlby 一样重视人类个

体与生命中重要他人(特别是父母、伴侣和

亲密的朋友等)之间形成的关系，并强调这

种关系的缺失或发展异常会影响他们的适

应功能。但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

不仅仅会和重要的他人形成联结，还会和自

身所处环境中的其他人形成和建立某种或

远或近的关系。这种关联感可以是和伙伴们

在一起学习工作时所体验到的被支持、被接

纳的感受，也可能是即使在与很多同伴一起

热闹地活动时却依然没有融入为一体的疏

远、孤独和隔离感。因此完整的联结性或关

联感其内容往往更加复杂和宽泛，大量的实

证研究指出这种关联感对个体健康发展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Smetana&Gettman ，

2006;ShoChet&Homel，2008;Chen&Chung，

2007;Yoon&Lee，2008)。

青春期是个体能力和身体成熟水平都

产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对于青少年和他们的

家庭来说，这时候通常都面临着青少年越来

越多的自主和独立性的需求问题。很显然，

即使青少年的自主性需求不断地增长，他们

仍然需要与家庭、亲人维持一定程度的关联

感，这样才能使他们在遭遇挫折或挑战时获

得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不仅

可以来自于他们的亲人，还可以来自学校、

团体和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例如同班同

学、学校的师长、活动团体中的同伴等等，

这些不同类型和水平的人际关联感同样会

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核心自我评价、家庭功能及幸福感的关

系，有利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相关人员进

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关注学生，为相关部门进

一步了解学生的情况提供参考；能够给相关

教育工作者在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提

供启发，有利于他们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为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2.相关概念界定

2.1 中学生关联感

2.1.1 概念界定

已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联

感的定义，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关联感和

联结性(relatedness)在很多时候被重叠和

交叉使用(Townsend&Mewhirter，2005)。例

如 Barber 等人将联结性定义为“儿童与群

体或组织中的重要他人之间建立的联系，这

种联系可以提供归属感、不孤独感以及情感

联结。它取决于环境中的亲密性,由不同程

度和水平的爱、支持、奉献、积极情感等结

合在一起。”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

现 广 义 的 联 结 有 不 同 形 式

(Bellinghametal，1998)既包括对自我的联

结,也包括对他人的联结；既包括家庭的、

人际间联结，如 Turner 将联结性定义为家

庭中的凝聚力和父母接纳性(Turner et

al.，1993)也可以包括团体的、学校的、社

会的、文化的联结；既可以包括对人的联结,

也可以包括对物的联结,甚至可以指个体对

生命中更广泛的意义感或目标的联结。

尽管关于联结性的具体定义不同的研

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包含着“自我与

他人之间的关联感受”这个核心成分，Ryan

等人的自我决定理论中(Ryan&DeCi，2000)，

关联感指的是“感到自己与他人联接在一

起，有关心的人，能获得他人的关心。”他

们进一步指出，关联感的需要目的在从与他

人的交流中感受到温暖和关怀，这种需要的

满足能促使人们健康地成长，而需要得不到

满足时人们就会表现出不健康和不理想的

生活状态。Sato(Sato，2001)则提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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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自我的一个功能系统，这个功能系统倾

向于把自我看成是与他人不可分割的，思维

单元不是独立个体，而是个体所属的群体，

这个群体既可以是家人或密友，也可以是个

体所投入或参与的团体、组织等。因此无论

是关联感还是联结性，都是个体对自身与他

人之间关系的内部表征，其特点是有关“自

己和他人联结在一起”的主观感受。

联结类型的丰富多样,充分说明联结概

念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从具体的关系而

言，联结既可以包括人际关系中最基础的亲

子关系或依恋,青春期时与同伴之间形成的

亲密友谊,以及成人时期与异性之间建立的

伴侣关系(Newcomb,1990)。而从更为抽象更

为宽泛的内容来看，个体还可以与自身所处

的环境(如团体、群体、文化等)建立联结关

系(Timpone，1998)，如 Daneshpour 曾提出

文化联结是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联结性

受价值观导向而不是受人际关系差异性的

导向，这种情况在西方文化价值观中表现得

更为普遍。而 Maton 等人认为团体联结包括

五个方面，即个体与大家庭、宗教环境、业

余活动、同伴和老师之间的联结性(Maton et

al,1998)。

从上述有关关联感定义和作用的介绍

可以看出,关联感的概念中不仅包括重要的

他人,还包括成长过程中所有对个体生长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和环境。

2.1.2 中学生关联感的相关研究

对关联感的测量从所涉及的对象范围

上分,有个体与重要他人形成的关联感，也

有与群体如学校、社团等建立的关联感，还

有研究的是更为抽象更为宽泛的各种人际

关系的整合感受,如社会关联的测量。

在分析个体与重要他人或家庭，特别是

与父母之间的关联感时，不少学者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如：Beyers 等人提出

采用家庭系统区分量表(DIFS)、亲子关系问

卷(RFMQ)以及 Kerns 的依恋安全性量(KSS)

表评估联结性，将这些问卷中的信任、沟通、

凝聚力、情感亲密性、父母的反应性和可获

得性等多个维度作为关联感指标。在亲子联

结和家庭联结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可以看

出青少年对父母的情感联结会随年龄增长

而出现下降的趋势，无论是在集体主义还是

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的亲子联结

趋势彼此相似（Fuligni,1998）。

有关学校联结和团体联结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学校心理咨询领域。这类联结性的测

量往往包括青少年对学校、团体中人际关系

的知觉（如感受到被支持、被关心和人际之

间的亲密性），对自身与学校、团体的关系

知觉（如感到自己是其中一员,感到与学校、

团体联系在一起），以及对学校、团体重要

性的态度（如参与活动的热心程度以及活动

表现等）。Loukas 等人在研究中选取青少年

健康问卷中的五道题目作为青少年对学校

联结性的指标，题目如“我在这所学校感到

很安全”、“我觉得自己与这所学校的人很亲

近”等等(Loukas et al,2006)。Whitlock

（Whitlock，2007）的研究中自编 6 道题目，

测查个体在群体中被他人尊重、信任和喜欢

等方面的主观感受。可以看出，对学校联结

和团体联结的测量既有归属感的内容，同时

也包含对人际关系特性的关注。

与亲子联结、家庭联结、团体联结或学

校联结有所不同，社会联结不仅反映了个体

内在的归属感，而且是个体对自己过去和当

前关系经验的全部认知和整合。Lee 等人认

为(Lee&RobbinS，1995)，一个人如果难以

与他人建立联结性或关系感，就会使自己远

离他人，难以承担应有的社会角色和责任，

而这些又导致他们陷入更深的孤立境地。他

们会无法正确地认识别人或让别人理解自

己，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地，过着孤立无援的

生活。如果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早期，有关归

属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喜欢、信任、基本的

社交技能等得不到解决，还会对个体后来的

发 展 产 生 影 响 。 Lee 和

Robbins(Lee&Robbins，1995)编制的归属感

问卷中，包含着社会联结的子量表，一些学

者以此作为社会联结的研究工具。与上面的

联结性测量有所不同的是，问卷中的题目往

往用于了解个体总体的、普遍的联结性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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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感，而并无特指的某个具体对象或具体关

系，题目如“我感到与这个世界无关”、“我

感到与周围的人很疏远”等。这方面的研究

通常也是与个体孤独感、主观幸福感等方面

的心理健康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探

讨(chen&chung，2007;Yooo&Lee，2008)。

Deci 等人进行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

的研究中，对关系感的测量内容与 Lee 和

RobbinS 的社会联结问卷题目有些类似，例

如 “ 我 周 围 的 人 都 喜 欢 我 ”，

Vansteenkiste(vansteenkisteetal.，2006)

等人在研究中就曾采用该问卷中的关系感

需求子量表，分析中国留学生的关系感与主

观幸福感和适应性的关系。

2.2 家庭功能

2.2.1 概念界定

“家庭功能”的概念反应了家庭不是某

一个或某几个因素，而是一个系统。Olson

认为家庭功能涉及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沟

通，情感交流以及家庭成员制定的规则。

Beaver 认为家庭功能涉及到一个家庭成员

之间的亲密度和相互沟通的质量。Shek 认

为家庭功能是一个家庭从其家庭系统、相互

关系、关怀、应对能力、家庭凝聚力以及困

难应对中所体现的家庭生活质量。Epstein

和 Skinner 认为家庭功能是指家庭为家庭

成员提供生理、心理等方面健康发展的条

件。以上主要从结构取向和执行过程两方面

来进行定义

2.2.2 家庭功能的理论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对家庭成员的生理、

心理、社会性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目前关

于家庭功能理论的探讨，主要有过程取向和

结果取向两种。家庭功能是指家庭系统中家

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

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被认为是比

教养方式等表层变量更能影响家庭成员心

理发展的一个深层变量（Olson, 1993）。

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型理论是在

1978 年提出的，以家庭系统运作过程为核

心。McMaster 等人认为家庭系统实现其各

项功能的效果直接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状况

和情绪问题。如果家庭没能实现它的功能，

则容易产生各种问题，相反，如果实现了，

那么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状况就会很好。他

们认为，家庭的基本功能在于为家庭成员提

供一个训练各种能力的一个平台，包括问题

解决能力、沟通、家庭角色分工、情感反应

能力等。事实上，家庭有很多概念，但是这

些概念比较散乱，不能完整地表达清楚家庭

的功能，而该理论却把这些不同概念整合起

来，使其形成完整的家庭功能的概念与结

构。它强调家庭的机制及家庭实现其功能的

过程，它把完成各项家庭任务作为家庭的首

要目标，当然，危机任务也包括在其中。当

面对这些任务的时候，需要家庭成员共同面

对，共同努力，制定出解决方案，在这个过

程中，成员获得了成长，培养了亲密性和凝

聚力。在该理论中，核心任务是任务的完成，

其它 6 个维度以此为中心。这 7 个维度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共同评价一个家庭的功能发

挥的效果。

2.3 核心自我评价

2.3.1 概念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不清楚自己是什

么样的人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的基本评

价。同时，它也是个体自身人格的评价，并

且会影响其对自身的具体评价。Ｐarker 把

核心自我评价的概念定义为“个体潜意识中

就存在的，对自己的最基本的评价”，并且

把这些评价分为：对自己的评价、对他人的

评价和对现实的评价三类。Judge 认为自我

的核心评价是这三类评价中最为重要的，因

为自我的核心评价是一个人无论对自己还

是对别人和世界的所有评价的一个基础所

在。

2002 年，Judge，Ｂono 等人重新定义

核心自我评价的概念，认为核心自我评价是

“一种宽泛的人格结构，反映着对自己、环

境以及自我与环境关系的评价，是一个人在

任时候和环境下，对自身能力和自身价值的

基本评价”。核心自我评价反映的是个体对

自己最基本和原始的评价，一旦形成就不会

轻易的改变。有研究显示,一个高核心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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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人，在任何时间和环境下，对自己具

有髙自我效能感和高自我价值感，在任何情

景下都会个体都会对自己有一个积极和肯

定的评价。

2.4 幸福感

2.4.1 概念界定

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

称 SWB）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生活

状态而做出的对自己是否幸福的一个评价，

它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

个维度。同时，幸福感有主观性、稳定性和

整体性三个特点：(1)主观性，评价者根据

自己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的标准来进行评

估，评估依赖的指标是主观的。每个人可能

做出相同的评价结果，但他们心中的一系列

评价过程、依据的评价指标以及评价中的各

方面的衡量却是完全不同的。(2)稳定性，

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是长期而非短期的情感

反应和生活满意度，所以它具有相当的稳定

性。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有跨情境的一致

性。(3)整体性，主观幸福感是对情感反应

的评估和认知判断的一种综合评价。主观幸

福感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

度。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标

志之一，一直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点。青

少年时期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其主观

幸福感的考察有助于改善和提升青少年的

主观幸福感。

3.研究应用前景

研究青少年关联感、核心自我评价、家

庭功能和幸福感的关系，提供关于青少年关

联感、核心自我评价、家庭功能在其中的影

响机制具体情况，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可

以帮助心理教育工作者提供中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方面的启发，有利于他们进一步采

取相应措施，为中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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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思维与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探析学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金宇璐 赵岽池 陶维东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摘要：使用成长型思维量表、学业自我效能量表和成就目标定向量表,探索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模式、成

就目标定向和学业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确定学业自我效能是否起一定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大学生在成长

型思维、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业自我效能之间两两相关；在成长型思维与成就目标定向成绩趋近目标、掌握

趋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维度的关系中,学业自我效能中介作用显著，并建立三者各维度间的结构模型。

关键词：成长型思维；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大学生

1．引言

Carol Dweck 研究发现，个体对自身重

要特质(人格、智力、道德等)是否具有可塑

性持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能力

和智力是可塑的，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培养

的，这是 Dweck 教授称为成长型思维模式

(Growth Mindset)
[1]
。此外，还有一种思维

模式和前一种相反，认为个体重要特质是不

可改变的，例如智力、人格、能力，这些是

天赋，被称为固定型思维模式(Fixed

Mindset)。

Elliot 和 Dweck 提出的成就目标定向

三因素结构中的成绩趋近目标在学习过程

中有时也会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此向

他人展示自身的能力
[2]
。成绩回避目标的个

体注重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如何减少呈

现自身的错误和不足的成绩表现结果，倾向

于选择挑战性低的任务，以回避失败，换言

之，就是对能力的不利因素体现判断
[5]
。随

着成就目标定向研究发展至 20 世纪 90 年

代，有部分学者推测将掌握-趋近区分引入

成就目标定向中，普遍偏向 2×2 成就目标

定向模型，并在四因素结构模型的创新基础

上将其分掌握趋近目标定向、掌握回避目标

定向、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和成绩回避目标定

向
[3]
四个维度。基于自我效能感的基础（指

个体对自身在不同情境中能够有效处理各

种事物的判断力及预期），将呈现在学习领

域中的主观判断力量化为学业自我效能感。

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学业质量与学

业成就成为当下关注的重点的之一。在现实

中，教师以及大学生常在大学学业的实践情

境中，往往陷入难以提高学生学业质量的困

境。而成长型思维领域的研究，可能成为提

高学生学业成就的方法之一，然而，国内学

者在成长型思维和成就目标定向在教育领

域的探究相对较少，对成长型思维、自我效

能感和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关系的探究亦较

少。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模式干预训练可以

影响青少年特殊教育被试的动机，而动机是

成就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所以研究成长型

思维与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关系具有一定意

义。Dweck、 Leggett 和 Pintric 先前实证

研究中，不同成就目标定向的个体存在着自

我效能感亦呈现出显著差异的情况
[2]
。因此，

为研究成长型思维、成就目标定向四维度、

学业自我效能之间的相关关系奠定了基础。

研究假设作为成长型思维与成就目标定向

之间的中介因素，学业自我效能在其中至关

重要。本研究有利于成长型思维模式在大学

生学习生活中的实践与发展。

2．方法

2.1 研究对象

依照方便抽样原则，本研究抽取 500 名

本科大学生作为调查样本，共发放问卷 500

份，所有问卷均回收，有效数据 459 份，回

收率为 100%，有效率为 91.8%。有效问卷中，

男生 245 人（53.4%），女生 214 人（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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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269 人（58.4%），农村 199（41.6%）；

大一年级学生 72 人（17.2%），大二年级学

生 114 人（25.0%），大三年级学生占比 126

人（26.6%），大四年级学生 147（31.2%）；

学生干部 245 人（46.6%），非学生干部 214

（53.4%）。

2.2 研究工具

使用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成就目标定

向量表、学业自我效能量表和成长型思维量

表，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填写。（1）成长型

思维量表采用的是 Dweck（1999）等人编制

的问卷共计六题，4-6 题是测量成长型思维，

采取正向计分，1-3 题是测量固定型思维，

采取反向计分。总体采用 6 级计分制，1 表

示“完全不同意”6 表示“完全同意”。得分

越高表示在该维度的取向越强。（2）成就目

标定向量表采用 Elliot 和 Church 编制，由

蒋京川等人(2004) 翻译的成就目标定向问

卷。该问卷分为掌握目标、成绩趋近目标、

成绩回避目标三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包括

6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3）学业自我效

能感问卷(梁宇颂，2000)在国内研究使用较

为广泛且具有较好信效度。该量表参考 MSLQ

中有关维度，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分为学业能

力自我效能感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

独立维度，每个维度 11 题，共 22 题。

运用 spss 22.0 采用可靠性分析，对成

长型思维量表、成就目标定向量表、学业自

我效能量表进行检验，如表 2.1：

表 2.1 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由表 4.2 可知，各量表的 Cornbacha 分

别为 0.836、0.976、0.939，本研究量表及

其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为 0.8 以上，

说明各量表及其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成长型思维、学业自我效能、成就目标定向

量表的效度检验分别为 0.927、0.957、

0.879，由此可知本研究中的量表具有较高

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用于测试可能的常见

方法偏差。通过整合每份问卷中的所有项目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一个共同因素的解

释率为 34.806%，不到 40%。因此本研究的

数据中没有严重的常见方法偏差。

2.3 研究程序

整理回收问卷，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

用 SPSS22.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和

成长型思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将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

我效能和成长型思维进行相关分析，并且得

到以下结果：

维度 克隆巴赫α系数 项数

成就定向目标量表 0.836 29

成绩趋近目标 0.942 9

掌握趋近目标 0.935 9

成绩回避目标 0.858 6

掌握回避目标 0.902 5

学业自我效能量表 0.976 22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 0.956 11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0.952 11

成长型思维量表 0.939 6

成长型思维模式 0.905 3

固定型思维模式 0.9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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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成长型思维、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成绩趋近目标 1

掌握趋近目标 0.926** 1

成绩回避目标 -0.783** -0.833** 1

掌握回避目标 -0.394** -0.484** 0.716
**

1

学业自我效能 0.386** 0.348** -0.303
**

-0.022 1

成长型思维 0.293** 0.288** -0.298
**

-0.054 0.909
**

1

注：*p<0.05, **p<0.0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成绩趋近目标与掌

握趋近目标，成长型思维，学业自我效能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926，p<0.01；

r=0.293，p<0.01；r=0.386，p<0.01），而

与成绩回避目标、掌握回避目标呈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r=-0.783，p<0.01；r=-0.394，

p<0.01）。掌握趋近目标与成长型思维，学

业自我效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288，

p<0.01；r=0.386，p<0.01），而与成绩回避

目标、掌握回避目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0.833，p<0.01；r=-0.484，p<0.01）。

成绩回避目标与掌握回避目标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r=0.716，p<0.01），而与成长型

思维、学业自我效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0.298，p<0.01；r=-0.303，p<0.01）。

掌握回避目标与学业自我效能和成长型思

维没有显著相关。成长型思维与学业自我效

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909，p<0.01）。

3.2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就目

标定向之间的中介分析

3.2.1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

趋近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从上表可以得

知，成绩趋近目标、成长型思维以及学业自

我效能感都是可以呈现出双方互相关联的。

本文为了将中介作用检验尽可能地满足，结

合以上分析，可进一步根据逐步回归法来检

验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趋近

目标间的中介作用。

全面探析学业自我效能发挥在成绩趋

近目标与成长型思维里面的中介作用，结果

详见表 3.2, 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如下：

表 3.2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趋近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N=459）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第一步 成绩趋近目标 成长型思维 0.086 42.959** 0.218 6.554**

第二步 学业自我效能 成长型思维 0.827 2185.419
**

0.664 46.748
**

第三步 成绩趋近目标

成长型思维

0.168 25.992**

-0.248 -3.240**

学业自我效能 0.702 6.701**

注：*p<0.05, **p<0.01

第一步：以成绩趋近目标作为因变量，

成长型思维为自变量展开回归分析，y=cx+e

检验方程里面的系数 c 是不是具有显著性。

由表 2 可知，成长型思维对成绩趋近目标的

回归系数为 0.218，且显著（p＜0.01），成

长型思维显著将成绩趋近目标基本预测出

来。

第二步：展开回归分析时，因变量设定

为学业自我效能，自变量设定为成长型思

维， 检验方程 m=ax+e 里面的系数 a 是不是

存在着显著性。由表 2 可知，关于学业自我

效能感，成长型思维对此的回归系数 a 是

0.664 ，是具有极强的显著性（p＜0.01），

成长型思维也可以对学业自我效能进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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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显著的预测。

第三步：展开回归分析时，因变量设定

为成绩趋近目标，自变量设定为学业自我效

能与成长型思维，检验方程主要是 y=c’

x+bm+e ，该方程里面的系数 c与 b。要被检

验。从表 3.2 可以得知，系数 c‘为-0.248，

显著，系数 b 为 0.702，且显著。

因此，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趋

近目标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图 3.1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趋近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

3.2.2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

掌握趋近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表 3.1 可

知，成长型思维、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掌握趋

近目标均呈现两两相关现象。研究满足中介

作用检验的前提，结合以上分析，可进一步

根据逐步回归法来检验学业自我效能在成

长型思维和掌握趋近目标间的中介作用。

然后再回归分析学业自我效能发挥在

掌握趋近目标与成长型思维里面的中介作

用，结果详见表 3.3 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如

下：

表 3.3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掌握趋近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N=459）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第一步 掌握趋近目标 成长型思维 0.083 38.869
**

0.208 6.430
**

第二步 学业自我效能 成长型思维 0.827 2185.419** 0.664 46.748**

第三步 掌握趋近目标

成长型思维

0.126 32.849**

-0.119 -1.569

学业自我效能 0.492 4.734**

注：*p<0.05, **p<0.01

由表 3.3 可知，系数 c‘为-0.119，不

显著，系数 b 为 0.492，且显著。因此，学

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掌握趋近目标

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

图 3.2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掌握趋近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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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

成绩回避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表 3.1 可

知，成长型思维、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成绩回

避目标均呈现两两相关关系。研究满足中介

作用检验的前提，结合以上分析，可进一步

根据逐步回归法来检验学业自我效能在成

长型思维和成绩回避目标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主要是深入探析学业自我效能发

挥在掌握趋近目标与成长型思维间的中介

作用，结果详见表 3.4。

由表 3.4 可知，系数 c’为-0.100，不

显著，系数 b 为-0.187，不显著。成长型思

维对掌握回避目标的直接效应显著，但直接

效应和中介效应异号，故存在遮掩效应。

表 3.4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回避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N=459）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第一步 成绩回避目标 成长型思维 0.089 44.692
**

-0.224 -6.685
**

第二步 学业自我效能 成长型思维 0.827 2185.419
**

0.664 46.748
**

第三步 成绩回避目标

成长型思维

0.095 23.883
**

-0.100 -1.240

学业自我效能 -0.187 -1.700

注：*p<0.05, **p<0.01

图 3.3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绩回避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

3.2.4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

掌握回避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表 3.1 可

知，成长思维、学业自我效能和掌握回避目

标都是成对相关的。本文研究的重要前提条

件是与中介效应检验趋于一致。综上所述，

我们能够利用逐步回归法进一步检验学业

自我效能感在成长思维和掌握回避目标之

间的中介作用。

全面探析学业自我效能发挥在掌握趋

近目标与成长型思维里面的中介作用，得到

的结果如下表：

表 3.4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掌握回避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N=459）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第一步 掌握回避目标 成长型思维 0.003 1.315 -0.045 -1.147

第二步 学业自我效能 成长型思维 0.827 2185.419
**

0.664 46.748
**

第三步 掌握回避目标

成长型思维

0.032 7.470
**

-0.356 -3.836
**

学业自我效能 0.469 3.686
**

注：*p<0.05, **p<0.01

结果如表 3.4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成 长型思维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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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64 且显著（p＜0.01），成长型思维也

显著预测了学业自我效能。因此，学业自我

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掌握回避目标之间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显著。

图 3.4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掌握回避目标之间的中介作用

4．讨论

首先、通过数据分析表明，大学生成长

型思维对成绩趋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维度

上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起完全中介作用。

成长型思维模式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学业自

我效能感越强，该大学生的成绩趋向目标就

越强。而成长型思维得分对个体掌握回避目

标具有反向的预测作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得

分越低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弱，该大

学生的掌握回避目标就越强。其次、相关分

析表明，成就接近目标与掌握接近目标、成

长思维和学业自我效能呈正相关，而成就回

避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呈负相关。掌握接近

目标与成长思维呈显著正相关，成就回避目

标与掌握回避目标呈显著负相关。成就回避

目标与掌握回避目标呈显著正相关，成就回

避目标与成长思维和学业自我效能呈显著

负相关。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呈显著正相关。最后、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分

析中，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各维度在出生

地、担任职务上呈现显著差异，大学生成长

型思维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职务上具有显

著差异，其余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均不显

著。

4.1 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成就目标定

向、学业自我效能现状与人口统计学差异

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在性别上无显著差

异，女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均分略高于男大

学生。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在大学生出生地上

无显著差异，城镇出生地大学生在成长型思

维均分上略高于农村出生地的大学生。这可

能与城乡经济、文化差异有关，居住地为城

市的大学生视野更开阔，接收信息较多因而

对自我要求更高，更希望获得高成就，提高

自身能力，在未来激烈社会竞争中拥有更多

主动权选择权有关。

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在是否担任学生干

部职务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担任

学生干部的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均分显著高

于非学生干部大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干

部在大学生活中会遇到更多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在完成挑战任务中，逐渐形成智力或

能力可塑性信念。

在本研究中，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没有显著差异。然

而，其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学业

自我效能感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研究得

出了不同的结果。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

调查区域和受试者人数分布有关，也可能与

所使用的量表不同相关。

4.2 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成就目标定

向、学业自我效能的关系分析

根据结果可知，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学

业自我效能、成就目标定向两两之间存在显

著相关。

4.2.1 大学生成长型思维与成就目标

定向的关系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学

生成长型思维可以预测成就目标定向，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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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国内香港学者陈伟

文和黄奕利的研究在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内隐智力理论与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

以及二者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共同联系，

获取大学生对目标取向、思维模式理论和大

学平均成绩的信念
[11]
。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

信念通过促进学生对掌握目标和表达方法

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的

成绩回避目标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关系
[12]

。

4.2.2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与成就目

标定向的关系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大

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预测各维度成就

目标定向，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Dweck、Leggett(1988)和 Pintrich(2003)

的研究表明，不同成就目标之间的个体自我

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学者孟 Hui(2003)

等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与成就接近目

标、掌握目标呈正相关，与成就回避目标呈

负相关。Bell(2002)指出掌握目标取向能显

著预测自我效能感。Carmona 的研究结果表

明，表现接近目标的个体比表现回避目标的

个体具有更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

4.2.3 大学生成长型思维与学业自我

效能感的关系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大

学生成长型思维可以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

能感，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已有

研究探讨成长型思维模式干预对特殊教育

学生阅读自我效能感及动机的影响。自我效

能感方面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成长型

思维可以增强女性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自

我效能感
[13]
。这项研究探讨了互联网提供的

“成长型思维”培训对女性参与科学、工程、

技术(“STEM”)学科指标的影响。研究假设

通过强化智力可塑性信念和否定性别数学

刻板印象来提高 STEM 的自我效能和追求

STEM 的意图。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与刻板不

信任呈显著正相关；成长型思维与男性 STEM

自我效能呈显著正相关；刻板不信任与女性

STEM 自我效能呈显著正相关，STEM 自我效

能与追求 STEM 的意向呈显著正相关
[14]
。

4.3 学业自我效能在成长型思维和成

就目标定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在成长型思维与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关

系的领域，普遍认为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变

量。本研究结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作为二者间中介变量

进行讨论。

4.3.1 成长型思维对成绩趋向目标具有

正向的预测作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得分越高

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该大学生的

成绩趋向目标就越强
[15]

。而成长型思维得分

对个体成绩回避目标具有反向的预测作用，

成长型思维模式得分越低的大学生学业自

我效能感越弱，该大学生的成绩回避目标就

越强。

4.3.2 成长型思维对掌握趋向目标具有

正向的预测作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得分越高

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
[16]

，该大学生

的掌握趋向目标就越强。而成长型思维得分

可反向预测个体掌握回避目标情况，成长型

思维模式得分越低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

感越弱，该大学生的掌握回避目标就越强。

4.3.3 在大学生的学业追求上，培养成

长型思维有利于其学业自我效能的提升，促

进大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

反，固定思维模式的大学生会怀疑自己的学

习能力，降低学业自我效能感，并对学习成

绩持回避态度
[17]

，因而阻碍学习能力的发

挥，降低成绩趋向和掌握趋向的意志。

未来此问题的研究可以继续在以下几

个方向做进一步研究。首先、问卷调查采用

的是方便取样，只选取了一所大学的大学

生，样本数量有限，研究结果不能推论到其

他地区和学校的大学生。在今后的研究中选

取样本时可以放大区域，选取一些具有相同

特点区域的大学生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其

次、研究工具有局限性。本研究的成长思维

量表采用了 Dweck(1999)等人编制的成长思

维量表。在所处不同时代大背景下，大学生

的成长型思维量表也应随之更新。问卷共六

道题目，题量偏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根

据符合时代时间选取合适的问卷或者在问

卷的基础上做出修改再调查。最后、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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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的因素有限，还有一些额外变量没有考

虑到，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其他变量，

探讨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

系，丰富该领域研究，以研究通过变量影响

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培养。

5 结论

（1）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各维度得分

与出生地（城镇、农村）以及是否担任学生

干部职务显著相关，成长型思维与是否担任

学生干部职务相关。

（2）大学生在成长型思维、成就目标

定向、学业自我效能之间存在两两相关。

（3）在成长型思维与成就目标定向的

三个成绩趋近目标、掌握趋近目标、掌握回

避目标维度的关系中，学业自我效能起一定

的中介作用并建立三者各维度间的结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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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童年期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欺凌三种主要

参与类型的关系：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孙赵星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邮箱：2713108501@qq.com

卞涵琨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邮箱：1831133457@qq.com

摘要：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网络欺凌作为新兴起的社会问题，被认为是一个世界难题。本研究将

从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出发，探讨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型的影响机制。共有 3,629 名青少年参与研究，

他们完成了关于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孤独感、网络欺凌实施、受害及旁观者行为的测量。在控制参与者性

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后，研究发现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能分别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

与类型以及孤独感。孤独感分别中介了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与中职生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型之间的

关系。本研究将“家庭”—“个人”—“社会”联系起来，发现个人因素是连接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桥

梁”，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因素。这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结构功能理论在家庭社会学方面的应用，

还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卷入到网络欺凌事件中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网络欺凌实施；受害；旁观；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孤独感

1. 引言：由于网络的便捷性、隐秘性、

快速性等特点，网络欺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

现象出现。网络欺凌是由团体或个人在任何

时候通过电子媒介对他人进行的一种重复

的、有意的攻击行为
[1]
。在这一新兴的社会

现象中，网络欺凌主要存在三种参与群体，

分别是网络欺凌实施者、网络欺凌受害者和

网络欺凌旁观者
[2]
。网络欺凌不仅会给受害

者带来消极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实施者和旁

观者的情绪、行为和心理健康
[2]
。到目前为

止，网络欺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难题。在现

有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分别探讨了网络欺凌

不同参与类型的影响因素，而本研究将在同

一机制中，同时，关注到网络欺凌的三种主

要参与类型，弥补研究空白。

1.1 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与三种网

络欺凌参与类型的关系

众多小家庭组成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社

会问题往往是众多家庭问题的真实写照。结

构功能理论在家庭社会学领域的应用中强

调了家庭和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密切关系。也

就是说，家庭问题很可能是社会问题的潜在

风险。网络欺凌作为当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

题很可能会受到家庭问题的影响。在以往研

究中，研究者主要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或风

格对个体网络欺凌的影响，并未涉及到家庭

中具体问题，如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个体网

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型的影响。社会认知

理论指出，与行为相关的环境因素和个体因

素共同组成了一个动态的作用机制
[3]
。本研

究通过个人因素（孤独感）把“小环境”（家

庭）中较为具体的问题（不良亲子冲突解决

方式）和“大环境”（社会）中的新问题（网

络欺凌事件）联系起来，探讨家庭问题对社

会问题的影响机制。

不得不说，每个家庭中必然存在各种各

样的矛盾与冲突。亲子冲突作为其中的典型

代表，值得研究者关注。面对亲子冲突，可

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式。亲子冲突解决

方式是指父母解决亲子冲突的特定教养行

为
[4]
。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主要包括言语

侵犯、间接敌对和身体暴力三种方式。其中，

言语侵犯和间接敌对合称为心理攻击。当家

庭成员之间运用不良的方式解决冲突时，可

能造成孩子更多的内外化问题，如焦虑、抑

郁、违反纪律和攻击等
[5]
。有研究表明，不

mailto:2713108501@qq.com
mailto:18311334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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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亲子互动和教养行为可能会影响个体参

与到网络欺凌中
[6]
，本研究将详细探讨不良

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网络欺凌事件中的实

施者、受害者和旁观者这三种主要参与类型

的影响及其差异。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儿童可

以通过观察和模仿等方式去习得相应的行

为。消极的亲子互动和不良的父母行为可能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习得攻击性行为
[7]
，然后，将学习到的攻击性行为转移到其

他环境中，如网络环境
[8]
。当家庭内部出现

冲突时，亲子之间解决冲突的方式很可能会

影响个体之后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无论是

言语侵犯，还是间接敌对，亦或是身体暴力，

不良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都向孩子传达了

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种

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当他们在便捷且隐

蔽的网络世界遇到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看

好的事物时，也会习惯性的用带有攻击性的

方式去解决各类问题，如：进行网络欺凌，

成为网络欺凌实施者，从而形成一种暴力循

环。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不良亲子冲

突解决方式正向预测网络欺凌实施。

已有研究表明，网络欺凌受害与家庭特

征有关，如缺乏父母情感支持、亲子关系紧

张、不良亲子沟通等
[9]
。父母接受—拒绝理

论
[10]

指出，个体心理机能和行为适应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感知到父母对自己接受

或拒绝的程度。在家庭生活中，亲子冲突在

所难免。不良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可能向

孩子传达了一种不被父母接受或者被父母

拒绝的信号，这种信号会导致个体陷入对自

我不断的怀疑中。久而久之，个体容易缺乏

自信
[11]

，即使在隐蔽的网络世界里，他们也

担心自己不被接受，倾向于一味地讨好他

人，遇事不为自己辩护，更容易成为网络欺

凌的受害者。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不

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正向预测网络欺凌受

害。

此外，Dodge 等人
[12]

在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基础上提出，不良的养育方式可能会使个

体在编码相关的社会线索时存在缺陷，这些

缺陷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的意图和行为

作出不良归因。这些不良归因可能会影响个

体接下来将采取的行动。在网络欺凌事件

中，个体容易对其做出不良归因，害怕参与

其中会让自己陷入麻烦。长此以往，个体变

得更加冷漠。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个体

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旁观者。已有研究表

明，父母支持是网络欺凌旁观者行为的重要

影响因素
[13]

，用良好的方式养育孩子能有效

促进个体在网络欺凌事件中去帮助他人
[14]

。

也就是说，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作为一种

不良的养育方式，很可能造成个体成为网络

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 3：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正向预测网络

欺凌旁观。

综上，虽然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均可能对

网络欺凌的三种参与类型有影响，但不排除

这三条路径存在差异的可能性。现有研究并

未在同一机制中对其进行比较，若假设 1，

假设 2，假设 3 均成立，本研究将检验其是

否存在差异。

1.2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孤独感是指由于个体对人际关系的期

望与实际社会状况之间的不一致而产生的

一种痛苦的感觉
[15]

。Caplan (2002)
[16]

指出，

孤独感是造成网络使用负面结果最相关的

心理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将孤独感作为

中介变量，来探讨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与

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型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求理论指出，当人们保持联系和

被关心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孤独感

通常就会出现。众多因素中，与家庭有关的

因素（如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被认为在影响

个体孤独感水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说，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表现出父

母对个体更多的排斥和不满，个体很难感受

到父母对自己的温暖与关心。当孩子不断经

历来自父母的拒绝和批评时，他们很可能将

其内在化，认为自己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支

持和关心。这种信念可能会加剧他们的孤立

感、不足感和孤独感
[17]

。过去的证据也表明，

与父母关系的困难
[18]

、父母严厉管教
[19]

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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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孤独感。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4：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正向

预测孤独感。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孤独感可能与不

良的网络使用有关
[20]

。具体来说，父母采取

不良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会向孩子传递一

种拒绝、排斥和不满的信号，让孩子陷入更

多的自我怀疑和不安之中，慢慢不愿与他人

交往，从而感受到更多的孤独。孤独的青少

年可能通过网络来寻求情感支持，或者试图

运用网络来避免、消除与孤独有关的消极情

绪。尽管青少年在上网时可能会找到应对孤

独感的资源，但同时也增加了青少年陷入网

络欺凌事件中的可能性
[21]

。也就是说，有孤

独感的青少年很可能卷入到网络欺凌的不

同参与类型中，成为网络欺凌事件中的一

员。

根据孤独感模型
[22]

，孤独感会让个体感

到更多的不安全感，这使得他们对于环境中

的各种线索保持过度警惕，更容易产生认知

偏差。相对于不孤独的人，孤独的人将社会

世界视为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地方，容易记住

更多负面的社会信息，并期望获得更多负面

的社会互动。这容易使个体陷入一种自我强

化的孤独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往往伴随着敌

意、压力、悲观、焦虑、愤怒和低自尊等
[23]

。

实证研究也表明，孤独感与网络欺凌实施
[24]

、网络欺凌受害
[25]

、网络欺凌旁观
[26]

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而孤独感水平较高的个体可

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网络欺凌事件中。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5：不良亲

子冲突解决方式与网络欺凌实施、网络欺凌

受害以及网络欺凌旁观的关系均受到孤独

感的中介作用。

总之，本研究旨在探讨不良亲子冲突解决

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型

的影响机制，形成了一个包括“家庭—个人

—社会”三个方面的中介模型（见图 1），该

模型图在了解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与网

络欺凌实施者、受害者和旁观者行为直接关

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其中介机制。

图 1. 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某学校的在校初中生作为研究对

象，共获得有效问卷 3,629 份，平均年龄为

16.21 岁(SD = .99)。其中，男生 2,295 人

(63.24%)，女生 1,334 人(36.76%)。

2.2 研究工具

网络欺凌实施 采用修订后的网络欺

凌量表
[27]

主要考察了最近6个月实施网络欺

凌的频率。本问卷共包含 14 个项目（如“未

经允许在网上发布某人的不雅照”），采用 4

点计分，1 表示“从未实施”，2表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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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示“2-3 次”，4表示“3 次以上”。分数

越高表示个体实施网络欺负行为越频繁。本

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系数为.95.

2.2.1 网络欺凌受害。采用修订后的网

络受欺凌量表
[27]

中受欺凌分量表，主要考察

了最近 6 个月网络受欺凌的发生频率。本问

卷共包含 14 个项目（如“有人未经允许在

网上发布我的不雅照”），采用 4 点计分，1

表示“从未实施”，2 表示“一次”，3 表示

“2-3 次”，4表示“3 次以上”。分数越高表

示个体遭受网络欺凌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 系数为.93.

2.2.2 网络欺凌旁观。采用褚晓伟编制

的网络欺凌旁观者行为量表中局外者行为

分量表，主要考察被试在面对网络欺凌事件

时采取局外者行为的可能性。本量表共包含

4个项目（如“当有人发布他人不雅照时，

我会进行观看，但什么也不做”），采用 7 点

计分，从“0”（完全不符合）到“6”（完全

符合）分别代表此项目所描述状况发生的可

能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

为.83.

2.2.3 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采用中

文版亲子冲突策略量表
[28]

，测量父母在亲子

冲突中所采用的的解决方式，包括理性讨

论、心理攻击和身体暴力。心理攻击包括言

语侵犯好间接敌对这两个维度。本研究采用

言语侵犯（2 项）、间接敌对（3 项）、体罚

（11 项）三个维度，用于测量不良亲子冲突

解决方式。量采用 7 点计分，从“0”（从不）

到“6”（几乎每天）分别代表此项目所描述

状况在家庭中出现的频次。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 系数为.96，言语侵犯维度

为.81，间接敌对维度为.77，身体暴力维度

为.96。

2.2.4 孤独感。采用修订版孤独感问卷
[29]

，用于测量青少年的情感孤独状态，共 21

个项目（如“当我心烦或者苦恼时，找不到

一个可以诉说的人”），包括纯孤独感（6项）、

社交能力知觉（6 项）、同伴地位评价（5项）

和社交需要未满足感（4 项） 四个维度。问

卷 采用 5 点计分，从“1”（一点也不符合）

到 “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94，纯孤独感维度为.92，

社交能力知觉维度为.88，同伴地位评价维

度为.87，社交需要未满足感维度为.86。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首先，研究者来到某学校，得到校长的

许可后，开始培训主试和班主任。然后，统

一开放网络问卷，由主试为学生说明问卷填

写注意事项，问卷填写完毕后，提交问卷。

数据回收后，我们使用 SPSS 22.0 进行了描

述性分析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接下来，

利用 Mplus 8.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

模型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

包含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0 个，

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 25.88%，低于

40%的临界标准，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1 列出了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

相关性。网络欺凌实施、网络欺凌受害、网

络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不良亲子冲突解决

方式与孤独感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网络欺凌实施 1.16 (.40) —

2 网络欺凌受害 1.24 (.45) .75
**

—

3 网络欺凌旁观 3.28 (1.12) .17
**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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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 6.88 (3.17) .19** .23** .12** —

5 孤独感 2.53 (.65) .16** .20** .20** .30** —

注：n =3629 *p < 0.05, **p < 0.01，***p < 0.001 下同。

3.3 中介模型检验

利用 Mplus 8.0 进行中介模型分析。在

控制性别、年龄、SES 的基础上，对不良亲

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孤独感进行抽潜，以不良

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作为自变量，孤独感作为

中介变量，网络欺凌实施者、受害者、旁观

者作为因变量，利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计算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

间，建立中介模型，结果如图 2。模型拟合

较为理想 (χ
2
= 241.78, df = 44.00, CFI

= .99, TLI = .98, RMSEA = .04).

首先、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分别正向

预测网络欺凌实施者、受害者、旁观者 (β

= .19, p < .001; β = .21, p < .001; β

= .06, p < .01)，假设 1、假设 2、假设 3

均成立。进一步对三条路径的差异进行 Wald

检验发现，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青少年

网络欺凌受害者的预测作用与不良亲子冲

突解决方式对网络欺凌实施者和旁观者的

预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χ
2
= 17.88, df =

1.00, p < .001; χ
2
= 9.74, df = 1.00, p

< .01)（.21 vs .19, .21 vs .06）。其次、

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能正向预测孤独感

(β = .34, p < .001)，假设 4成立。最后，

Bootstrap 结果显示孤独感在不良亲子冲

突解决方式对网络欺凌的三种主要参与类

型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95%置信区间

分 别 为 [.03, .05], [.04, .06],

[.06, .08])。这说明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

式通过影响孤独感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网络

欺凌的三种参与类型。

图 2. 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本研究发现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

分别正向预测网络欺凌实施者、受害者和旁

观者行为。

假设 1,2,3 均成立。亲子冲突可能在孩

子成长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出现。面对亲子

冲突，父母的解决方式显得格外重要。首先，

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让孩子习得更多的

具有攻击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当他们在网

络世界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用攻击性的方

式解决问题，形成一种暴力循环。因此，更

容易成为网络欺凌实施者。其次，不良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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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解决方式向孩子传达了一种拒绝、排

斥、不满的信号，孩子很容易陷入自我反思

的陷阱。在反复的自我怀疑中，孩子逐渐变

得不自信，缺乏安全感，害怕被排斥或拒绝。

因而在网络世界也不愿过多的进行解释和

说明，容易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最后，不

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容易破坏孩子正确的

归因方式，他们对外界会有更多的不良归

因，个体害怕过多的参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和伤害，久而久之，个体变得冷漠，缺乏同

理心
[30]

。面对网络欺凌事件，更容易成为旁

观者。这些发现丰富且拓展了社会认知理

论、父母接受—拒绝理论及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

式，对网络欺凌受害者的直接预测作用与不

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网络欺凌实施者和

旁观者的直接预测作用均存在显著差异。这

可能是由于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型的

本质差异以及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的维

度差异造成的。网络欺凌受害者是一种被动

的行为，而网络欺凌实施者和旁观者掌握了

自己的主动权，可以决定自己以什么形式参

与其中。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包括了两个

大的维度：一个是心理攻击，另一个是身体

暴力
[31]

。无论是父母心理攻击还是身体暴

力，都向孩子传达了不满、排斥、拒绝的信

号，在反复的自我怀疑中，孩子变得不自信，

为了避免被拒绝，个体不愿为自己进行过多

的辩护，可能导致个体成为网络欺凌受害

者。但是父母身体暴力可能导致孩子更喜欢

用实际行动去进行欺凌。因而，在网络世界

里可能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实施者；父母心

理攻击可能会让孩子变得更加冷漠，缺少同

理心
[32]

。因而，在网络世界里可能更容易成

为网络欺凌旁观者。

4.2 本研究发现，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

式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孤独感。

假设 4 成立。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且贯穿人的一生。对于孤独感，很多研

究者认为青少年的孤独感主要是同伴群体

的问题造成的
[33]

，往往忽视了家庭因素对个

体孤独感的重要影响。当父母采用不良的解

决亲子冲突的方式时，孩子就会感受到父母

对自己的排斥与不满，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

的建立
[34]

。此时，孩子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

满足，他们会认为自己和他人是不可接受

的、不值得的
[35]

。这种内部工作模式降低了

儿童的自尊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信任，破坏

了接近他人的能力，从而导致个体的孤独
[36]

。这一发现丰富了社会需求理论的内容。

4.3 本研究考察了孤独感作为不良亲子

冲突解决方式与网络欺凌三种主要参与类

型：实施者、受害者、旁观者之间的潜在机

制，结果表明了孤独感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

假设 5 成立。这一新颖的发现可以为孤

独感模型
[22]

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证据支持。上

述已经讲到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会可以

引发个体的孤独感。孤独感水平较高的个

体，对于外界环境中的各种线索，更容易产

生认知偏差。也就是说，孤独的人容易获得

更多的负面信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个体不愿与他人主动交流。这就使个体陷入

一种孤独循环中，容易体验到更多不良的情

绪
[23]

。已有研究表明，孤独感增加了个体运

用网络资源的可能性
[21]

。孤独感水平较高的

个体更渴望，通过网络来缓解自己的孤独

感，以及孤独感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过多

暴露于网络世界中，个体可能以不同形式卷

入到网络欺凌事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也

就是说，不良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既可以直

接也可以通过孤独感间接影响青少年，以不

同形式参与到网络欺凌事件中。

4.4 本研究所呈现的中介模型将“家庭”

—“个人”—“社会”联系起来，反映出个

人因素是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桥

梁”。

也就是说，家庭问题通过影响个体，间

接导致了某些社会问题的发生，这一新颖的

发现丰富且拓展了结构功能理论在家庭社

会学中的应用，这就警醒我们不能忽视家庭

问题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谓众多小家庭组

成了社会这个大家庭。许多社会问题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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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往往是原生家庭的某些因素造成的，家

庭是个体接触到的第一个大环境。父母作为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担起责任，尽力处理

好家庭问题，从源头降低其演变成社会问题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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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疫情时代小学生复学心理问题及应对措施的思考

沈建丽 湖州市和孚镇长超小学

摘要：新冠疫情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学生的生活状态，复学以后各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主要表现为对

重回校园学习的矛盾心理、对学习任务的恐惧心理、对电子网络的依赖心理、对人际互动评价的焦虑心理。

为了维护特殊时期学生的心理健康，教师要调整和减少压力源，播撒师爱化解隔阂，引导家长管理自身情

绪，从而，帮助学生应对新环境的挑战、从容应对挫折困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复学；心理问题；应对措施；思考

引言：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以

快速人际传播、大范围流行的特征，成为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阻断疫情向

校园蔓延，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2020 年

春季学期延迟开学，随后中小学生在家中开

展线上学习，家长配合学校管理学生居家学

习成为新的社会现象。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

全面控制，大部分地区的学生陆续返校复

学，部分学生出现适应不良甚至产生心理危

机，如上课时精神恍惚、神情呆滞，易走神，

宁可饿着也不敢在学校用餐；恐惧入校时的

测温而不想上学，甚至产生厌学情绪；缺乏

安全感，易暴易怒，同学之间容易起冲

突……以上这种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如何帮助学生顺利返校，以积极心态重

新面对校园生活及学业与成长，成为家庭、

学校与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笔者尝试从压

力应对与环境适应视角分析小学生返校复

学阶段出现的心理问题，探讨原因及解决策

略，为维护学生身心健康提供建议。

1.复学阶段心理与行为特征之分析

压力( Stress) 也叫应激，由加拿大生

理学家汉斯·赛利( Han Selye) 在 1936 年

提出，是有机体在威胁性刺激作用下表现出

的非特异性反应。即当机体与环境相互作

用，刺激事件如果打破机体内的稳定状态、

超出机体的负荷和控制，则压力便会产生
①
。

环境的巨变对个体来说通常是一种压力情

境，会带来压力。疫情下返校复学阶段，习

惯了居家学习的学生从家庭回归校园，面临

环境的巨大改变，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方

面，都对他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学生在与这一环境互动的过程中，

较容易出现一系列应激反应，即日常所说的

不适应心理和行为，一般表现如下:

1.1 心理层面不适表现

1.1.1 对重回校园学习的矛盾心理

对学生而言，居家学习轻松自由，但有

些无聊；返校复学会受到诸多限制，但有同

学陪伴与交流，各种活动也更丰富，因此，

大部分学生会有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开学又

害怕开学，这种矛盾的心理导致学生并不能

真正做好开学的心理准备。

1.1.2 对学习任务的恐惧心理

返校复学意味着更高强度的学习以及

各科各类考试，对已数月没有过多学业要求

的学生来说，每天按时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

作业变得较为困难和辛苦，特别是考试如果

达不到老师和家长的要求，后果是不愉快的

体验，批评与惩罚是他们害怕与竭力想逃避

的。

1.1.3 对电子网络的依赖心理

居家期间在线学习让学生长时间接触

电子产品，孩子的自控能力尚未完全培养起

来，学习时偷偷使用游戏、聊天软件等成为

常态，而返校复学则将失去使用电子产品的

机会，部分学生因此感到不习惯，无法接受

没有网络的生活，对电子产品念念不忘。

1.1.4 对人际互动的担心心理

居家学习期间，学生生活基本以自我为

中心，返校复学则意味着重新投入频繁的人

际互动，既包括与同学的互动，也包括与老

师的互动。部分人际关系不佳或人际交往能

力欠缺的同学会产生一些担心与焦虑，担心

开学后与同学相处有诸多困难，焦虑无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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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即将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等。

1.2 行为层面不适表现

1.2.1 无法适应校园学习节奏

疫情彻底改变了学生的生活状态，复学

后学校虽然调整了上下学时间、不开展大型

聚集性活动，但大部分课程节奏恢复正常、

体育锻炼活动也照常进行，部分学生无法从

居家的生活节奏转换过来，导致迟到、课堂

精力不济、体育锻炼活动出现身体不适等情

况。

1.2.2 学业表现达不到要求

虽然学校、家庭及学生个人都投入了时

间和精力在线上学习，但效果明显不如课堂

教学。除少量自觉性高、家庭管理到位的学

生学业表现优良，大部分学生都面临上过网

课但没掌握的尴尬局面，返校复学后跟不上

以往正常教学进度和要求是普遍现象。

1.2.3 亲子互动冲突加剧

以上种种返校复学的不适应，使得学生

处于不稳定的情绪或行为状态，家长、教师

基于学生已复学期待其更快进入良好状态

的急切盼望也会带来彼此的冲突，学生厌

学、沉迷网络游戏、成绩下降成为这一阶段

亲子冲突的重要主题。

2.复学阶段压力与应对类型之分析

在人与环境关系之中，当人感到环境要

求超出了自身可以应付的能力，或者感受到

自身心理健康受到威胁，这种源自环境的任

何物理的和心理的需求就称为压力源
②
。学

生返校复学阶段，来自学校、家庭的压力源

是多样的，而学生的应对方式基于共同的大

环境和个体差异而表现出共性与差异性。

2.1 主要压力来源

2.1.1 长时间的持续学习

返校复学后，学生面临一整天的持续学

习过程，包括不间断的课程、作业、检测等，

学习时间长、强度大，这与居家期间的学习

形态完全不同，一些学生会出现身体和心理

的应激反应，如身体上的心跳加快、紧张性

的头疼肚子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疲劳

感强等，心理上则表现为不良情绪产生，如

焦虑、恐惧、愤怒等，部分学生认知能力也

出现下降，如思维迟钝、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下降等。

2.1.2 预期的各类考核

疫情居家学习期间，学生普遍完成了一

定进度的学习任务，返校后，为检测学习效

果，不少学校安排了期初检测，这对于准备

复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事件。一

些没有掌握所学内容的学生基于对自身能

力的评估，认为应对期初的检测很困难，而

重返校园几周后，常规的期中检测对于复学

的学生一样有诸多困难，他们认为自己无法

顺利应对即将到来的检测，因此容易心理失

衡。

2.1.3 家长和老师的期待

返回校园后，家长和老师期待学生能迅

速回归到正常学习状态，有时可能会忽略长

期的居家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用正常假期

回归的态度去要求学生。当发现学生学习习

惯、学业表现与以往差距较大时，便急于纠

正和教导，甚至试图用更多的学业任务和更

严格的管教来弥补，这增加了学生生活环境

中的压力，导致学生难以应对。

2.1.4 亲子冲突的集中爆发

居家学习期间形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在

返校复学后以学业表现的形式集中爆发，当

孩子出现学习反应迟滞、作业完成不佳、考

试成绩落后等情况后，家长容易因此而焦

虑，在和孩子沟通中如果没有好的心态和技

巧，往往容易引发冲突，而青少年面对冲突

容易过激，导致情绪和行为自控能力降低，

有时发生暴力对抗或自杀事件。

2.2 常用压力应对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不可避免会面对各

种压力情境，这些压力情境都会对个体心理

产生一定影响。但相同水平的压力对不同个

体的影响程度却表现出巨大差异，这种差异

主要是来自于个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压力情境。现实生活中，个体通常使用的应

对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大部分在一种以上；

在同一应激事件中，个体所使用的应对方式

也可能是多样的。但尽管如此，个人应对的

类型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表现为六种应对

方式的不同组合类型。在返校复学这一共同

的情境下，学生使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呈

现出以下应对行为类型。

2.2.1 成熟型:问题解决—求助

这类学生面对返校复学的校园学习生

活新环境、新要求，能积极主动应对，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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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的应对方式，

较少使用“自责”“逃避”“幻想”等不成熟

的应对方式，表现出相对成熟的行为方式与

稳定的人格特质。这类学生是返校复学阶段

的成功适应者，他们能积极看待新的要求，

及时寻求方法有效解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行动力强，成效显著，更容易受到

学校和家庭的认可与赞赏。

2.2.2 不成熟型：逃避—自责

这一类型的学生较少使用“解决问题”

以及“求助”等方式应对问题，而常用“逃

避”“自责”“幻想方式面对困境和挑战，其

情绪和行为通常不稳定，呈现退缩的人格特

质。让老师和家长头痛的一些行为问题，如

写作业拖拉、磨蹭就是逃避的典型表现，这

些学生成为家长、教师重点管教的对象，但

经常效果不佳，容易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一

些学生由于没有完成该完成的任务，或者没

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又没有能力去解决问

题，常处于自责情绪之中，消耗大量心力。

使用该应对方式的学生常看起来精神不振、

纠结痛苦，严重的会出现抑郁、自伤及自杀

等极端行为，成为家庭和社会之痛。

2.2.3 混合型：合理化

“合理化”应对方式不是一个绝对成熟

或者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它既与“解决问题”

“求助”等成熟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也与“逃

避”“自责”“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呈正

相关，也就是说它是集成熟与不成熟应对方

式于一体的一种应对类型。通常使用这一应

对方式的学生其心态和行为均会呈现矛盾

的特点，具有两面性。究其原因，是因为大

部分学生心智尚未发展成熟，既具有成熟的

一面又不完全成熟，因此在应对新环境要求

和压力时，常会使用合理化来解释现有情

境、平衡内在的冲突。如返校复学后考试退

步，学生会合理化为虽然A门课程考得不好，

但 B 课程考得还可以，再说疫情这么严重，

考得差是正常的，也许这是老天给自己的一

次磨难等。这类学生对新环境适应不是那么

优秀，但这些合理化的观念可以帮助学生避

免内心的痛苦、勉强应对压力，维持身心基

本平衡。

3.复学阶段适应与发展建议之分析

从压力源与压力应对角度来看，学生返

校复学后，多种压力源共同作用导致部分学

生应对困难，产生适应问题。因此，短期而

言，学生个人、家庭和学校可共同采取措施

调整压力源，教导学生积极的应对方式，帮

助学生顺利返校复学。从长远来说，适应的

过程包括应对过程和应对之后的心理承受

过程，个体在应激情境中会展现出社会应对

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两个方面。因此，帮助

返校复学阶段的学生适应环境，从根本上来

看，需要长期培养学生的应对能力和努力提

高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同时，还要考虑时代

的发展，尊重当代中小学生心理发展的新环

境与新需求。

3.1 短期措施

3.1.1 调整和减少压力源

疫情下长期居家学习，学生返校复学之

初出现各类适应问题是正常的，因此无论家

庭还是学校应理性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对于

学生出现的心理波动和行为偏差能理解接

纳，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恰当的学习、人际目

标和要求，以匹配学生的现有状况，帮助学

生更多体验到学习与人际交往的成功。如在

线教学客观上造成学习进度延缓、学生知识

掌握程度不足，学校和家长则不必拘泥于以

往的教学进度及考核要求，可以适当灵活调

整，使学生在感受到适度压力的同时能体验

到自己的进步，获得学习的动力和信心。

3.1.2 播撒师爱化解隔阂

面对当前疫情态势下极大的心理焦虑

与恐慌，成年人都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更何况孩子，他们需要认同，需要关爱，需

要鼓励，老师就是这个校园里最贴心有爱的

人，播撒自己的爱心，给他们鼓励与支持，

病毒并不可怕，春天已经来临。让孩子们感

受到我们虽然戴上了口罩，但却不应该隔离

心的距离，不能大意但也不应惧怕，不盲目

扎堆但也不抵触正常交流；利用班晨会等进

行必要的疏导交流，定期召开心理健康辅导

课，设立心理咨询室，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

助和有效地疏导，引导他们接纳自己的担心

和恐慌，合理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尽快走

出病毒的阴影，找回健康快乐的自己；引导

学生通过日记、画画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心

情，用音乐游戏、手工制作、适量运动等非

接触性活动丰富学校生活，保持积极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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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身心的投入

到学习生活中去。

3.1.3 引导家长管理自身情绪

家长是中小学生重要的影响人，家长教

养子女能力的提高本质上是改善学生所处

家庭环境的品质。此次居家学习期间，家长

协助学校教育，与孩子长时间亲密接触，许

多家长感到力不从心，认为自己在管教孩子

方面有心无力，不仅没有达到好的管教效

果，反而经常造成家庭冲突，特别是家长的

情绪容易被孩子激惹，而青春期的孩子更是

让家长感到崩溃，因此，通过社区、学校等

组织开展家长教育、提供现阶段家庭教育要

点及方法是有必要的。此外，各类心理热线

与心理辅导机构也可为家长提供相应服务。

3.2 长期建议

3.2.1 帮助学生应对新环境的挑战

应对能力( Coping Ability) 涉及到保

持自身的同一性，社会问题解决以及面对挑

战时的思想方式、情绪和行为的变化。

Lazarus 和Folkman认为应对能力可以通过

认知疗法来提高，认知行为训练可以帮助学

生觉察自动化思想，辨识歪曲的观念以及重

新建立积极正向理念③。因此，家庭和学校

培养学生应对能力时可改变学生对应激的

错误认知，帮助其对应激做出正确、科学的

分析。此外，还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培养学生

应对能力:一是教导学生运用问题解决策略

来有效控制各种压力源；二是提供必要的社

会支持，帮助学生有效疏解消极情绪、缓解

压力；三是训练学生通过主动放松技巧练习

达到降低机体的唤醒水平和增强适应与自

控制能力的效果。

3.2.2 引导学生从容应对挫折困境

心理韧性(Ｒesilience)，也叫“心理

弹性”“抗逆力”“复原力”，是指个体处于

困难、挫折、失败等逆境时的心理协调和适

应能力，类似于“耐挫力”“挫折承受力”

等概念。心理韧性的培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

行:一是与学生发生交互作用的人提供外部

支持，包括提供给学生正向的连接关系、坚

定清晰的规范、关怀支持的环境、积极合理

的期望、有意义的参与机会等；二是给予学

生积极的反馈，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个人形

象感及积极乐观感，形成内在优势因素；三

是帮助学生掌握人际交往技巧、解决问题的

能力、情绪管理及目标的制订等，达到有效

能的状态。

3.2.3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现今的中小学生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

的时代，他们拥有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习

惯万物互联的生活；他们有些经历父母婚姻

解体与家庭变故，面临和感受到的压力与前

辈不同；他们接受民主平等的社会理念，对

权利和尊严有强烈的体验；他们对世界拥有

更多的了解和看法，心理需求更加丰富而独

特。作为教育和心理工作者，应该看到小学

生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异，从学生实际出发，

尊重他们的特点与需求，维护其各项权利，

避免因代际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与不

利环境，真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结语：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之后的

校园被笼罩了一层灰色，然而，春天已经来

到，让我们携手并肩，众志成城，用爱心与

耐心化作阳光雨露，洒进每一个孩子的心

田，尽快抚平此次疫情留给童年的创伤，重

塑健康阳光心态，去拥抱他们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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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冠疫情期间在戒毒人员中开展音乐治疗的应用

——以浙江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

黄周青 浙江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 邮箱：385809168@qq.com

摘要：新冠疫情期间，为了有效缓解戒毒人员的心理压力，消除疫情期间带来的压抑心理，重塑积极

向上的戒治心态，浙江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心理矫治中心对戒毒人员开展了音乐治疗系列团辅活动，通过

前后心理调适的倾向性分析，在音乐团辅治疗之后出现了显著性差异。在疫情期间经过对戒毒人员采用音

乐治疗的实践应用，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对今后继续在戒毒人员开展音乐治疗提出了建设性的路径分

析和思考。

关键词：疫情；戒毒人员；音乐治疗；应用

引言：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以来，全国监管场所在司法部的统一部署

下，实行了最严格封闭管理措施，戒毒人员

在场所内的精神压力相对较大。浙江省某强

制隔离戒毒所积极适应场所、软硬件设施和

人员封闭隔离的管理模式，积极拓宽戒治渠

道、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探索疫情之

下戒毒人员的心理矫治新模式。

1．音乐治疗的理论背景

音乐作为一种非语言的传播方式，能够

被不同的人群普遍接受，音乐治疗对成瘾性

人员的实践研究曾被国内外众多媒体报道。

美国音乐治疗协会出版的《音乐治疗手册》

一书中对音乐治疗做出如下定义：音乐治疗

是使用音乐来达到治疗性的目标，修复、维

持及改善生理、心理健康，即治疗师系统地

应用音乐手段或技术，在治疗性环境下，可

引导出患者期待的行为改变，以促进他们对

自身及其自我的世界的了解［１］。

国内的研究者也认为：音乐治疗是利用

音乐为成瘾人员促进健康、消除身心障碍的

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即心理咨询师以音乐的

实用性功能为基础，按照系统的治疗程序，

以音乐或音乐相关体验作为手段治疗成瘾

人员的心理疾病或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浙

江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环境音

乐干预治疗技术”，走在了同系统的前列，

针对女性戒毒人员的身心特点，以环境音乐

治疗作为戒毒矫治的辅助手段，逐步从所内

构建环境音乐体系出发，创新了心理矫治的

做法，并利用学术期刊、新媒体来扩大了影

响力与传播力，为全省甚至是全国的禁毒戒

毒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

新冠疫情期间戒毒人员的情绪压力和

心理不适，相对平时更加的明显，由于戒毒

人员的生理体质在长期的吸食毒品过程中，

已经受到较大的刺激和影响。有研究发现，

药物成瘾者的冲动控制以及情绪调节相关

的脑区均受到了一定损伤，如与反应抑制相

关的脑区（前扣带回、下额叶以及内侧前额

叶）的激活降低；与压力和情绪调节相关的

脑区（额叶、杏仁核等）也在物质使用过程

中受到了损伤。研究发现，聆听音乐能够引

起与情感相关的大脑边缘系统（杏仁核、海

马、海马旁回、前额叶皮层、扣带回、腹侧

纹状体）的活动变化，激活相关脑区，从而

促进参与者对情绪的体验与调节［2］。

据心理测试结果显示：戒毒人员普遍以

低稳定性和高紧张度的情绪焦虑型为主，他

们在忧虑、焦虑、敌意、恐怖和偏执等方面

的指数都显著高于正常人。专业的音乐治疗

可改善戒毒人员的消极和冲动情绪，音乐演

奏或者歌曲演唱活动中的成功体验也有助

于提高戒毒人员的自信心和自我评价。正是

由于音乐活动引起的大脑工作区域与药物

成瘾造成的大脑损伤区域有着较高的一致

性，因此音乐治疗作为治疗物质成瘾的辅助

方法，就具备了一定的生理基础。

mailto:3858091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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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戒毒人员在疫情期间的实际情况，

音乐治疗是一个系统的心理干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利用音乐体验的各种

形式，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系列心

理团辅活动，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能够帮助戒

毒人员达到心理疏导和减压的作用。

2．新冠疫情期间对戒毒人员开展音乐

治疗的实践应用

为了缓解戒毒人员的心理压力，消除疫

情期间带来的压抑心理，重塑积极向上的戒

治心态，确保场所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该

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教育矫治工作质量，推进

场所戒毒人员心理音乐治疗向纵深发展，该

所心理矫治中心和大队联合在疫情期间开

展了十二次特殊的音乐治疗放松团辅活动。

同时，在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师生的助力

支持下，专业老师对该所戒毒人员进行了音

乐治疗的远程心理干预和指导，有效缓解了

戒毒人员疫情期间的焦虑情绪，帮助戒毒人

员达到恢复身心健康的戒治目的。

2．1 圈定群体，定人选员

根据戒毒人员疫情期间的心理压力情

况，心理矫治中心在某大队抽取 60 名戒毒

人员作为研究样本，用“5”分筛查法调查

表、“90 项症状清单(SCL-90)”和“焦虑自

评量表(SAS)”等量表进行评定，从中筛查

出符合中等焦虑及以上、且无精神药物治疗

的 28 名戒毒人员。该 28 名戒毒人员均为初

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年龄≦48 岁，自愿接受

音乐治疗并承诺能完成整个治疗过程。心理

咨询师和大队民警将这 28 名戒毒人员进行

每次 60 分钟左右、连续 4月以上、每月 1-2

次的团体音乐治疗。根据戒毒人员自身特点

选择不同的音乐治疗方式，制定丰富多样的

音乐治疗方式。

2．2 全力动员，提出期望

结合疫情的特殊情况，心理咨询师和

大队民警专门制定活动方案，多轮讨论，几

易稿件，主动地联系戒毒矫治科进行业务指

导，先后分批召开六次座谈会，不断修改和

完善音乐治疗的具体实施方案。正如浙江传

媒学院音乐学院陈琳老师所言：“音乐能够

洗涤心灵，音乐能够勾起回忆，音乐能够畅

想未来。”在系列音乐团辅活动中，大队民

警和心理咨询师全力动员，认真讲解音乐团

辅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背景，向戒毒人员详细

讲解了音乐对身心放松的作用、意义和功

效。在系列团辅活动之前，民警向参与的戒

毒人员提出了疫情期间开展音乐疗法的目

标和期望，希望戒毒人员用音乐缓解在戒治

过程中的负面情绪，逐步改善睡眠状态，提

高戒除毒瘾的信心。在之后的每期音乐治疗

过程中，戒毒人员踊跃参与，热情融入，主

动敞开心扉，全程分享自我感受，在一定程

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2．3 个人成长，音乐分享

每个戒毒人员都在心中埋藏着的一个

个难忘的故事，而音乐恰恰就是这些故事的

催化剂，故事或悲伤、或喜悦、或低沉、或

激昂，但这些都是戒毒人员真真切切的感

受。在疫情期间的十二期系列音乐团辅活动

中，每名戒毒人员都通过自己不同年龄阶段

喜欢的或者感受深切的歌曲展开了回忆，诉

说了自己的感悟，有些戒毒人员情绪激动，

留下了眼泪；有些戒毒人员回忆过去的美

好，展望未来；有些戒毒人员悔恨自己没有

珍惜拥有的，方到失去才知悔恨。戒毒人员

对每次音乐团辅治疗活动中反响强烈，大家

能充分感受到音乐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

力，消除了疫情期间心中的沉闷和压抑，大

大增强了戒除毒瘾的信心。

2．4 前后对比，综合评估

为了有效评估音乐治疗团辅活动对疫

情期间戒毒人员的治疗效果，心理矫治中心

的咨询师前后运用不同的心理测试工具对

戒毒人员的音乐治疗效果进行各项数据评

估和分析。前期设置了专门的问卷调查表，

针对戒毒人员的姓名、年龄、学历、出所日

期、喜好的歌曲和参加音乐治疗的意愿等。

之后再运用 90 项症状清单(SCL-90)、SAS

测试量表和自创的“5”分筛查法调查表对

戒毒人员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与其他共六项项目。经过 8次的

团体音乐治疗，大队民警和心理咨询师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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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8 名戒毒人员前后测得的 SCL-90、SAS

测试结果和“5”分筛查法调查表结果整理

统合，通过数据对比显示，经过音乐治疗干

预以后，接受音乐治疗的戒毒人员在

SCL-90、SAS 和“5”分筛查法中的得分情况

均有了显著性下降，即经过音乐治疗干预以

后的患者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2．5 专业指导，效果提升

为了充分提高音乐疗法的效果，在第三

期和第四期的音乐团辅治疗活动中，心理矫

治中心邀请了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陈琳

老师进行钉钉远程指导。陈琳老师是音乐学

院的抒情花腔女高音，也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音乐剧《红船往事》女主角杨开慧的扮

演者，她对戒毒人员开展音乐治疗的团辅活

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许，并对心理咨询师

的音乐疗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和点评。她

指出：“通过音乐治疗可以让戒毒人员做辅

助情绪的表达和处理，尽量让情绪由内到外

的表达。”她要求民警引导戒毒人员通过音

乐旋律和节奏的把控，做到放松自我情绪的

心理调适过程，把音乐治疗的效果提升到一

个较高的心灵境界，陈琳老师为此次音乐疗

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

3．今后在戒毒人员中开展音乐治疗的路

径分析和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强制隔离戒毒所是

一次极大的考验和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里，我们通过对戒毒人员开展了十二期的音

乐治疗团辅活动，通过综合反馈和个案总

结，总体的效果比较满意，也收到了预期的

目的，同时，我们也对今后如何开展音乐治

疗团辅活动进行了更深的讨论和思考。

3．1 个体对音乐的感知和理解存在差

异化

音乐治疗是用音乐的非语言的审美体

验和演奏音乐的活动，来达到心理调节目的

的心理治疗技术，是集音乐、医学、心理学、

艺术、教育、临床、康复学、电子、工程为

一体的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音乐感知是人

类与生俱来的，音乐对情绪和生理的影响也

是显而易见的。已有研究表明，音乐能够有

针对性地改善戒毒者的负性情绪，矫治行为

障碍，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对其心理康复有

着积极的作用［3］。但是，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每个戒毒人员的乐感可能不同，自我

对音乐的感悟和理解也存在差异化，有的人

从小就对音乐不敏感，在参与团辅的过程

中，就不能很好的融入其中，在后期的综合

分析和自我感悟中，就可能影响效果的评

估。为此，在场所恢复常态化执勤模式之后，

考虑对部分乐感不强和音乐理解能力较差

的戒毒人员，在初期筛选的时候就可以有选

择性的筛选出团辅名单，尽量把对音乐感觉

较好，兴趣较浓的戒毒人员选入其中。

3．2 音乐治疗活动的项目推广可能存在

特异性

此次疫情期间，该所心理矫治中心联合

某大队开展戒毒人员的音乐团辅治疗活动，

选择的理由是该大队的民警傅警官自幼喜

爱音乐，对音乐有深厚的功底，是该所自创

歌曲《警徽闪耀》的主唱，该曲曾被司法部

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力推广。今后，如果在全

所或者有选择性的在其他大队推广音乐治

疗团辅活动，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不同的

大队心理咨询师对音乐治疗的把控可能会

有差异。针对目前的状况，心理矫治中心可

以邀请高校的专家教授来所开展音乐治疗

的系列讲座，普及音乐治疗团辅的知识，进

一步提升大队心理工作站心理咨询师的业

务矫治水平，有方向性的推广音乐团辅治疗

项目。在疫情期间，有戒毒人员曾提出，能

否在习艺车间播放一些自己喜好的音乐，这

可能也是一种新的音乐治疗方式的尝试，有

点类似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的“环境音乐干预治疗技术”，我们戒毒场

所的某些大队可以尝试开展此类环境音乐

的干预治疗技术，但是如何针对我们男性戒

毒人员的各类心理特征和实际情况，开展环

境音乐治疗的具体歌曲、类型和方式有待进

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3．3 戒毒人员音乐治疗的定制化操作

每个戒毒人员往往有着很多的心理困

扰，如存在一些社会行为和心理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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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情绪处理能力和日常的人际交往能力。

在音乐治疗过程中，每个戒毒人员的一些行

为模式，与他人的互动方式都能够得以呈

现，心理咨询师和大队民警可以通过观察发

现潜在问题，也可以鼓励戒毒人员在参与音

乐治疗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感

受与想法，改善平时的人际交往方式。戒毒

人员通过聆听音乐、分享感受和艺术化表

达，进行自由的想象，有利于唤醒戒毒人员

自我内心深处的感受，和对曾经的美好回

忆。音乐是一种自我表现与释放情绪的媒

介，用非言语形式代替言语形式有助于参与

者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情绪行为等心理问题

［4］。在我们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每

个戒毒人吸毒的原因各不相同，存在一个音

乐治疗对象归类和选择的问题，这就需要咨

询师和大队民警在治疗过程中发挥音乐的

多样性，对不同层次上的戒毒人员心理问题

采取定制化的治疗方式。在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民警可进行定制化的专业音乐心理治疗

干预，以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提高戒治效

果。

3．4 进一步加大对成功个案的搜集反馈

在疫情期间的音乐心理团辅活动中，心

理咨询师和大队民警指导戒毒人员根据不

同年龄段喜欢的歌曲，进行了情景回忆、心

理阐述和感受分享，并针对自身所反应出的

心理状况，逐个进行具体的性格分析和心理

疏导。经过音乐的升华，戒毒人员也深刻反

省了这一路走来所自己所犯下了错误，纷纷

表示要改过自新，戒除毒瘾，重新走向新的

生活。多次的心理团辅活动既放松了戒毒人

员的心情，也剖析了其个体心理状况，提高

了场所戒治效果。经过十二期的音乐治疗团

辅活动，戒毒人员反响强烈，活动效果较好，

正如：戒毒人员胡某所说：“以后不管有多

少困难与挫折，我决不放弃，走出困境，活

好下半生。”大家充分感受到了音乐的传播

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消除了心中的沉闷和

压抑，大大增强了戒除毒瘾的信心，确保了

场所的安全稳定工作。今后，我们还需要进

一步搜集音乐团辅成功案例的体量和反馈，

以便为下一步该项目的提升提供更翔实的

数据支持。

3．5 治疗中值得收藏的个案分析亮点

对于音乐治疗的效果反馈，不但从之前

收集数据的前测和后测的对比差异中体现

出来，而且还可以从戒毒人员在音乐治疗过

程中流下的悔过泪水，从其经治疗之后积极

主动与人交往的神情及行为中观察，还是能

够从对戒毒人员的心理咨询访谈中表现出

理想的预期。在我们的系列音乐治疗活动

中，一些细节让我们感叹，一些情节也历历

在目，咨询师和大队民警也发现几例收效成

效好的案例。如：某大队戒毒人员罗某，云

南籍，疫情期间经常失眠，担心家人，心情

低落，伴有心慌、胸闷、气短。大队民警及

时将罗某纳入音乐治疗的名单之中，在进行

了八期音乐治疗之后，罗某的睡觉质量明显

提高，心情不断放松，伴随着疫情的逐渐明

朗，对家人的担心也逐渐消失，自我的睡眠

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团辅中的表现也更加活

跃和放松。据罗某的分管民警反馈，经过心

理矫治中心的音乐治疗之后，罗某习艺劳动

效率提高了，晚上睡觉的质量也更好了，心

情更加开朗了，与其他戒毒人员关系更加和

谐了。

综上所述，在新冠疫情期间，浙江某强

制隔离戒毒所对戒毒人员，开展系列音乐治

疗团辅活动的效果比较明显，取得了预期的

心理目标，在这场特殊的战疫活动中，音乐

治疗作为一种心理矫治的手段和途径，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和时效性。在恢复常态化执勤

模式之后，我们还需结合实际情况，继续探

索和研究音乐治疗对戒毒人员的深层次影

响和路径分析，加以更多的心理数据量表进

行研究支撑，进一步完善音乐治疗的实践应

用，尝试引进科研团队的外部技术指导，以

不断提升场所戒毒人员的心理矫治工作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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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戒毒人员心理防护策略的文献综述

邵晗 高胤 1 江海霞 吴妍 2

浙江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

浙江大学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摘要：在新冠（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大环境下，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情况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由于关于戒毒人员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通过横向研究其他封闭场所人员心理防护策略，以及纵向研究戒

毒人员本身容易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策略加以研究。

关键词：新冠疫情；心理防护；戒毒人员

1 背景：

2019 年 11 月以来，自官方媒体报道武

汉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到 2020 年 1 月确

定不明原因的肺炎，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

致；从武汉封城、全国抗疫、世界各地逐步

迎来疫情爆发高峰，再到现在疫情进入常态

化。疫情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

太多的变化，也改变了许多行业的思维和运

作方式。

在这期间，除了疫情本身对社会造成的

伤害，疫情下每个人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关

注，尤其是疫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长期的

存在与大众生活之中，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或

多或少都会出现相当的影响。以大学生群体

为例，已经有多个研究对其心理状态进行了

研究，发现许多大学生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

（昌敬惠等，2020）。除了大学生群体，监

所单位管理的特殊人群，在全球疫情常态化

的形式下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在强制隔离戒毒所环境下，由于戒毒

人员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生活环境都

与普通人群存在不同，在疫情常态化下，如

何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防控，也成为

了各个强制隔离戒毒所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新课题。

2 研究方法

2.1 该群体易感心理问题特质探究

戒毒人员由于其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由

于毒品成瘾所造成的生理变化，其可能出现

的心理问题与普通人可能有所不同，调研其

心理问题的特殊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

解疫情期间的防疫策略对于他们心理健康

状况的影响。

2.2 相关人群心理问题防护策略探究

基于上述内容，通过进一步查找有关心

理问题防护资料，对相似的封闭环境下人群

（如：军队、监狱等场所）的心理问题防护

策略做了初步整理，与之前总结的戒毒人员

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交叉分析，得到一

部分初步的心理问题防护策略；此外，针对

疫情状况，场所外的新冠感染者群体与被隔

离的疑似病例群体（或密切接触者）的心理

状态，对场所内的戒毒人员心理状况研究亦

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3 文献综述

3.1 相关群体心理问题探究

3.1.1 戒毒人员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近年来，国内针对戒毒人员心理问题和

心理状况的研究比较丰富，多项研究从不同

角度对戒毒人员及其相似人员的心理状况

及其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做了测量和分析。

（1）戒毒人员本身容易出现的心理问

题

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戒毒人员本身存在

的心理状态的异常性。国内外大量研究表

明，吸毒人员多有人格偏离。吸毒人员的人

格偏离在其吸毒前就已然形成。2015 年魏春

1
浙江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

2
浙江大学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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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等人针对兰州某戒毒所356名强制戒毒人

员的研究表明，强制隔离戒毒者 MMPI 各个

分量表得分与全国常模相比均存在显著差

异，说明戒毒人员的人格问题具有广泛而多

样的特征，他们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

社会化不良、病态人格、冲动控制障碍等，

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等。

2019 年，方群英等人针对重庆市 600 名戒毒

人员的人格测试结果表明，强制戒毒人群无

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存在着显著的人格偏

离，表现为偏执、冲动、自我中心、情绪化、

疑病、妄想等。具体来说，强制戒毒人群中，

男性和女性的情况有所不同，男性的人格问

题更加严重。而从文化程度上来说，强制戒

毒人员的人格问题与其文化程度呈负相关，

即文化程度越低的人员人格问题越严重。这

些人格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疫情期间在戒

毒所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的特殊性。

其次，戒毒人员在戒毒的康复过程中，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状态问题。陈彦

丽等人在2018年对重庆地区1130名康复期

强制戒毒人员进行了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发

现康复期强制戒毒人员心理问题阳性检出

率为 54.42％；严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强

迫、抑郁、躯体化、其他、敌对、人际敏感、

焦虑、偏执、精神病性和恐怖；除人际敏感

因子外，SCL-90 总分、总均分及各因子得分

显著高于中国常模（均 P<0.01）。具体来说，

进一步分析发现，康复期强制戒毒人员躯体

化、强迫和抑郁症状最为明显，这可能与毒

品侵害戒断反应有关。躯体症状的持续存在

会进一步加重其心理问题，尤其是情绪问

题。研究发现康复期强制戒毒人员存在明显

的抑郁症状，这可能与强制戒毒人员大都存

在重大负性生活事件、适应不良和拘禁反

应，以及自身存在较为严重的负性自动思维

有关。部分强制戒毒人员对戒毒没有信心，

对未来迷茫，对毒品的依赖经受不住挫折，

易产生抑郁情绪，又试图通过吸毒摆脱抑郁

情绪，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抑郁的持续

存在，抑郁情绪又伴发明显的躯体症状，影

响身心健康。

从这些维度上可以看出，在康复期的戒

毒人员无论是从身体状态还是心理状态上

都有诸多的不适应，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心

理干预帮助其克服困难。同时，这些在平时

康复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一定会出现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的戒毒所中，甚至一些症状会

被加以放大，所以在戒毒人员戒断后的心理

康复期中，保证戒毒人员康复期的心理健康

也就成为了疫情常态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2）封闭环境下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如果把封闭环境作为一个先置条件，我

们会发现监狱与军队环境与戒毒所都有相

似之处，都存在一定的封闭性，也会安排时

间固定的活动。所以我们首先调研了监狱服

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情况。许燕春等

人 2007 年的研究表明，监狱服刑人员的心

理健康状况要明显差于中国人普遍的心理

健康状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监狱服刑人

员不仅存在与戒毒人员相似的人格问题、对

监狱环境不适应、懊悔等问题，还存在对于

认罪与不认罪的矛盾心理等情况，会造成进

一步的心理冲突导致外化。这是在后续的心

理干预措施中需要区分的问题。

除了监狱之外，由于军队的环境也存在

一定的封闭性和固定时间活动，所以我们还

查找了针对军队中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的

调查。虽然个体在本身的心理状态情况方面

军人与服刑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

依然能够从相关的研究中找到封闭环境对

于心理状况的影响，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调

研心理干预措施。陈骁等人 2016 年的研究

表明，军人面临的主要有 4 类环境: 自然环

境( 高热、高寒、高原、高湿等) 、人工环

境( 加速度、振动、噪声、放射等) 、社会

心理环境( 孤独、寂寞、幽闭、封闭管理、

生活单调等) 、作业环境( 持续作业、睡眠

不足、危险等) 。这些环境增加了军人的生

活事件刺激因素，加上繁重的军事作业任

务，给军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

引起强烈的应激反应，可能会导致特定、严

重的心身问题。从上述结果中我们可以看

出，封闭管理、生活单调与服刑人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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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相似，所以相关的解决方法也可以借鉴

到针对戒毒人员的心理干预措施中去。

（3）总结

总体来说，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主

要涉及了其自身的人格特征、戒毒时的环境

所带来的心理变化以及康复后的心理状态

三个方面，其中与戒毒过程息息相关的是其

自身的人格特征和戒毒时环境所带来的心

理变化。放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戒毒人

员由于其本身人格特征的易感性可能会更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疫情防控的严格要

求也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戒毒所的管理方式

发生调整，这也会导致戒毒人员的心理情况

发生变化。这些都是在进行心理干预时需要

关注的方面。同时，基于对相似环境下人群

的心理情况调查，我们发现封闭环境和单调

的工作确实容易造成相关人员的心理健康

问题，所以在进行心理防护时，也可以参考

相似环境下人群的心理防护措施，以达到更

有效防护的目的。

3.1.2 疫情环境下公众普遍容易出现

的心理问题

疫情当下，不仅要注意戒毒人员容易出

现的心理问题，更要结合疫情防控的特殊情

况，在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的现在探究疫情

对于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以更好地指

定心理防护策略。

（1）疫情封闭隔离环境下普通人容易

出现的心理问题

新冠疫情依然在延续，对于民众之后的

持久心理影响暂时无法预料，但是有 SARS

与甲型 H1N1 流感等历史可以参考。在 2003

年时，就有关于 SARS 所造成的心理健康问

题的研究。一些研究显示，一些人因接触过

SARS 患者而被迫接受隔离时，会产生各种负

性的情绪反应，如恐惧、紧张、烦躁、孤独、

委屈、愤怒、自责、羞愧、多疑、抑郁等。

在这些情绪状态中，还会出现其他心理和生

理症状，暗示作用可以使这些人的症状更易

出现并更加明显。而对于 SARS 的感染者，

由于 SARS 有较强的传染性，又缺乏特异性

的治疗手段而且病死率较高，患者在经受躯

体痛苦折磨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不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怖，还担

心与自己接触过的亲友的安危，因此出现特

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首先是处于心理

休克期，表现为茫然失措，持续数天或数周；

之后进人心理冲突期，表现为思维混乱，注

意力不集中，有丧失感、无助感，感到绝望、

抑郁、焦虑；最后进人退让或重新适应期，

在回避的基础上，不得不开始调整自己的行

为和心理状态来适应患病的现实。随着时间

推移患者的情绪反应越来越突出，一般表现

为依赖他人、要求被关注、生活被动、行为

幼稚；主观感觉异常，有多种不适感觉；情

绪易波动；多有焦虑、恐怖反应及抑郁情绪；

害怕孤独，特别思念亲人，希望有人陪伴；

猜疑心加重，不愿相信病情变化；自卑感加

重；严重者出现冲动、毁物、自伤、他伤，

甚至自杀行为。

在甲型 H1N1 流感中，我们也找到了相

似的研究，谢碧香等人 2010 年针对 114 名

疑似患者的研究表明，其中超过 90%都具有

恐惧心理，62.3%的疑似患者存在焦虑情绪，

6.1%的疑似患者存在排他性问题。其中住院

隔离的疑似患者中存在恐惧心理和焦虑情

绪的比例显著高于居家隔离的疑似患者。同

年，谢念湘等人针对甲型 H1N1 流感感染患

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49位甲型H1N1

流感感染患者躯体化的检出率最多，为 18.

4%，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生在住院期间

改变了以往的生活习惯和住宿地，使得睡眠

和身体等发生了相应变化。这也提醒我们对

于相似情况下的戒毒人员，可能会因为对于

疫情本身的恐惧以及生活习惯的变化从而

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工作。

（2）普通接受信息的大众在疫情环境

下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除了这些感染或者疑似感者，普通大众

由于疫情的不可见而产生恐惧心理，同样值

得注意。在部分 2003 年针对 SARS 疫情的研

究表明，在 SARS 疫情初期， 面对过去闻所

未闻的传染病， 人们会出现各种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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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心存侥幸，不做认真防护；有人出现

严重的恐惧心理，过度敏感，过分关注身体

变化；有严重者发展为强迫洗手消毒，甚至

出现精神障碍。在治疗 SARS 没有特效药的

情况下，有不少人到处寻找偏方秘方；有一

段时间社会上有关隔离封城的流言四起，不

少市民因担心生活受影响而抢购大量生活

物品；当 SARS 疫情有所缓和后，公众出现

心理适应，对 SARS 的警觉度下降，不愿采

取防护措施，甚至不服从公共卫生管理。

北京市 3 所重点综合大学 6280 名学生

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显示，高校实施封闭性

管理 1 个月后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检出阳性症状者共

460 人，检出率为 7.3%，；钟氏抑郁自评量

表中度以上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13.7%，钟氏

焦虑自评量表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9.5%。可见

在 SARS 流行期间大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

抑郁和焦虑症状。对 SARS 流行期间北京市

某区精神病防治所开设的心理咨询电话中

1001 个电话记录分析发现，检出的精神症状

中感到紧张恐惧者 86.1%；情绪不佳兴趣缺

乏者 50.8%；出现失眠者犯.6%；感到注意力

不集中者 17.8%；有过哭泣者 3.0%；感到消

极绝望者 0.5%。

针对当前的新冠疫情，也已经有研究者

对普通大众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例

如：罗芊懿等人 2020 年的研究中将人群分

为了四类，分别是第一级人群（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等）、第二级人

群（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疑似患者）、第三

级人群（与一、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

朋友等）、第四级人群（易感人群、普通公

众）。其中，第四级人群可能是戒毒所中的

戒毒人员的常见人群，研究表明，虽然第四

类人群与前三类人群对比抑郁、焦虑等情况

的发生率较低，但是依然有一定的焦虑、抑

郁倾向，需要我们在防护时注意。

（3）结论

总体来说，戒毒人员的心理状况和生活

环境具有特殊性，疫情给普通大众所带来的

心理状态变化也对于我们理解戒毒人员当

前的心理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上述

内容中可以推出，在疫情常态化的现在，戒

毒人员由于其人格特性的特殊性，可能出现

偏执、冲动、疑病的情况；而由于环境的特

殊性，更会容易出现封闭环境中的抑郁、焦

虑等情况。后续的心理防护策略可以从上述

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3.2 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策略

3.2.1 相似环境下人员的防护策略

（1）军队中的心理防护策略。疫情期

间，军队官兵也较容易出现恐惧焦虑等心理

问题，而针对这些心理问题，常用的防护措

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向部队官兵普及心理常识，

针对疫情期间官兵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坚

持急用先 学，开展自学自训和心理健康教

育；为封闭、隔离官兵配发心理健康书籍，

编印心理常识手册、心理援助卡，搞好自我

调适；学习心理常识，剖析经典案例，培塑

积极健康心态。

其次，需要运用专业力量，组建心理干

涉队伍，使用多种形式，如视频会诊，语音

通话，直接对话，心理测量等，动态掌握官

兵思想和心理状况，实时回应官兵疑惑。对

于心理指数偏离正常值的官兵，做好针对性

心理评估，分析其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对

于每名官兵，由于个性特征、家庭、社会背

景、所受教育等因素的不同，心理问题的表

现形式会各不相同，要在心理评估的同时了

解他的家庭及社会情况，进行整理归纳、综

合分析，准确分析其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然后针对个体的心理问题制定周密的干预

措施方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进行有效的治

疗。还需要时常对部队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开展各项活动，充实空余时间，丰富业余生

活，缓解官兵心理压力。

另外，部队中可能出现患病人员，由于

患病、隔离等因素，部队中的患者的心理问

题更为复杂，更需要得到重视和及时的心理

干预。针对部队中的患病人员，除了上述措

施外，还需要为其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尽

量使住院环境幽雅、安静、 整洁，及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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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患者身体上的不适，减少环境因素的影响

和干扰；加强患者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建立

良好的医患关系，使患者感到医护人员的关

心、重视，消除陌生感，取得患者的信任，

为疾病和心理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获取更

多的社会支持，通过与家属社会的沟通取得

家庭社会的关心支持，并提供多种沟通渠

道，使得被隔离的患者感到亲友和社会的温

暖，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形成乐

观、开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消除孤独

恐惧心理，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

（2）监狱中的心理防护策略。监狱的

环境与强制隔离戒毒所类似，同样，是高度

封闭且实行部分军事化管理。针对疫情中的

服刑人员的心理疏导更侧重于心理防线的

建立与亲情纽带的连接。

首先，建立心理防线的并不是服刑人

员，而是监狱民警，因为民警的战斗力是疫

情防控工作的保障，同样，是民警与服刑人

员接触最多的人，他们的情绪和状态极易感

染到服刑人员本身。因此，疫情期间需要促

进民警正确认识、理性面对疫情，组织民警

进行专题培训学习，提高科学认识疫情防控

的水平，促进民警系统科学地掌握疫情防控

的方式方法。

其次，接下来是针对服刑人员的心理防

线建立，可以通过板报等载体进行心理健康

知识宣传，利用电教中心制作疫情防控科普

知识及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强化服刑人员心

理健康教育。加强预防疫情期间心理疾病知

识和心理调节方法的传授，引导他们了解心

理常识，学会心理情绪的自我调节，克服不

良心理情绪。对存在问题的服刑人员及时采

取心理咨询或危机干预。

最后，在特殊情况下合理放宽服刑人员

拨打电话的权限。由于监狱的封闭性，其内

部人员的感染风险远小于外界的亲属好友，

因此服刑人员除了对自身的担心之外，更多

的是对家人健康和家乡疫情的担忧。此时适

当放宽服刑人员拨打电话的权限，使他们能

够及时了解家人健康情况，告知家属不必担

心监狱的安全环境，服刑人员也能够解除后

顾之忧，安心投入改造。

（3）被隔离患者的心理防护策略。疫

情期间被隔离患者同样处于封闭状态，由于

所处环境的突然变化，生活规律的破坏成为

一种强烈的信号，冲击着患者的内心世界。

疫情中的被隔离患者更需要的是以平稳的

心态去接受治疗，因此针对被隔离的患者，

心理防护措施以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安抚

鼓励患者为主，通过加强医患沟通，为患者

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鼓励患者进行自我照

顾，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情感、精神

方面的鼓励等方式为患者提供有力的心理

支撑，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3.2.2 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策略

由于戒毒所环境的特殊性和戒毒人员

本身心理状态的特殊性，应用于戒毒人员的

心理防护措施同样有所差异。

首先，需要强化防疫相关知识的学习，

及时宣传疫情防控科学知识和生活指南，切

实提升戒毒人员对新冠肺炎的科学认知。

其次，接下来就是做好实时心理测评，

科学、高效、全面地掌握戒毒人员心理健康

状况，由于戒毒人员的心理状况，疫情期间

更需要加强对戒毒人员的心理监测，对疫情

严重地区、家庭变故、临近解除等戒毒人员

逐一进行个别谈话。融合测试分析结果和行

为观察情况，将戒毒人员心理状况进行分

级，分类制定心理防护措施，必要时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引入合适的社会支持。还需要组

建专业队伍，提早研判戒毒人员心理矛盾和

问题，识别心理高危人员，防范因疫情扩散

蔓延而引发心理病症。

此外，还需要遵循“科学防护、综合矫

治”理念，注重防控手段融合和身心共治，

形塑戒毒人员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根据戒毒人员机体情况及身

体适应力，开具科学运动“处方”，开展体

能康复训练，增强机体免疫机能。在进行疫

情防控和心理防护的同时强化其热爱生命、

珍惜健康的拒毒防毒意识，筑牢戒毒人员健

康回归社会的思想道德根基。

3.2.3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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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针对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机 制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构建：

图：疫情下戒毒人员的心理防护机制

（1）构建理性合理的认知：建立对疫

情的基本认识，尝试接纳应激情绪，认清面

对疫情出现的恐惧、焦虑等情绪，是人在不

正常情境下出现的正常心理反应，不应采取

否认、回避、退缩、指责抱怨等不良应对方

式，唯有积极理解、接纳，才能有效应对。

同时对戒毒人员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筛查，过

滤掉不真实或易引起强烈负性情绪的内容，

做到不关注负面报道，不过度解读，屏蔽负

面信息，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2）拓展多方位心理支持：强化正向

信念，自我鼓励，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

导，我们一定能有效应对疫情、成功战胜疫

情。就算已经出现了可疑症状，也要保持冷

静，相信有医生的科学治疗，一定能战胜病

毒、渡过难关。同时可以适当增加社会支持，

如增加与家人通话或视频的机会，与他们分

享积极的信息，向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以

获取家人朋友的理解和支持，汲取温暖和鼓

励，增强战“疫”信心。

（3）开展群体心理疏导：疫情期间尽

快组建一支专业的心理治疗队伍，及时对戒

毒人员做出心理评估，针对个案制定周密的

干预措施，综合利用谈心谈话、心理辅导、

所家联动、放松训练等方式开展分类干预，

努力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疏导、早干

预”。

（4）创设良好的环境氛围：在重大疫

情面前，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是缓解压力、

调节心理的重要途径。戒毒所需要为戒毒人

员营造积极的环境氛围，包括调整生活秩

序，注重人文关怀等，在日常活动中加强身

体心理两方面的建设，增强机体免疫机能的

同时树立牢固的心理防线。

（5）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立心

理预警机制，及时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加

强专项心理科研工作，心理学工作者应当从

戒毒人员的心理特征、戒毒所管理要求和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实

际需求中提出和回答科学问题、给出更具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系统解决方案。

4 讨论

多难兴邦，中国不是第一次经历如此重

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不论经历多少次，每

一次都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从确诊、治疗

手段，到公共心理防护措施，我们需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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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众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提供保障。而对于

戒毒场所内的心理工作者而言，在疫情防控

工作已经进行常态化阶段的今天，在场所围

墙之内，更需要为戒毒人员竖起心理健康的

城墙，将疫情的影响拒之门外，也为场所的

日常管理增添一份方便，减少一分难度。

相较于疫情中的普通人来说，戒毒人员

在疫情下可能更需要足够的心理支持。封闭

环境，戒断毒品后的身心反应使得疫情期间

的戒毒人员心理状况更为复杂多变，而由于

防控疫情的需要和戒毒所的管理要求，戒毒

人员寻求及时有效的外界心理疏导很不容

易。这要求场所对戒毒人员提供更多的关注

和更有效的支持，配合戒毒所的心理咨询师

队伍力量，引导戒毒人员积极进行心态调适

与心理防护，从多方面构建戒毒人员心理健

康防护策略，提升心理免疫力，打赢心理战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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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近年来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以 Z 省 JH 监狱为例

楼新娟 浙江省金华监狱 邮箱：274328561@qq.com

摘要:本文从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入手，重点阐述近年来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取得的创新与发展，同

时，也指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并对监狱心理矫治工作进行展望。

关键词：监狱；心理矫治；发展；创新；展望

引言：罪犯心理矫治是指监狱心理矫治

民警和社会心理学工作者运用心理学的原

理、技术和方法，了解罪犯心理状况和危险

等级，帮助罪犯调节不良情绪，改变不合理

认知，预防、改善和消除心理问题，矫治犯

罪心理，促进罪犯心理健康的活动。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最初发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国内外形势、

心理学科发展等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我国

监狱系统工作者逐渐认识到，要想彻底改造

罪犯、加速其再社会化进程，需要着手对罪

犯进行心理矫治，并初步开展了对罪犯的心

理矫治工作。与传统的教育改造工作相比，

心理矫治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工作方式，

在监狱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现阶段我国监狱工作的总体方针：“惩

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司法

部明确提出：“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

一位，创新教育改造方法，强化心理矫治”

的工作要求。在监狱工作不断向规范化和专

业化发展过程中，心理矫治工作也在逐步发

展与成熟。

本文拟从 Z 省 JH 监狱的心理矫治实际

工作出发，总结自近年来，监狱在罪犯心理

矫治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创新、发展，同

时，也对监狱在开展罪犯心理矫治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为更好的发挥心

理矫治在改造罪犯、修心治本、稳定社会等

作用进行探索和展望。

1.近年来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监狱健全了各级组织机构，逐

步重视心理矫治工作，心理矫治工作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

1.1 专业机构独立设置。2013 年，为规

范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提高罪犯心理健

康水平，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根据司法部《进

一步加强服刑人员心理健康中心规范化建

设工作的通知》和省局工作要求，结合监狱

实际，就加强和规范监狱罪犯心理健康指导

中心工作下发文件，确立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隶属于教育改造科，设中心主任一名，并实

际配备专职民警心理咨询师 3 名，主要负责

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组织、指导、落实

和考核等工作。2017 年，监狱在原有心理健

康指导中心基础上，重点加强罪犯危险性评

估工作，并列为监狱重点工作来抓，专门成

立评估矫治中心，从原教育科独立出来，晋

升为正科级建制，为扎实推进罪犯危险性评

估和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安

全防范和教育矫治工作，提升评估矫治工作

在监狱中的地位，为发挥其专业作用打下基

础。从实施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角度出发，

规范监狱心理矫治工作机构设置，成立评估

矫治三级网络工作机构，以评估矫治中心

---评估矫治工作站--评估矫治工作室为基

本工作组织架构。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关于开展罪犯危险性评估工作的意见》和

省监狱管理局《罪犯危险性评估工作实施意

见》，制定监狱罪犯危险性评估工作实施意

见，进一步提高监狱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升

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切实维护监狱安全稳

定，预防和减少犯罪。

1.2 专业水平逐年提升。近年来，监狱

心理矫治核心团队的成员基本保持稳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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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参加了各级部门组织的《焦点解决短程疗

法》、《八周正念团辅实训》、《沙盘游戏疗

法》、《如何开展危机干预》、《结构性面谈

谈》、《OH 卡技术运用》、《曼陀罗绘画疗法》、

《心理团体辅导技能》等实用技术和基本技

能的培训工作。经过培训，民警咨询师不断

提升心理矫治技能，加深自我认识和了解，

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推动心理咨询师队伍

建设。监狱定期组织优秀咨询师赴心理矫治

优秀单位，学习交流评估矫治先进工作经

验，探索思考，拓宽思路，释疑解惑。监狱

也不断深化与地方院校、专业机构合作力

度，如与省级示范院校签署了心理矫治项目

开发及研究合作备忘录，Z 省 JH 监狱作为 Z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心理矫治实训基

地，Z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作为 Z 省 JH

监狱心理矫治项目训练的师资训练及科学

研究支持机构。 充分利用地域专业资源优

势，不断提升民警咨询师的业务能力，提高

监狱心理矫治工作水平。除了把目光投向专

业人才密集的高校外，监狱还整合社会资

源，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先

后与心理卫生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联手打造

罪犯心理矫治新平台，定期邀请专家开展心

理矫治业务督导、培训授课、个案干预等工

作，推动心理矫治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1.3 场所设施更新完善。根据司法部关

于《加强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司

发通（2008）26 号]和《进一步加强服刑人

员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运行

规范》，Z 省 JH 监狱已分别在东、南、北三

个关押点建立规范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设

施较为完善，每个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均设有

预约等候室、团体辅导室、个体咨询室、艺

术治疗室、心理评估室、心理宣泄室、专家

工作室等场所，为开展相应的心理矫治活动

提供专业场所。监狱每年也会定期对部分陈

旧老化的场所设施进行维修与更新。

1.4 重点罪犯矫治突破。监狱能从安全

稳定需求出发，聚焦重点罪犯，针对重点罪

犯开展“帮”、“疏”、“疗”、“悟”四字矫治

法，帮助化解负面情绪，引导正向改造。一

是互“帮”法：每个监舍小组均设立一名心

理互助员，帮助收集小组罪犯心理实情，及

时掌握罪犯心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

心理互助员培训和“我的烦恼有人听”主题

团体辅导活动，提升心理互助员的帮带水

平，释放心理互助员群体的负面情绪。二是

心“疏”法：对重点罪犯落实咨询师一对一

辅导，通过“面对面”倾听共情，罪犯主动

敞开心扉，有效缓解罪犯负面情绪。三是日

“疗”法：推行《心路彩梦》修心正念操，

包含“身体扫描”和“呼吸放松”二项训练

内容，配以轻柔的指导语和舒缓的大自然轻

音乐，便于罪犯迅速进入身体扫描、观呼吸

练习的状态，使罪犯达到精神集中、减压降

燥的效果。四是内“悟”法：在重点罪犯中

开展“说说我的改造故事”讲述活动，贴近

心灵深处，翔实谈改造经历，真实剖析心路

历程，部分罪犯获得反思和升华。

2.近年来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创新

近年来，监狱更加重视罪犯心理矫治工

作，从组织架构到工作要求，逐步深化心理

矫治工作在罪犯教育改造过程中的应用与

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积累、方法创新、

理论突破。

2.1 项目矫治有新成果。监狱在评估矫

治工作开展过程中，不断探索评估矫治的新

路径和新方法。自 2016 年厅局提出在罪犯

中开展修心教育以来，积极推进符合本单位

实际的精准修心工程，提出并形成了“亲情

缺失型问题罪犯矫治项目”的特色经验。近

年来，监狱通过综合应用团体辅导、个体矫

治、行为管理、亲情感化、跨域介入等方法，

实行项目化心理矫治技术的创新融合、优势

共溶、协同发力，取得了明显成效。该项目

在被省局确定为首批修心教育固化推广项

目。同时，多项调研成果在司法部政府网、

《监狱学论坛》、《法治日报》等媒体刊登交

流，《监狱项目化心理矫治方略研究---以亲

情缺失型罪犯为例》在中国监狱矫正论坛上

荣获优秀奖。通过项目化矫治工作的开展，

既为监狱修心教育做出了努力，同时也带领

出了一支队伍。 监狱积极探索病犯团辅矫



社会心理服务 2021 年第 2 期（总第 3 期） 司法心理与犯罪心理学

— 70 —

治、艺术团体矫治、杀亲暴力危险罪犯矫治

等项目化矫治项目，为科学化、专业化开展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提供样板和数据支撑。

2.2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近年来，监

狱不断创新心理矫治工作形式。一是开展心

理漫画创作和评比大赛，漫画作品描绘了罪

犯学习、劳动、生活真实场景和心灵感悟、

心路历程，分为修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趣味活动、宪法主题教育、安全教育、

领袖风范等不同板块，寓教于乐、真实自然。

通过“润泽心田”心理漫画展，进一步强化

心理健康教育成果。二是鼓励广大罪犯书写

家书，向亲人详述自己的改造情况，表达牵

挂思念之情，忏悔曾犯的过错，用自己的经

历来告诫子女，也汇报改造中取得的成绩，

通过家书架起罪犯和亲属间的沟通桥梁，增

强改造心动力。三是开展“爱的传递”心理

特别策划活动，罪犯在春节前用个人劳动报

酬由监狱统一汇款给家人，表达他们给亲人

的一份孝心，给孩子承担的一份责任心，激

发他们努力创造自己生活的信心，提升他们

参与劳动改造的积极性。四是开展“悦读乐

写”活动， 鼓励全监罪犯多悦读勤写作，

感受阅读之乐趣，提升思维能力，在悦读乐

写中，重审自我、明确方向、提升信心、助

人自助，增进心理健康素养。五是连续六年

举办健身操大赛和心理趣味运动会，比赛项

目趣味性十足，竞技性强，包括了“齐头并

进”、“袋鼠运瓜”、“十人九足”、“快乐大脚”、

“众星捧月”等比赛项目，通过健身和趣味

运动，提升罪犯群体团队协作能力、认识领

悟能力及积极行动能力。

2.3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监狱联系在

校大学生与部分问题罪犯未成年子女实行

一对一的帮扶，既培养了现在大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又有效避免留守儿童无人看管“放

养”的危害，避免子女因过早接触社会不良

朋友而带来的社会危害，弥补家庭温暖的缺

失，帮助她们健康成长，减少父亲犯罪给未

成年子女带来的伤害具有重要意义。联系义

工，给生活特别困难家庭的子女捐寄衣物，

用爱唤醒爱，用生命影响生命。开展“塑心

健身”特别活动，邀请陈氏太极拳第十三代

在册传人、中国武术协会会员、国家级社会

指导员沈新宇老师进监指导新芽健身操的

习练，帮助罪犯既修身又修心。

2.4 信息技术应用发展。近年来，监狱

大力推进评估矫治业务和信息化技术的结

合与应用，围绕“一切业务数字化、一切数

字业务化”的工作新要求，不断完善罪犯危

险性评估系统、心理危机预警平台、心理健

康管理系统等平台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自心

理危机预警平台启用以来，改变了原先需用

纸质量表开展测评，民警手工计算测评结果

的现状。罪犯只需上机完成测评，结果就能

自动生成，施测便捷性、结果可获性、数据

直观性、数据保存性得到了极大提升。罪犯

危险性评估方面，监狱对在囚罪犯开展暴

力、自杀、脱逃等三项危险性评估，对临释

罪犯开展再犯危险性评估，为监狱教育管理

减假工作提供参考。

3.监狱心理矫治工作存在的短板和问

题

近年来，罪犯心理矫治各方面工作均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均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也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例、财力，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深层

次的问题。

3.1 心理测评存在现实困难。按照“一

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工作要求，

监狱通过心理危机预警平台对全体罪犯开

展 COPA-PI，PHQ-9，PHQ-15，PSQI，GAD-7

等心理测试。在心理测验实施过程中，存在

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较多初中文化以下罪

犯在理解测试题目和电脑操作上存在困难，

影响了心理测验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二

是部分罪犯在心理测试中存在抗拒心理，不

愿表露真实情况，掩饰性较高，如实作答，

影响测验效果的真实性；三是因施测主体通

常为罪犯直接管理民警，其对心理测试的理

解不全面、不深刻，不能较准确的把握心理

测验的使用目的和施测要求，指导语使用不

规范，未能对罪犯进行充分的测评动机激

发，施测环境、施测过程等因素均会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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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四是罪犯中筛查出有重

度焦虑、抑郁、睡眠困难、躯体化症状的罪

犯较多，需要对这部分罪犯开展相应的心理

干预、个体咨询或团体辅导，矫治业务需求

的广泛性和专业服务的可及性间存在较大

差距。

3.2 督导培训体系不够完备。从监狱实

际情况来看，各级部门会组织不同专题、不

同层次的业务培训，但从培训的总体框架上

来看，培训机会有限，培训面不广，培训脉

络不够清晰，缺乏系统性、递进性、层次性。

各项培训以主要业务技能为主，个人成长体

验和个案督导相对较为匮乏，缺乏相应的督

导机制，当咨询师本身遇到心理困惑、职业

烦恼、咨询困境时，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

指导，这也会对咨询师本人的身心健康和职

业胜任力造成影响。

3.3 矫治工作队伍不够稳定。要成为一

名合格的心理矫治师至少需要5年时间的学

习和实践。但监狱目前缺乏推行专业化、专

家型队伍建设的体制环境，专业化晋升通道

尚未建立，监狱民警多岗位轮岗较为频繁，

导致众多民警在专业发展上缺乏持续性动

力，不利于心理矫治工作队伍的持续培养和

发展壮大。如以 Z 省 JH 监狱为例，评估矫

治三级网络工作机构中，评估矫治中心民警

相对较为稳定，评估矫治工作站民警队伍年

调整率在 30%左右，评估矫治工作室民警队

伍以新民警为主，年调整率在 60%左右，边

培养、边调整、边流失的现象较为突出，不

利于心理矫治队伍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持

续稳定的发展。

4.监狱心理矫治工作的未来展望

监狱心理矫治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已

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并具有一定规模，监狱中

业已沉淀下一批有扎实理论素养和较强实

战经验的心理矫治师，心理矫治有望成为监

狱工作的一颗新星，在推动罪犯本质改造、

促进国家整体安全中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

用。

4.1 以“师”为本，加强团队建设，提

升职业素能，内外联动增动力。 监狱心理

矫治师作为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主体，队伍

建设始终应该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只有不

断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团队成员的凝聚力，

通过外在奖励和内在激发两只手，使这支队

伍保持稳定发展。只要这支队伍对心理矫治

工作充满热情，对内在成长充满渴望，掌握

扎实的心理矫治工作技能，心理矫治定能在

监狱工作舞台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心理矫

治师会成为引领监狱专业化发展的一支独

具特色的队伍。加大监狱与地方的衔接力

度，鼓励一部分确有专长的心理矫治师走进

社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司法局、学校、

媒体、部队等部门带去宝贵经验，同时也在

社会历练中拓宽民警咨询师的视野，不断提

升职业价值感和成就感。鼓励监狱咨询师参

加心理行业协会，参与各类课题研究，发表

科研论文，提升专业素养，扩大监狱心理矫

治队伍的社会影响力。

4.2 以“物”为基，利用信息技术，优

化系统建设，数字赋能添智慧。紧跟信息化

发展趋势，着眼于信息化、大数据平台的运

用，把罪犯危险性评估系统和心理危机预警

平台等系统作为评估矫治工作的重要载体

和“智慧监狱”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运用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研发

高共享、高集约、高智能的评估预警综合应

用系统，实现基本信息自动抓取、状态实时

监测、结果自动推送，不断提高罪犯评估矫

治工作的效率和科学化水平。针对部分罪犯

存在的文化程度低、掩饰性高、共情力弱的

特点，除了使用自评工具和他评工具对罪犯

进行测量和评估外，可以通过采集生理指

标、投射测验数据等方式，增加可靠数据的

来源。

4.3 以“度”为导，完善组织架构，健

全矫治制度，提升专业发展动能。一是逐步

打通职业晋升通道，将心理矫治纳入专业技

术岗位，推进心理咨询师专业技术等级与警

察职级晋升挂钩机制，打通职业晋升渠道，

畅通职业发展通道。结合执业能力、工作年

限、工作数量、工作成效等因素，设计职业

发展等级，评定矫治职业职称，享受相应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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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待遇。在监狱警察分类管理问题上，把心

理矫治专业序列突出单列，侧重于技术级

别、工作质量和实绩考评。二是强化业务激

励，对取得工作实效的民警及时进行奖励，

举办多种类、多层次的业务技能竞赛，如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大赛、心理矫治个案评比、

心理矫治能手比武等活动，让民警在工作过

程中体验到归属感、获得感、成就感。三是

完善心理互助员奖励机制，对在监狱心理矫

治活动过程中表现积极，主动发现互助罪犯

心理问题，帮助化解互助罪犯心理危机的罪

犯心理互助员，给予适当的奖励分激励。

4.4 以“囚”为点，构建内修生态，提

升自我效能，打造心理成长家园。抓住心理

互助员这个牛鼻子，定期给心理互助员开展

培训，培养一批具有心理健康常识，掌握心

理疏导技能，能初步开展危机干预的互助员

队伍，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情况，尽早

介入处理，打造罪犯前端心防工程，营造良

好修心成长氛围。通过监狱电台，定期制作

和推送心理节目，在潜移默化中营造良好的

聆听、倾诉、自省、沟通、互动、转化氛围，

积极打造温暖人心的精神家园。每天开展新

芽健身操、正念修心训练，每周开展悦读乐

写活动，每月开展心理团辅、心理健康教育，

每季开展心理健康主题征文，每年开展心理

漫画大赛、心理特别策划、心理趣味运动会、

心理情景剧比赛等大型活动，全方位构建罪

犯自身心灵净化生态，提升罪犯自我效能，

打造多位一体心理成长家园，促进罪犯本质

改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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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罪犯如何应对社会适应不良问题

——正确辅导罪犯应对社会适应不良问题

郑川 孙金睿 浙江省第二监狱 邮箱： 178978253@QQ.com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名正在浙江省第二监狱服刑改造重刑罪犯程某的自传引出论题，即正确应对社会

适应不良问题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根据实际案例凸显出社会适应不良问题深入解剖，得出出现社会适

应不良问题的特殊人群中，可能存在已经发展为一种心理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的个体。因而，正确辅导这

类特殊人群应对社会不良问题的能力是应该在其成长过程中完成，理性化的阐述问题的主要表现以及产生

的原因、基本辅导态度和主要辅导方法。

关键词：社会适应；不良问题；辅导态度；辅导方法

引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社会心理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对象要不断

扩大，难度较大的研究对象，更凸显出对社

会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如着重从司法心理和

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更具备研究价值。

1．案例：

程某，出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工

程师，母亲工人，有小其一岁的妹妹。父亲

对其要求很严，简单粗暴，他的童年都在其

父拳脚上渡过。5 岁曾被送到乡下寄养一年。

6岁开始读小学，因贪玩被父亲打后经常离

家出走。15 岁时，父亲打报告让其就读杭州

工读学校。18 岁考上某省建筑运输公司汽车

修理工，22 岁结了婚后辞职下海经商，都以

失败告终。22 至 25 岁伙同工读学校王某某，

实施了抢劫和盗窃犯罪行为。被判无期，坐

了 18 年 7 个月的牢回到家里，与父母相处

在一起是那么不适应。心中的痛无话可说，

在监狱里可以找警官诉苦，在社会上没人可

说，因女儿出国要用钱，最后，他还是找了

工读学校同学实施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

判刑入狱后，他很快适应监狱改造环

境，他在上次监狱改造过程中学会了走围

棋，现在其该劳动，该休息时休息，较好完

成了角色转换，他现 55 岁在监狱里，从表

面上看他还是想方设法适应的。在他的自传

中第一次改造过程也不安分，大错不犯，小

错不断。自认为自己聪明，好强争胜，为了

面子等违规违纪只有等到扣分才消停。

2.阐述问题

社会适应指个体具有良好心理机制，能

根据各种外在的自然或社会坏境，对自己的

内在心理过程进行合理的调控与管理。从青

少年时期开始，随着内分泌的改变，人体的

第二性征出现，性发育趋于成熟，在心理上

会发生许多相应的变化。同时，随着生活空

间的扩大，所处环境的更新，自身的内省力

和对外界批判力的逐渐提高，对生活现状的

理解与认识开始加深，社会经验不断积累，

人生观、价值观也逐渐形成。在这一系列变

化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社会适应不

良问题。所谓社会适应不良，就是指自然或

社会环境的变化或影响个体心理及生理失

衡的不良状态。

出现的社会适应不良问题的状况有两

种表现：一种发生在刚刚接触社会时期，由

于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群体、不同的生活和

学习方式所导致个体的适应不良，也称为初

期适应不良；另一种发生在遭遇重大创伤之

后，即由于重大创伤事件导致的个体无法适

应正常社会生活，也称创伤后的适应不良。

3.主要表现及产生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社会存在对于个体心理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个体心理对于适应社

会存在有着反作用，不同的个体心理在相同

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行为不同。

在这个案例中，由于程某接触的社会环

mailto:1789782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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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以下变化：童年与父母分离安徽老家姨

妈抚养——接回杭州与父亲一起生活——

进入工读学校读书——辞职创业混社会—

—犯罪服刑——再次犯罪服刑。在这些环境

变化中，童年的最初影响导致其性格孤僻，

特别是对于父亲的怀恨，导致其对于父权的

反抗，进而延伸到对社会秩序的挑战，犯罪

心理结构逐渐稳定，社会控制力和自我控制

力减弱，当然他也在能够救赎自己的环境

中，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掉其童年对其性格

的深深影响。初期接触社会所产生的适应不

良问题，主要来源于环境的变化，个体原有

的社会生活模式被打破，个体无法建立起新

的模式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导致的。同时，由

于过去的社会生活模式，导致罪犯心理性格

变态，出现认知错误。

3.1 具体体现：

3.1.1 生活适应不良。在陈某的例子中，

当其辞职创业面对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时，

由于其莽撞，面对陌生环境新生事物时产生

紧张、无助等不良情绪。用过去社会生活模

式所决定的心理性格来适应陌生的环境，产

生不良情绪进而导致生活上面易出现摩擦

和矛盾。进入监狱服刑后回归社会后面对女

儿的学费以及与父亲关系依旧那样糟糕的

问题，面对新的问题，旧有的心理结构无法

解决问题。

3.1.2.人际适应不良。一般在人际关系

适应不良往往表现出害羞、孤僻、自卑、自

负甚至敌对的人际态度和行为方式，产生敏

感、多虑的不良情绪，容易产生矛盾。在程

某的案例中，其最大的人际关系问题就是与

家人的关系上，特别是与父亲上，正如他所

说的对于父亲就只有恨。

3.2 初期适应不良的原因

3.2.1 社会支持系统缺乏。监狱是社会

治理的前端，刑罚执行的末端，罪犯刑满释

放后，再次回归社会由于罪犯被隔离太长时

间，原有的恶劣的社会关系被切断。但是，

新的适应能力，和谐融入社会的社会关系还

未建立，为了帮助其融入社会，需要新的社

会支持系统帮助其融入改造生活中，帮助其

寻找问题，解决问题，重塑心理性格。罪犯

程某在出狱后，由于其自身生存出现了问

题，依旧面对过去的社会环境下，无法融入，

特别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与父亲的关系以及

解决子女面临的问题。

3.2.2 个体认知不当。犯罪心理的形成

是一个过程，包含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

志过程。在曾经的社会中，人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集合体，在这过程中，罪犯的认知一般

都出现了问题，社会的重塑在客观上助长了

对自身的评估。但自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生

活琐事，要去适应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处

理不当也是会必然发生不良现象，在这种状

态之下，就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助感。

3.2.3 个性品质及自主能力薄弱。离开

家庭的呵护，踏上社会，缺乏意志品质，生

活自理能力差。罪犯程某由于童年的原因，

其性格有着很大的缺陷，其对父亲的怀恨，

导致其对父权的反抗，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引

导，转而走向对秩序的蔑视，对权威的反抗，

法律对他来说违反与否都一样。

3.3 受到创伤后的适应不良

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很容易导致

社会适应不良问题。一般创伤性事件可以分

为四类：

3.3.1 人为灾难：由于人的错误或设计

的机器或系统造成的，比如运输灾难，空难，

海难，火灾等；

3.3.2 自然灾难：地震，洪水等；

3.3.3 暴力，犯罪或恐怖事件：如家庭

暴力等；

3.3.4 其他生活事件：有些生活事件，

虽然没有超出人类经历的正常范围，但对某

些人来说也可能是压倒性的和可怕的，这些

人将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或无助感。如：失

业、被解雇，长期伙伴关系的结束或离婚，

审判不公或亲人的意外死亡等；在程某这个

案例中，出狱后父亲的一个动作就让其感到

怨恨，其在童年时的创伤再次上演时，其心

理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应。
1

1
参考文献：《服刑人员说理教育五十讲》、《心理健康辅

导》、《合作取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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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创伤后的，可能会出现各种症状

为：

◆行为；回避，过度警觉，疏远外界，

暴饮暴食，停止收听电视新闻、阅读报纸，

不思学习，前往熟悉的地方等；

◆情绪：暴躁，惊愕，惊恐或情绪麻木，

抑郁，悲伤，内疚等；

◆认知：消极的认知，认为生活没有了

希望，注意力缺乏；

◆生理：出现睡眠障碍。

4.1 基本辅导态度

4.1.1 给辅导对象必要的时间与空间来

恢复；

4.1.2 绝不给辅导对象施加压力；

4.1.3 鼓励辅导对象宣泄，接纳辅导对

象可能的不良情绪；

4.1.4 帮助辅导对象建立稳定的日常生

活；

4.1.5 宽容、平等地对待每个辅导对象；

4.1.6 制定必要的协议。

5.1 主要辅导方法

5.1.1 向辅导对象发出邀请，通过沟通

了解其适应不良的状况

出现适应不良问题的辅导对象，这里我

们主要以服刑期间的罪犯为重点对象。他们

一般都比较苦恼，甚至有些逃避或逆反的情

绪反应。社会环境变化造成的适应不良是一

种正常的现象，让辅导对象不必太过惊慌，

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他们把自己所有不

适反应说出来，做认真记录，格式可如下：

（这里举一例子说明）

问 题
不适应

持续时间
生理反应 情绪反应 行为反应

不习惯与他人在一

个环境里生活
两个月 无变化 烦躁、焦虑、暴躁 喜欢自己躲在角落

不喜欢与同监舍的

人一起生活
一个月 失眠 烦躁、厌恶

与别人争吵、回避他

人

伙房饭菜差 一个半月 没有食欲 厌恶、生气 埋怨，经常违规违纪

向辅导对象提问时，每个问题都要问清

楚持续时间、生理反应、情绪反应与行为反

应。可以采取选择问答的方式，比如“那时，

你是感觉烦躁还是生气，还是都有？”一定

要辅导对象把所有遇到的不适问题都说出

来，最好不要有遗漏。这一步十分关键，通

过初步的沟通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辅导对

象面临的具体适应问题和类型（改造生活、

学习及人际）。

5.1.2 向辅导对象讲解成长的意义

当辅导对象了解到自己的适应性问题，

并明白产生的原因后，辅导师要开始向辅导

对象说明成长过程对于人的意义。需要告诉

辅导对象，人的生活有两大区域（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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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圈的部分是属于舒适区，在安适区

内，有家人的照顾，老师的关心，所有的东

西都是自己可依赖的，可控制的，熟悉的，

没压力的，但外圈更大的部分属于成长区，

成长区的环境是大家陌生的、不可控制的、

无法依靠的。但是人如果不走向成长区，永

远躲在安适区，人就无法成熟，无法成长。

所以，在这种不适应正是人在从安适区走向

成长区的表现。

5.1.3 帮助辅导对象解决当前面临的实

际问题

在这一步中，着重帮助辅导对象解决现

实中面临的现实适应不良问题，我们从当下

所研究的对象，他们遇到的三类问题：

改造生活问题；

学习劳动问题；

人际交往问题。

6.1 进一步帮助辅导对象改变认知，积

极面对将来

在辅导对象基本状态得到恢复之后，心

理辅导师可以采用认知疗法，帮助他改变消

极的认知。鼓励辅导对象努力培养自己积

极、乐观的思维模式。

监狱是社会阶级的产物，对像程某这类

特殊人群死缓限制减刑 65 人进行归总特定

数据后，做了心理研究得出，犯罪动因中因

为钱财犯罪的占总数的 51.7%，因义气、怨

气犯罪的总数的 18.7%，因感情犯罪的总数

的 30.2%；说明这些罪犯主观恶性大，改造

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犯因顽固性、隐蔽性。

但最终原因都是源自于社会适应不良问题。

而成长环境问题尤为凸显。人的成长离不开

环境，环境包括家庭原生环境和社会环境，

家庭原生环境正如“三岁看大”，直接影响

着每个人的行为特征；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也

是后期逐渐形成和变化的，我国正处于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高速发展时期，贫富

悬殊分化也会逐渐加剧，所以社会环境必然

会使像程某这类特定人群产生不适应，甚至

产生压力，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即是我们辅导正在服刑改造

期间罪犯在如何正确应对社会适应不良问

题时过程的概述。结果是让他们学会拥有忍

耐的智慧，从而，在改造中学会忍与熬。从

自我出发，发现自己存在的理由，最终实现

自我价值。而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对

自己的肯定，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和喜欢程

度。只有先喜欢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爱

不安定 不适区

陌生 未知

危险 不胜任

不可测 不可控

新领域-过渡区产

生边缘经验

安定 舒适

熟悉 可知

安

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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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才有广阔的胸襟，去融入社会。

附件：案例详情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名正在浙江省第二监狱服

刑改造的死缓限制减刑罪犯程某的人生经历：

程某，1966 年 7 月 20 日，出生在某省儿童保

健医院，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兄妹相差仅一岁。父

亲是个机械工程师，母亲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

由于其父亲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学历的人，可一直

未能受到重用，心理逐渐扭曲，故对其和妹妹的教

育和期望特别高，近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5岁时，程某被送到安徽乡下的外婆家，由姨

妈抚养，父母亲出抚养费，乡下的孩子特别不值钱，

说是寄养，其实也就是给口饭菜吃而已，父母给其

寄来的玩具、奶粉、糖果之类的，均被姨妈悉数克

扣给她自己的孩子吃了，唯一一次良心发现，姨妈

泡了二碗糖水给其和妹妹喝，天下最好吃的就算是

这碗糖水了。自己的玩具只能看着人家玩，自己的

食物只能看着人家吃，每次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

他心中悲愤不已，对父母的做法也始终耿耿于怀。

一年多后，外公因病去世，母亲回家奔丧，把程某

和他妹妹接回到杭州，结束了这段寄人篱下的生

活。让他认识到了亲情在利益面前，哪怕是点点的

蝇头小利也是那么的苍白无力、那么的脆弱、那么

的不堪一击。

由于母亲的工作单位在萧山，只能一个星期回

到杭州一次。所以，程某随着父亲在杭州，妹妹跟

母亲在萧山。他被父亲安置在厂办幼儿园全托。一

个星期被父亲接回家一次。当时的情况，他是完全

可以和父亲一起生活的。那时候，都在停工、停产

闹革命，不用上班的，起码晚上可以与父亲在一起

的。但父亲全托给了幼儿园。有一次，外面下着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记忆模糊），程某冒着大雪，

脚上穿着棉鞋，从 3 公里外的幼儿园摸黑跑回家，

父亲在家里和一批朋友在打牌。看到他回来了，二

话没说就是二个耳光，让他立即滚回幼儿园，他的

衣服湿了，棉鞋湿了，他受了委屈想要依靠的父亲

竟然会如此的对他。穿着湿了的衣服及鞋子哭着回

到了幼儿园，心中幼稚地想着，等他长大了，也要

让父亲过这样的生活，对他父亲的恨或许就在此种

下了。从此父亲的话就不再是程某的金科玉律。在

他的眼里，父亲对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

在为他自己，他不再是他的父亲，他只是一个上帝

派来惩罚我的人。以后读小学的时候，他把一个小

孩的头部打出血了，他父母追到我家里，父亲竟然

允许他们把程某带走，带到那个小孩的家里，程某

被迫跪在小孩的面前道歉。这件事程某说都不和他

父亲提及，因为他很小就明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

人会来保护他的。自己闯祸只有自己去摆平。或许

他父亲认为他的教育方法是对的，可每每他一想起

这件事总是愤愤不平。数年后，曾想解开这个心结，

写过很长的一封信给父亲，可父亲把信退回给他，

拒绝了与他的沟通。直到他一审被判死刑，镣铐加

身，到了人将至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他仍想不能

父亲的做法是否是在真的教育他。在死囚室留遗书

时，他心中充满了对母亲、对女儿的留恋各歉意，

对父亲确是那种深深的恨，那种深入骨髓的恨。

1972 年，他在某州小河小学读书，学校离家有

3公里左右的路，每天他自己上学、放学。中午回

家吃饭要跑着来回，否则下午的课会迟到，有一点

还是值得庆幸的，从小到大没有饿过肚子，起码饭

是吃饱的，比起有些饭都吃不饱的人，他还是幸运

的，从这点上他觉得还是要感谢他的父母 ，是他

们让我有饭吃，有地方睡觉，仅此而已。到了小学

三年级，有一天在上学途中因贪玩被吊车轧断了二

根手指，父亲才给他换了一所学校，到离家较近的

化工路小学后改名为杨家门小学读书，直到小学毕

业。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79 年），父亲因为派性

问题被隔离审查，他和妹妹二人生活，母亲每个星

期回家一次，给他们兄妹二人留点生活费，生活上

的艰辛对十个小孩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起码比在安

徽乡下的生活要好得多，但同学间的白眼、讥笑，

确在他的心里留下太大的创伤。从一个优等生变成

差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此期间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学校开运动会，他和妹妹从家里一人带了一杯冷

饭当午饭。可到了第二天的中午，饭都馊了，兄妹

二人一分钱也没有，妹妹哭着问我怎么办？他只能

和她说饿一顿吧，他也没有办法，无法照顾妹妹，

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母亲给的2元钱要用一个星期，

往往他们二两天用完了，没菜吃只能在饭里倒点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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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拌一下。母亲回家不要骂他不懂事、乱花钱。后

来母亲从萧山调回杭州工作，总算吃饭的问题有了

保障。父亲隔离审查 8个多月，他认为自己真正变

坏了，在一个邻居大男孩的教唆下，他开始学着离

家出走了。父亲回家后，对他的要求很严很严，几

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常常打的他皮开肉绽，不夸张

的说，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拳脚上渡过的。不堪忍

受毒打的他经常离家出走，多则半个月，少则几天。

父母亲在他离家出走时根本不会像其他父母那样

会去寻找，会急得要命。他离家出走的目的：一是

躲避挨打；二是让父母着急，显然他的离家出走没

有达到以上目的。父亲还在路上看见他也不叫他回

家。这使他感觉到在这个家他是可有可无的，是块

“鸡肋”。他时常问他的母亲，他是否是他们的亲

生儿子或者是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儿子，母亲十分肯

定地回答我是亲生的，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么地薄情，始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81年，父亲

打报告将他送入杭州工读学校，在这所罪犯的“摇

篮”里，他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真正地变

坏了，认识了许多坏朋友，学会了许多坏东西，第

一次坐牢时的同案犯王晓东；第二次坐牢的同案犯

袁开君都是他在工读学校的同学。

1983 年，他从工读学校毕业了，参加了全市的

招工统考，已经荒废了二年的本来就没怎么学的三

年初中课程，在他阿姨的辅导下，仅花了三个月时

间就全部复习了一遍，并以较高的成绩被浙江省建

筑运输公司录用为汽车修理工，凭着自己的聪明，

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找到了立足之地，这辈子最引

以为荣的莫过于此事。那时候，每天早上迎着朝阳，

骑着自行车在上班族的洪流中行进时，心中的那份

自豪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能自食其力了，不再

依靠父母生活了，现进单位的那批同事，十有八九

是依靠各种关系进这个单位的，而他是凭他自己，

才 18 岁，凭自己就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生存，

他为我自己感到骄傲，也感谢父母给我一个挺好用

的脑袋。在单位工作满一年，如期出师。工资定为

二级每月 42 元，加上奖金每月有 70 多元的收入。

自己的花销是足够了。那个时候，驾驶员是最吃香

的工作了，他也盼望能走上驾驶员的岗位，不但工

资高，还能满足男孩子的虚荣心，因为四个轮子、

一把刀是当时最好的工作。经过申请考核，他过关

了，被公司决定培养去学驾驶员。在去车管所报到

的前一天，命运又在这里转弯了。那天他在小商品

市场各他人打了一架，虽没有触犯什么法律，还是

让派出所打电话让亲们把我领了回去。回到单位

后，安技办立马取消了他学驾驶员的资格，灰溜溜

地回到了车间继续做修理工。在 1987 年的时候 ，

一则是因为不太喜欢这个工作；二则受到当时全民

经商思潮的影响，他辞职了，也准备去经商，去经

什么商，拿什么做本钱，一概不知，为自己的年轻、

莽撞、冒失买了单，白白地丢了这么好的工作。

离开单位，卖过水果，开过小吃店、杂货店，

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一次开杂货店竟把妹妹

借给他的嫁妆钱也赔了进去。万般无奈之下，他找

到了以前在工读学校认识的朋友王晓东，经他介绍

又认识了其他几个人，开始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在工读学校种下的犯罪种子开始在他身上生根

发芽了。1988 年，他利用以前在单位里学到的技术

和偷学的驾驶技术，偷开了好几辆车，把车上有用

的零件都拆下来卖给了个体运输户。后来胆子越来

越大，发展到纠集多人入室抢劫。在这期间程某结

了婚，有了女儿，想收手不干了，可已经晚了。同

案犯在一次作案时被抓住，马上把他供了出来。

1991 年同案犯被执行枪决，我以抢劫罪、盗窃罪被

判处无期徒刑。送到了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送到

一监他就没有打算再回到杭州，一度曾打报告要求

调到新疆改造，在改造中混刑度日，大错不犯，小

错不断，好在自己人聪明，学了一手过硬的修理汽

车和服装缝纫设备维修的技术，一些小错误政府都

放他过去了，只要不是太出格的事情就会原谅他。

在省一监他浑浑耗耗地过了 18 年 7 个月。积极改

造的人 12年就能走完的路，他却花了 18年 7个月，

多了 6年 7个月，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岁月留在了监

狱。那时候，他怕回家，怕又要依附父母生活，他

们帮他把女儿辛辛苦苦地带大了，现在他又要回去

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于心不忍、极度不愿。但监

狱不是他想呆就呆的地方，一味地逃避也不是办

法，一个男人总要有点责任感，他在出狱前经常幻

想，他出去后赚很多很多的钱，给父母用，给女儿

用，好好做个儿子，好好做个父亲。

2010 年 4 月 12日，他终于刑满出狱了。回到

杭州后的情形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父亲还是

那个父亲，女儿还是我想像中的女儿。按理说，父

母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家，可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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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 年前一样，他仍然不像是这家的一分子。甚

至他感到在家里还不如在监狱自在，是变态吗？是

犯贱吗？他想是、不是的，在狱中，吃多少饭、吃

多少菜，只要是分给他的，是没有人来说他的。可

是，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按理是最温馨的时候，

他却如坐针毡，为什么？因为父亲老是用眼睛盯着

他的筷子，经常指责他吃得太多了，他曾当场泪洒

饭桌，40 多岁的男人吃点菜，甚至是吃面的时多吃

点猪油也会受到指责，心中的痛是无心复加的，他

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在监狱里还可以找警官诉

苦，在家里我找谁去诉苦，一个男人落到如此地步

是不是太失败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

也太无奈，亲情在利益面前又让步了，对这个家他

再无任何的幻想，也再无任何留恋，不怪父亲，不

怪女儿，只怪他自己太没用。这个时候，女儿告诉

他要去日本留学，让他准备钱，思前想后二个月，

为了做父亲的责任，为了当父亲的荣誉，他还是决

定拿自己的后半生做次赌博，赌赢了，是个好儿子、

好父亲；赌输了，离开这个世界，反正这个世界也

没有什么他留恋的东西了。一审判决下来了，是死

刑，立即执行，他很坦然，结果在意料之中，他有

充份的思想准备，女儿是他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

迹，他不怕死，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过东西，

但他不甘，不甘就这么走了。他隐藏着自己对这个

世界一丝丝的留恋和不甘，静待死神，那些该做而

没有做的事，该还而没有不还的债，只能等到下辈

子了，此生，他不是个好儿子，也不是好丈夫，更

不是好父亲，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来世再

让他一一还报吧！

二审改判了，死缓（限制减刑），惊喜之余，

又有些慌恐，他不能活着是惊喜，他该怎么活下去

只能用慌恐来形容了，他感谢政府给了他再次生的

机会，给了他还能和父母、女儿同在一片蓝天下呼

吸的机会，感谢政府让他有机会去偿还那些孽债，

还有机会看到他女儿结婚生子，他的生命得以延

续。可是，漫长的刑期，他该如何面对？是苟且偷

生、得过且过？还是迎难而上，彻底改变？是混刑

度日了此残生，还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不想等

死，也不能这样等死，他想要改变，他要做些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还是决定给自己定个目标，

好歹让日子能过得充实些吧！

首先，他要消除这次犯罪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以前一直认为贩毒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他既没有诱

导，也没有强迫别人吸毒，甚至根本没有直接参与

贩毒，再说就算是他不贩毒，别人照样也会去贩毒，

所以他内心没有太多的愧疚和不安，也根本没有认

识到贩毒那可怕的危害。当他再一次失去自由甚至

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母亲绝望的目光和呼唤让他有

所醒悟，他的罪恶究竟造成了多少生离死别，他究

竟残害了多少生命呢？在省二监警官的教育及在

自身的反省下，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恶有多么的

触目惊心，有多少和睦美满的家庭因为毒品而支离

破碎，有多少憔悴的女人因为毒品失去事业和心爱

的丈夫。又有多少嗷嗷待哺的孩子因为毒品失去了

父母？因为毒品，一个个谦谦那君子变成了杀人恶

魔，一个个柔弱的书生沦为抢劫犯，一个个慈祥的

母亲变得冷酷无情。为了筹集毒资，他们昧着良心，

抛弃灵魂，为了获取毒资，他们失去道德尊严，不

顾法律，为了满足一时之欢，他们失去性命也在所

不惜。毒品摧残的不止是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一个

人的意志，它让人颓废，使人堕落，它破坏家庭扰

乱社会，它曾使我们整个民族沦为外族欺辱的“东

亚病夫”。伴随着毒品的，往往是杀人抢劫等恶性

案件，往往是艾滋病、性病等高危传染病，往往是

走投无路之下 的孤注一掷，往往是陷入幻境后的

为所欲为。他认识到他的罪恶，不仅伤害了吸毒者

这样的群体，更是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秩序，扰乱了

社会的治安，庞大的吸毒群体给社会埋下可怕的炸

弹，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和隐患，现在他

终于明白那句“对过去可耻行为的追悔，就是对生

命的拯救”，格言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已经认识到

自己的罪恶，他为他的罪行感到常常的愧疚各悔

恨，他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向所有的被害人及家庭

说声“对不起”，他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做些

什么向这个社会赎罪，他知道，百死莫能赎已罪了。

短期内，他想尽快适应监狱的改造环境，完成

角色的转换，以一颗赎罪的心投入改造，尽快完成

入监教育，在此基础上，为监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现身说法，用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去影响其他限

减人员，帮助他们尽早树立信心和改造目标，多与

父母亲和家人沟通，争取让他们感受到他的悔悟之

心，安慰他们受伤的心灵，既然政府给他留下一条

生命，给他留下一线希望，那他就应该用这一线希

望来照亮未来的改造之路，他会机修，且有相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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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技术，如果有机会 ，能做个缝纫设备的机修

工也不错，至少可以用自己的一技来减轻自己的罪

恶。总之，他会用积极的心态，努力的付出，走好

改造中和每一步，他会踏实改造，用实际行动来报

答政府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从程某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成长每个过程

中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适应不良问题都是使其最终

走向人生深渊的主要原因，以此为例，我们有必要

对社会适应不良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就对如何

正确辅导罪犯应对社会不良问题提出一些辅导态

度和辅导方法等。

（责任编辑：史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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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叙事心理疗法对重点在押人员情绪干预的实验研究

王正翔 安吉县看守所管教中队

摘要：本实验研究采用中国罪犯心理测试个性分测试量表（COPA-PI）对某看守所在押人员中 60 名重

点人员进行前测，选取其中具有明显情绪障碍的在押人员 6 名，以 3 人为一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应

用叙事疗法对其进行干预。以探索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情绪障碍的干预效果；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情绪干

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究；叙事疗法在个案干预过程中的方法应用。

关键词：重点人员；情绪障碍；叙事疗法

1 引言：监管场所在押人员是心理问题

高发的人群之一，尤其体现在监管场所中重

点在押人员身上。监管场所中的重点在押人

员是指重大安全风险等级人员；单独关押人

员；禁闭人员；严管人员；使用械具人员等。

他们一般都存在不服从管理、对抗管教、主

观恶习较深刻、思想顽固等问题，给监管安

全构成了极大的风险。如今，在执法透明化

的形势下，对重点人员进行有效的管控，是

监管场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其实，我

们不难发现，在重点人员出现抗拒管理思想

和行为的背后都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问题和

情绪干扰，所以对在押人员实施情绪辅导和

干预，不仅是监所对在押人员开展心理疏导

重要的工作内容，也是维护安全稳定重要的

保障措施。

叙事心理治疗（又称谈话疗法、故事疗

法）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从家庭治疗领域中

派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取向。

所谓叙事心理治疗，就是咨询师鼓励来访者

用自己的言语，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协助

他们对以前充斥问题的叙述进行重新修订，

并重新构建一个新的人生故事的治疗方法。

换言之，即是通过与来访者的谈话，发现来

访者的故事框架，通过外化（把人和问题分

开，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寻找例外

事件，解构（打破僵化的故事结构），再创

造（丰富替代性故事）的方法帮助来访者从

受压抑的事件中解放出来。叙事心理治疗是

一种后现代思潮的心理治疗理念，它摆脱了

传统上将人看作问题的治疗观念，透过“故

事叙说”、“问题外化”、“由薄到厚”等技术，

使人变得更加自主，更加配合。

监所重点人员存在情绪障碍，主要包括

其稳定性和焦虑程度两个方面。从叙事角度

来看，重点人员出现情绪问题主要是入所前

的生活事件和入所后的新环境的事件和案

件等影响而生，种种的事件以及负面的情绪

体验导致他们情绪不断堆积压抑，从而产生

一系列因为情绪失控导致的过激行为。在传

统的监所心理疏导工作中，心理咨询师大多

都是民警兼任，并且运用传统的心理疗法进

行疏导，但是因为民警身份等原因，会和在

押人员无形中就会产生一种天然隔阂，造成

心理疏导效果并不明显。而本实验研究意在

通过引用叙事疗法让重点人员能够在一个

相对感觉安全的环境中说出自己过去的故

事，通过一系列的治疗，使得他们能够找到

入所生活的动力并重建自己的目标，以探索

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情绪障碍的干预效果

和所要关注的问题。

2 对象和方法

2.1 实验对象

本实验选用中国罪犯心理测试个性分

测试量表（COPA-PI）,对某看守所 60 名重

点人员进行实测，根据测试结果，在其情绪

稳定性和情绪焦虑因子得分均超过 6分者，

按从高到低分的顺序并考虑重点人员参与

的意愿，选取其中 6 名进行实验，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均为 3 人，其中，对其一组运用

叙事疗法进行干预，另外一组进行对照，共

发出实验问卷 60 份，回收 60 份，有效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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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8%。

2.2 工具

采用罪犯心理测试个性分测试量表

（COPA-PI）,该量表共 122 个测试题，并采

用两级评分，其结构是：有效指标 2 个（说

谎、认真），临床指标 12 个（外倾、聪慧、

同情、从属、波动、冲动、戒备、自卑、焦

虑、暴力倾向、变态心理、犯罪思维）。该

测试广泛运用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管场所，

将在押人员（罪犯）与社会正常人（对照组）

能够区分开，本实验主要应用波动和焦虑两

个维度，其得分高低来衡量情绪的稳定性和

焦虑程度，得分越高说明其稳定性越差，焦

虑程度也越高（得分 8分以上，十分严重，

得分 6-8 分，严重，得分 4-6 分，轻微，得

分 4 分以下，正常）。

2.3 数据处理

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4 实验设计

前测 时间（2个月） 后测

实验组 3 名（挑选满足条件的 叙事疗法干预 假设：焦虑波动评

焦虑波动分排前 20%重点人员） 分有明显下降。

对照组 3 名 （挑选满足条件

的焦虑波动分排前 20%重点人员） 不进行处理 假设：焦虑波动评分下降不明显

干预过程 2 个月的疗程安排是每周一

次，每次咨询时间 50-60 分钟，全程 8 次。

随机抽取其中6次结束后对实验组3人进行

焦虑和波动因子的测评。

干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问题外化（第一次至第二次咨询）

叙事疗法的特点之一就是将“问题外

化”，使来访者采用对话的方式来看待困扰

自己的问题。本阶段主要过程有：a.个案叙

述的主要问题；b.问题造成的影响。

（2）寻找例外（第三次至第五次咨询）

寻找不被问题占据的层面和例外经验，

比较与主要问题故事的差异，发展出代替故

事发展的可能性和多元性，寻找面对问题的

新契机。主要过程有：a.寻找故事中的差异

部分；b.寻找例外经验。

（3）替代故事（第六次至第八次咨询）

通过与重点人员一起分析问题故事和

寻找例外经验，使其意识到问题故事存在可

改变性，藉着发现被遗漏和被忽略的事实和

环节，找到重写生命故事—替代故事的可能

性，对过去的问题进行全新角度的内涵诠

释，建构起“主动进取的自我”，以达到问

题的解决。

2.5 实验组个案简介

2.5.1 个案 A

个案 A，58 岁，因涉嫌盗窃案，入所羁

押 4 个多月。

主诉：从小缺失父母，家庭温暖缺失，

小学文化，未婚，在社会上长期一个人流浪。

年龄较大，自认为阅历丰富，社会看的透彻，

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但别人如果侵犯他一

点点利益，他就不会放过别人。情绪不易控

制，易发怒，多次因为琐事而和他人发生争

吵、打架。初见观察 A第一感觉就是死板，

固执，讲话大声，碰到谈话观点矛盾时，情

绪非常激动。

评价：A 对周围人无信任感，偏执，自

卑，敌对。焦虑首测评分为 7 分，波动评分

7 分。

2.5.2 个案 B

个案 B，25 岁，因涉嫌强奸案，入所羁

押 2 个月。

主诉：来自贵州，与家人在安吉打工，

曾做过多份工作，但时间均不长。不喜欢和

别人交流，独来独往，内心封闭，行为古怪，

经常会自言自语，有自伤自残倾向，认为监

室内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也不会和别人说自

己的事情。初次观察 B 时，觉得其谈话较少，

目光呆滞。

评价：B 对周围人无信任感，自卑，自

闭，抑郁，固执；焦虑首测评分为 7 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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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评分为 7 分。

2.5.3 个案 C

个案 C,41 岁，因涉嫌故意伤害案，入

所羁押 2 个多月。

主诉：第一次进入监管场所，对里面的

模式感到极度不适应，受不了规范的作息时

间，看谁都不顺眼，看不惯值日员的管理，

爱斤斤计较，喜欢找别人的麻烦。同监室内

经常和别人发生矛盾。初次观察 C，感觉他

目光比较尖锐，谈话时滔滔不绝，但焦点不

明，对待犯错问题会逃避。

评价：C 对周围人无信任感，敌对，焦

虑，人际关系敏感，偏执，焦虑首测评分 8

分，波动评分为 7 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结果综述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进行前后测，其

结果如下图 1、2所示：

图 1实验组前测后测差异

图 2对照组前测后测差异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 3名重点人

员情绪稳定性和情绪焦虑程度有显著下降，

情绪稳定性的下降趋势较为一致，情绪焦虑

程度的下降趋势变化较大；从图 2中可以看

出，对照组情绪焦虑程度没有显著变化，情

绪稳定性变化不明显，有些有上升的趋势。

3.2 个案 A 施测前后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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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个案 A进行叙事疗法干预测试结果

图3描绘了A在进行叙事疗法后对其波

动和焦虑两个因子进行测试的变化趋势，从

图 3 中可以看出，波动和焦虑得分随着治疗

的进行逐步在减小，焦虑得分在第 3 次治疗

后得到了明显的下降，从 7 分下降至 1分，

波动得分逐步下降，从 7 分下降到 3分后趋

于平稳。

3.3 个案 B 施测前后结果分析

图 4 个案 B进行叙事疗法干预测试结果

图 4 描绘了 B 在进行叙事疗法后，对其

波动和焦虑两个因子进行测试的变化趋势，

从图 4 可以看出，波动和焦虑得分下降比较

缓和。其中，焦虑得分下降速度于咨询 3后，

从 7 分逐步下降到 4 分，波动得分从 7分下

降到 4 分后，趋于平稳。

3.4 个案 C 施测前后结果分析

图 5 个案 C进行叙事疗法干预测试结果

图5描绘了C在进行叙事疗法后对其波

动和焦虑两个因子进行测试的变化趋势，从

图 5 可以看出，波动和焦虑得分下降比较明

显。其中，焦虑得分逐步从 8分减到 2分并

趋于稳定。波动得分跟随焦虑得分一起从 7

分减到 2 分。

4 讨论

4.1 叙事疗法对重点在押人员情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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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焦虑程度的干预效果

（1）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的情绪焦虑

程度的干预效果。

根据图 1、2 中数据，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前测和后测的差异，实验组的 3名重点人

员的情绪焦虑程度呈现下降趋势，而对照组

的重点人员的情绪焦虑程度仍然保持较高

的水平，没有显著的变化；说明叙事疗法对

重点人员的情绪焦虑程度表现出显著的作

用。

（2）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的情绪稳定

性的干预效果。

根据图 1、2 中数据，在情绪稳定性方

面，实验组3名情绪稳定性呈显著下降趋势，

说明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的情绪稳定性作

用显著，同时，对照组中个别被试也会呈现

下降趋势，这也说明情绪稳定性可能受到外

界环境变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情绪焦

虑程度有着显著干预效果。

4.2 重点人员的态度对叙事心理疗法效

果有重要的影响

在个案咨询中发现，实验组中有 A、C

重点人员对叙事心理疗法表现态度比较积

极、开放，其干预的效果也有一定程度的提

升。也就是说相同障碍的不同个体，对咨询

过程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者，他们的咨询效果

远远好于个案 B 这样对咨询过程消极、封闭

态度的个体。说明重点人员对咨询的态度对

咨询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叙事心理疗法把来访者的叙事放在首

要的地位，咨询师的解释和干预都是次要

的，注重当事人生活故事的讲法，帮助他们

看清自己的叙事结构，领悟到自己即是故事

的主人公。只有当来访者愿意敞开心扉的阐

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主动分享及分析这些故

事，在倾诉的过程中，通过咨询师“艺术”

的倾听及问话，使来访者体验到自己的能动

性和力量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使来访

者发生转变，更有力量与问题故事“作斗

争”，更有力量去建立一个新的人生故事，

咨询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其实，不光是叙

事疗法，对于整个心理咨询的过程来看，不

管是任何一种疗法的应用，来访者的态度及

咨访关系的融洽过程，都对咨询效果有着重

要的影响。

4.3 叙事疗法技术的灵活应用是提高心

理咨询效果的关键

对于个案 B，属于独立性较强，固执，

缺乏变通性和人格趋于内向、比较孤僻的重

点人员，由于其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特点，独

立性较强的，通常有自己的主意，常把自己

看作与众不同，不太顾忌社会舆论的约束，

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见；比较孤僻的，除亲

密的朋友之外，对一般人缄默冷淡，不合群，

不爱社交活动，交际能力比较差。所以对咨

询工作要针对不同个体灵活变通。如可以开

展箱体疗法辅助等，通过沙盘摆放让个体能

够放下戒备心，试着述说故事，同时在重组

过程中，细心听取其主要思想和整体意思，

对其中的不合理的地方，进行多角度的引导

思维。从此可以看出，叙事疗法的运用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这也是其治疗观的一种体

现。

4.4 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的展望

由于叙事疗法技巧的运用不太适当，有

些问题外化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会影响到

最终的结果。其次，时间有限，个人力量微

薄，选取的样本也比较小，有些问题并没有

得到发觉，对实验结果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今后有时间，此方面会得到较大的改善。

以往对重点人员的管理停留在“管”上，

运用的心理疗法也是传统的一些心理疗法。

介于民警心理咨询师和重点人员身份不平

等，外界环境波动影响等因素，其治疗的效

果也不明显，对重点人员的情绪障碍不能得

到有效的干预和了解。本实验研究的创新点

是尝试运用叙事疗法去干预重点人员情绪

问题，能更好的了解在押人员的心理，从心

理学角度去思考解决在押人员的情绪障碍，

为保障监所监管安全提供一定借鉴。

5 结论

5.1 叙事疗法对重点人员情绪焦虑程度

的干预有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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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被咨询者的态度对叙事心理咨询效

果有重要的影响；

5.3 叙事疗法技术的灵活运用是提高效

果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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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后疫情时代企业家的成长与发展

时 勘１２ 焦松明１* 宋旭东１ 覃馨慧１

1.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后疫情时代，国际竞争加剧，我们的各项工作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企业家作为国民经济的主

要引领者，促进这一群体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本文首先论述了后疫情时代下中西

方管理模式的差异，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其次，从心理学角度探索了新冠肺炎疫情中民众的

风险认知与应对行为规律；再次，通过对紧密文化与松散文化研究、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因素、乡村振兴

战略中民众的贫困成因与致富动机、青少年及管理者的抗逆成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助推企业家优

质成长的建议。最后，在未来研究展望中拟定了行为科学研究的三大方面、六个方向展开民营经济的研究，

以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企业家；风险认知；抗逆成长；民营经济发展

引言：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

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2020 年我国政府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2021－2025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1]。在后疫情

时代，应国家战略重大需求，我们拟从心理

学角度出发，探索新冠肺炎疫情中民众的风

险认知与应对行为，揭示其中的社会心理现

象和规律，提出对策建议，引导我国企业家

研判民众心态，以促使其更好的成长，助推

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

1.后疫情时代的总体状况

1.1 新冠疫情的中西方比较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后迅速席卷全

球，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重大事

件。在疫情爆发初期，基于民族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我国人民万众齐心，将 99%的发病

率完全控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扩

散树立了榜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速度之快、规模之

大、世所罕见！”我国政府把民众的生命健

康放在第一位，实行停工停产、居家隔离的

政策，抗疫过程中所展示的大国之治，与西

方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消极防疫、掷民

众安危于不顾的行径截然不同。

自 2020 年 5 月起，大部分地区解除封

闭状态，随着学生复课、民众复工，我国的

经济开始复苏。2020 年 6 月，习近平主持

多场重要会议、赴宁夏考察调研、频繁开展

双边多边外交活动、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

重要指示……彰显着“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之策[2]。作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此次疫情

是对各国政府的危机管理的重大考验，也是

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应对能力有效性的有力

检测。截至 2021 年 6 月 2 日，我国疫苗接

种突破 7 亿剂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头号发

达国家美国，这与西方国家政府的灾难应对

模式的低效能形成鲜明对比。事实证明，我

国以习近平主席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为指导，久经考验、愈战弥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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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后疫情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变局，新冠疫

情所导致的变数极大阻碍了全球化的进程，

对各国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引起世

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即便是历经疫情的严

峻考验，我国经济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国

家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表明，2020 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 2.3%。《华尔街日报》认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 2020

年表现亮眼是“得益于中国对国内新冠肺

炎疫情的有效控制”[3]。

多年来，美国一直对我国进行贸易制

裁，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即

对我国如华为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进行

了霸权似的制裁打压，年前甚至发生强迫我

国大型企业金融退市等系列事件，近期更是

欲联合欧盟、大洋洲、亚洲某些国家，形成

对中国发展的环形扼势，这表明美国下决心

在所有先进的技术领域对占得先机的中国

公司进行制裁和打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对我们为什么被“卡脖子”拥有了更清

醒的认识。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

祚指出，如果美国在芯片领域之外，在操作

系统、软件领域乃至其他所有领域全面断

供，我们恐怕要做更坏打算[4]。后疫情时

代，我国产业界、科技界以及决策界都在思

考破局之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的企业家，更要有“危中有机”、“化危

为机”的思维。

2.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首先引发的就是公

众的风险信息感知，所谓风险，指在不确定

情境下不利事件或危险事件的发生、发展的

可能性。风险感知即对事件的危险程度的评

估。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是个体

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与

认识，而这些主观感觉是受到心理、社会和

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Slovic（1987）

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心理测量学模型，总结

出影响风险认知的重要维度和特征。他认

为，对风险事件的评判被人们知觉为“难以

控制的”，其高风险一端为“未知的”和

“不可控制的”两大类，其位置可以直接显

示出人们对风险的知觉特征[5]。

2.1 前期研究沿革

2003 年，当中国爆发 SARS 疫情时，时

勘博士课题组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民众的风

险认知和社会心理预警研究，对 17 城市

4231 人进行了 SARS 风险认知、行为应对和

情绪干预的两轮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结果

发现，疫情信息通过风险认知影响个体的应

对行为和心理健康, 其中，风险评估、心理

紧张度、应对行为和心理健康等因素是有效

的预测指标（SHI Kan et al)，据此形成了

有关风险认知的社会心理预测模型，后来，

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社会心理预警通报和研

究报告[6]。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基于

2003 年的研究基础，时勘等人对于民众灾后

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提出了新的干预方法（时

勘、江新会等，2008）[7]，李纾等人（2008）

发现了在地震风险认知中的“台风眼效

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即

在灾难发生的中心区域的民众，个体的心理

反应比中心以外地区的个体显得更平静的

心理现象（Li, S.et al, 2010）[8]，谢佳

秋、谢晓非、甘怡群（2011）又从风险认知

和风险行为倾向两方面验证了心理台风眼

效应, 她们认为，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出现与

民众是否亲历风险后果、心理承受阈限及心

理变量的特征有关[9]。2010 年，时勘与美

国加州理工学院 Corrigan 教授合作，开展

了艾滋病人的污名化研究（Patrick W.

Corrigan, Hector W.H. Tsang , Kan Shi），

研究发现，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被试在

有关艾滋病人的认知方面存在着较严重的

组织污名现象，且三地区存在着明显的文化

差异[10]。赵轶然、陈晨（2017）从社交能

力、条件自尊、时间取向方面，进行职场排

斥研究，提出了改进职场排斥现行的建议。

2.2 近期研究状况

2019 年底我国率先爆发新冠疫情，在这

种特殊背景下，时勘博士课题组以此次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为主题，展开了针对民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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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为主线的心理行为调查，试图在前期风

险认知信息的影响因素研究之基础上，探索

疫情事件中民众的恐慌心理形成的原因，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对策和情绪引导方

法。研究采用方便抽样调查方式，并辅以访

谈方法，抽样调查了各省市被试 2144 人。

与 2003 年对 SARS 的研究趋近的研究结果：

与自身关系密切的负性信息直接通过风险

认知影响自我保护行为，中间并不通过心理

紧张度影响它；治愈等正性信息会通过风险

认知、心理紧张度的链式中介影响自我保护

的应对行为，同时，治愈信息也能分别通过

风险认知、心理紧张度直接影响自我保护的

应对行为；此外，疫区民众中发现了与 2008

年汶川地震一样，此次疫情中也存在“台风

眼效应”的情况。并根据研究结论：“风险

信息和心理紧张度是影响民众应对方式的

重要变量，也是情绪引导的依据”，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1）加强新冠肺炎防范的知

识和方法的普及，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2）

关注“台风眼效应”导致的心态变化，防止

疫情反弹。（3）在复工复产的管理过程中，

做好防控和引导工作[11]。时勘 2020 年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发现，其他地区民众

对于湖北、武汉地区人们存在组织污名心理

现象，而组织污名化导致偏见、刻板印象，

不利于疫情防控期间的协同配合，对复工复

产的经济复苏易产生阻碍作用。

与 2003 年 SARS 期间的研究相比，本次

研究发现民众在风险认知中发生了新的变

化，具体解析如下图：左侧的 2003 年的风

险认知图，病因还在不可控制、不熟悉一侧，

但是，到了 2020 年的右图，病因则到了可

以控制、比较熟悉的一测。愈后是否传染、

愈后对身体的影响，仍然处于不可控或者不

熟悉的范围。这说明疫情虽然快速蔓延，但

是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和权威医学平台发布

的国内疫情信息、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等方

面的科普教育，有效缓解了民众焦虑、恐慌

情绪，以政府机构牵头、社区具体实施、咨

询机构协同联动的对疫情认知线索的正面

宣传，对于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感发挥了良好

效能。

图 1 2003 年公众对各类疫情信息的风险认知比较 图 2 2020 年公众对各类疫情信息的风险认知比较

2.3 浙江省哲社重大项目研究

通过回顾课题组以往在民众的风险认

知、应对行为和情绪引导的研究进展，特别

是有关组织污名化、领导风格、致富动机问

题、抗逆力、大数据和信息管控等诸多问题

的研究积累,我们认识到建立危机突发事件

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更要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认真反思和着

力解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性、系统性

问题，以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通过

深刻思考突破的空间，我们认为，新冠肺炎

疫情中民众的风险认知、应对行为及其管理

对策应作为思考的核心问题。由此出现的疫

情中民众的情绪引导，特别是组织污名化、

贫穷问题加剧、疫情中领导风格的改进和民

众抗逆力提升机理等问题，均需要通过大数

据和信息管控规律探索，来重建重大突发卫

生事件背景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实现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开展专门的课题研究。在

后疫情时代，鉴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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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振兴、民族复兴的不良影响，由此，时

勘博士课题组于 2020 年 6 月更申报了浙江

省社科规划新型（交叉）学科重大扶持项目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

行为规律及管理对策研究”，在顺利获批后

围绕研究方向开展了系列研究。

图 3 项目的总体框架图

3.后疫情时代企业家的抗逆成长研究

目前，我们已进入后疫情时代，美国国

家情报委员会于 2021 年 4 月发布的《全球

趋势 2040：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中点

明在全球经济趋势中强调强大企业的持续

崛起，而这些趋势正在重塑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技术成

就的上升趋势能够应对全球挑战[12]。2021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

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13]。后疫情时代，企业的

发展要紧扣时代的脉搏，企业家的成长也要

与时俱进。

3.1 紧密文化与松散文化研究

紧密文化有很强的社会规范，对异常行

为的容忍度很低，而松散文化仅有很弱的社

会规范，对异常行为容忍度很高，前者是规

则制定者，后者是打破规则者[14]。如表 1

所述，从宏观层面上说，我国不同区域的个

体在社会规范度和行为自由度上均偏向于

紧密型文化。在不同区域上都普遍认为，自

己应该遵守、并且总是遵守着社会准则，对

于偏差行为的容忍度偏低，人们对自己在大

多数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有着非常明确的

期望。

表 1 我国不同区域社会规范度和行为自由度均值表

疫情防控过程，凸显和放大了不同地区

和国家的文化差异。邵春保认为，国家体制

差异，影响权力支配，进而影响重大事件治

理的效果[15]。在我国，从个体到政府，在

疫情下的积极应对行为，较松散文化的国家

更多，这验证了松紧文化对积极应对行为的

直接效应；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于调节作用的

削弱，可以使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境行为的

约束感降低，其正向调节作用可以使松紧文

化对疫情中人们的积极应对行为的正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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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作用加强。这次抗疫中我国强大的组织动

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和积极应对能力显示

出我国作为紧密型国家的体制优势。因此，

我们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将探索“紧密

文化—松散文化”这一特殊问题的领导决

策方式，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探

索文化松紧度、领导的权变因素在组织管

理、社会治理中的影响[16]，以利于我国政

府妥善地制定国内的复工复产策略、企业根

据国情和企业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生产经营，

为推进经济服务。

3.2 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因素

变革型领导指领导者通过德行垂范、领

导魅力、愿景激励和个性化关怀等行为，让

成员意识到所承担的责任及任务的重要性，

从而激发其更高层次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

掘自身的潜力来取得最高水平的绩效表现。

最早关注危机突发事件中领导行为当属美

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家 Bass，他认为，变革型

领导行为能够对下属的努力和绩效产生积

极效应[17]，李超平、时勘等人后来进行了

变革型领导问卷的修订，编制了适合我国国

情的变革型领导问卷，提出变革型领导包

括：德行垂范、领导魅力、愿景激励与个性

化关怀等维度[18]。李锡炎认为，鉴于变革

型领导具有应对变化、促进转化的辩证思

维，注重发挥追随者的潜能，可以提升组织

在危机中求机遇、在风险中求发展的能力

[19]。薛澜则表示，重大疫情对于管理者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有的领导在常态下可能是

非常好的管理者，但在危机情况下就不一定

适应其职责，因此,新的形势对变革型领导

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20]。鉴于此，无论是

危机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思考危机事

件下领导模式的选择，这是当前复工复产中

正确决策中务必考量的问题。

图 4 结构方程模型

在新冠疫情下的复工复产中，我们探讨

了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

制。首先，变革型领导能够正向预测创新行

为，其次，自我效能感在模型中起着中介作

用，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进而影

响创新行为，再次，松紧文化的调节作用，

主要发生在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行为方面产

生作用。调查结果发现，在进行复工复产中，

首先，企业要激发企业活力，转变领导风格，

要在推进复工复产过程中，提倡宽松的文

化，通过领导魅力、愿景激励、个性化关怀

来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激发员工自身的

积极性，进而激发他们的创新行为；其次，

企业要通过激发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创造出

宽松的文化，来调节、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

最后，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紧密文化在企

业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紧密文化正

向调节了创新行为。但在今后进入常态化管

理中，在无突发危机事件的情况下，松散文

化更有利于创新行为的产生。

3.3乡村振兴中民众的贫困成因与致富

动机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都要关注的问题，而

企业家精神中所包含的人文关怀、爱国情怀

等元素决定了这一群体在承担社会责任上

的义不容辞。Vanessa Brcic 开发了贫困的

识别工具，通过三方面（收入是否入不敷出、

饮食问题和居住问题），筛查出疫情中的贫

困民众，从而识别并关注他们[21]。

Mohammad Niaz Asadullah 在孟加拉国农村

家庭的研究中讨论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的定义，探索了除收入之外预测主观幸福感

的因素[22]。

此次疫情的发生，正值我国脱贫攻坚战

的决胜期，探索出困难群众当前在“贫困”

中存在的心理机制，对我国经济强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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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战略的推进有重大意义。在此次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针对贫困人

群，超越收入指标来探索社会公正问题，以

便获得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和方法来。2020

年 7 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

为研究中心、中科院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专

门派出专家调查队伍，使用贫困问题调查问

卷和相对贫困评估量表，在六盘水示范基地

开展边缘贫困地区的入户调查，获取了宝贵

第一线数据，经过和全国网络调查的对比分

析可以发现，六盘水的深入调查更为全面细

致地发现了贫困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及需

要完善的方面，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

困难群体由于自身收入水平的局限性，在突

发事件来临时感知到更大的风险威胁，进一

步刺激了其改善生活水平的致富动机，而客

观贫困程度调节了风险威胁对致富动机的

影响，这为提升脱贫主体的内源性动力、建

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心

理学依据。

图 5 不同调研方法与地区间困难群体生活与心理指标差异比较

3.4青少年及青年科技管理者的抗逆成

长模型

在重大危机之后的组织康复中，抗逆力

作为一个独立的构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灾难

心理学和临床心理领域学者们的关注。李旭

培考察了不同群体抗逆力与工作投入的关

系，发现抗逆力对工作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23]。郝帅等人基于公务员抗逆力结构开

展研究发现，以拓展训练和心理健康讲座的

干预形式效果较为显著[24]。梁社红、时勘

的研究发现，个体抗逆力和团队抗逆力均可

通过心理干预来提升其适应性，并展开了针

对煤矿工人群体的抗逆力干预研究，验证了

安全心智培训模式对于提升应对方式的效

果[25][26]。不过，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的抗逆力模型研究还有待深入进行研究。坎

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两位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精神与风

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

在一起。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决策的背

后附带着巨大的压力，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

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27]。

以疫情中的青少年群体为例进行研究，

数据结果表明，青少年在疫情中的恢复能力

与之后的成长都和变革型领导高度相关。变

革型领导可以直接对青少年在疫情后的创

伤后成长起作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其他因

素（如团队成员关系、团体抗逆力）的中介

作用间接地对青少年在创伤后成长发挥作

用。青少年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储备力量，

未来成长为科研型、管理型、或者研发型人

才，乃至成为一线劳动者，他们的素养决定

了国家未来前进的速度和方向。2021 年 5

月，我们对浙江省某国家级实验室的青年科

技管理者的胜任特征进行了建模，并通过培

训对其赋能和减压，关注这一群体的成长和

发展。本项研究无论是对企业家本人还是对

于其所管理的企业组织，都是很好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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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构模型各路径的路径系数

4.未来研究展望

后疫情时代，温州模式发展研究院将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在基础理论

研究的优势，与浙江省之江实验室、各高等

学校密切合作，在行为金融、企业家精神、

校企融合、华商成长和一带一路等领域，与

国内外心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对接，

并利用温州永嘉传统延伸的民营经济发展

的特色优势，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做出独

到贡献。未来主要开展以下行为科学研究工

作：

4.1 政商关系与科技创新研究

必须首先破解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

政商关系等问题。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

背景下，我国政府控制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政

策，通过本文的研究探索，在国内改革政策

引导、行政审批和经济杠杆等手段，更好实

现政商关系与企业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另

一方面，开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系统探

索，揭示影响科技创新、激励因素，人才引

进、人事制度改革的痛点和要害，通过新型

的行为科学技术和方法，考量高端人才的成

长环境、科研团队的组建和形成规律。

在政商关系与行为金融研究方面，将与

全国工商联、温州市政府紧密合作，将致力

于温州地区“两个健康”示范区的实验研

究，建立适应新形势下的“亲清”政商关

系，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不确定条件下投资

者的认知、心理及行为偏差进行实证检验，

从而探讨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家经济行

为背后的机制及特点，促进长江三角洲区

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在社会治理与科

技创新研究方面，以探索我国社会治理政策

协同、社会情绪以及困难群众的致富动机为

导向，通过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开展科学研

究，为制定更合理的社会治理政策提供社会

心理基础和方法依据。利用好“大数据”驱

动智能未来、促进技术创新来激活企业发展

活力，这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4.2 永嘉传统与企业家精神研究

永嘉学派产生于南宋时期农业发展迅

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的温州，是瓯越

文化的优秀代表。当代温州人精神从根本上

说，是邓小平理论和温州改革开放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它继承并光大了永嘉学派的优秀

传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企

业家，是中国民营经济不可或缺的一股力

量。这批在创业实践中砥砺前行的企业家群

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塑造

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时勘教授

就在温州地区进行企业家精神的调研，在家

族式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胜任特征模型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永嘉学派和传统文化

研究方面，永嘉学派产生于南宋时期农业发

展迅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文风鼎盛

的温州，作为瓯越文化的优秀代表，在今天

仍然发挥着历史文化的支持作用。我们将以

事功观为核心的永嘉精神和以创新为核心

的温州人精神的紧密关系为依托，探索永嘉

学派的思想在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新

作用，为温州人精神研究提供丰富而独特的

养料。在企业家精神与胜任特征研究方面，

温州以商著称，民营经济发达，是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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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改革开放的重要发祥地。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国科学院时勘教授就在温州地区进

行企业家精神调研，特别是在家族式企业高

层管理者的胜任特征模型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进展。目前，在探究中国民营企业家精神

中，将更加关注抗逆发展、心理摆脱等内容，

并将温商特有的温州人精神与核心胜任特

征模型的研究结合起来。

4.3 校企融合与华商成长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温州要总结经

验，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加快走出去的步

伐，不但成为‘本土的温州’‘全国的温

州’，更要发展成为‘世界的温州’”。这

是对温州经济和教育提出的新目标与新定

位。本研究将探索研究型大学如何更好地为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服务、实

现温州大学与温州、浙江的校企融合。我们

将开展华商成长研究，致力于实现从温商到

浙商再到华商的蜕变，海外华商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可看作历史角色的现实回归。目

前，38 万温州人云集“一带一路”沿线 57

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助推了当地发展，

融合了灿烂文化，为“一带一路”纵深推进

架起了民心相通的桥梁。在研究型大学与校

企融合研究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希望温

州把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提出，“要高度重

视教育和人才工作，特别要办好温州大学等

高等院校”。本研究将进一步落实习主席的

号召，探求高校治理现代化、研究型大学建

设的实现路径，在企业家和大学生的对接培

训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型的高等学校育人

模式。在华商成长与“一带一路”研究方

面，本研究将致力于研究从温商到浙商再到

华商的成长蜕变，华商在“一带一路”的建

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内外

经济双循环的背景下，研究所将致力于建立

国内领先的华商华侨创业创新制度框架和

营商环境，通过引入松紧文化等跨文化研究

课题，扩大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等集聚

优势，全面形成凝聚华商力量、促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的格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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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in the Post-epidemic Era

Shi Kan1,2，Jiao Songming1*，，Qin Xinhui1，Song Xudong1

1.Academy of Wenzhou Model Development，Educational School of Wenzhous University,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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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intensifying, and all our

work should be geared to the major needs of the country. Entrepreneurs, as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group,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ment models in the post-COVID-19 era,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COVID-19. Secondly, we explored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risk

perception and coping behavior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irdly, through the study of

close culture and loose cultu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s returning to work and

production, the causes of poverty and the motivation of getting rich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anti adversity growth of young people and manage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entrepreneurs. Finall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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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spects, three aspects and six directions of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are propose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f private economy,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post-epidemic era, entrepreneurs, risk perception, resilience growth, priv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俞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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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注意力训练的研究

陈兰兰 潘玉进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邮箱：2362764377@qq.com

摘要：注意力是人的基础能力,注意力不良是影响儿童学习的关键因素。注意力训练日益为心理学界所

关注,已经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选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与中国知网 CNKI 的注意力

训练研究文献为对象，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 R语言环境下的 Biblioshiny 软件包和 citespace 可

视化分析软件，对注意力训练研究的发文量、高录用期刊、高产作者、高被引文献、研究趋势、已有研究

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

关键词：注意力；注意力训练；研究

引言：我们设想一下，讲台上的老师要

把课本中的一个知识传递给学生，他说“同

学们看第三段”，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具

体怎么来“看”可能是不同的，老师所期望

的“看”需要注意力的参与，而学生看似认

真地在看，实则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经验的

教师会注意到，学生不良的注意力是造成在

课堂中“走神”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学

校中常见的学生注意力不良问题，又不同于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注意力不良属于自

控能力不足、抑制外界干扰能力弱，尚未达

到注意力多动障碍症的诊断标准。因此，注

意力不良的学生不需要通过药物治疗，更多

的是依赖于有目的注意力训练和心理治疗。

“注意”在心理学领域的定义，是指个

人的认知、情绪、意志同时对特定刺激的指

向和集中。因此，注意的两个基本特征分别

是指向性和集中性。指向性是指心理活动选

择某些刺激作为对象而将其余刺激作为背

景。它表现为个人对来自外部世界无穷无尽

的刺激，由于感受器接受刺激的广度有限，

不能同时去感知，只能有选择地指向少数刺

激而忽视其余刺激，从而获得对其的清晰、

深刻和完整的反映。集中性是指个体在所选

择的刺激上其心理活动的紧张度和强度。它

表现为个人抑制干扰刺激而将心理活动长

时间集中在所指向的刺激上。注意被称为心

灵的门户，是心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缺少注意的参与，任何心理活动都将无法进

行和维持。

注意力不良问题都将反应在学业成绩

上，影响学生的学业适应性。这一问题令专

家关注、教师担忧、家长着急和学生焦虑。

因而制定一份行之有效的注意力训练的方

案势在必行。国内外在注意力训练方面的研

究，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仍存在

不足之处。

1.注意力的概念

注意力是指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

它能使个体的心理活动指向并集中于特定

的刺激。即注意力可以解释为个人在选择某

些刺激的同时不但忽视另一些刺激，而且可

以保持心理活动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所选

择的刺激上并及时做出反应的一种能力。注

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

五大因素构成智力的基本结构，其中：注意

力作为前提，在智力因素占据至关重要的地

位。

2.注意力的测量

如何去判定一个人注意力的强弱？国

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要评定一个人注意能

力的好坏，要使用一定的注意测量方法。然

而，注意力的测量方法层出不穷，但目前大

致可以分为五大类：测评法、仪器测量、问

卷测验、系统测试和软件测试。注意的测量

从简易的测评法开始，但是测评法过于主

观，准确性也不高。随着技术的发展，学者

们逐渐开发出更精准的科学测量方法。

有关注意力问卷测验的编制，国内外学

者取得了诸多的成果。经总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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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学者编制的注意力问卷测验

时间 名称 编制者 介绍

1996 TEA, the Test of Everyday

Attention
1

Roberston 五个维度：视觉选择注意、速

度、注意转移、持续性注意及

听觉-言语工作记忆；成人版

1998 《中小学生注意力测验》
2

陈国鹏、金瑜 五个维度：稳定，广度、转移、

持续和集中；

2001 《听录音辨错测验量表》
3

凌光明 适用于小学低年级；测量无意

注意的稳定性

2001 TEA, the Test of Everyday

Attention
4

Manly et al 儿童版，适合 6-16 岁

2003 《青少年注意力测验》
5

殷恒婵 四个维度：转移、稳定、广度

和分配

2009 《大学生学习注意稳定性问卷》
6
韩娜 四个维度：阅读注意、外显注

意、注意集中和注意控制

2012 ECAB, the Early Childhood

Attention Battery

Kate, Oliver 三个维度:选择性注意、持续性

注意及注意调节能力；适合

3-6 岁

在注意力测量的仪器、软件和系统的研制上，我国学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具体情况见下表所示：

表 2 国内学者研制的注意测量的仪器、软件和系统

方法 时间 名称 研制者

2003 手臂稳定仪
7

林素蓉

仪器 2005 ACL504 型眼动仪8 张运亮、李宗浩

2007 SCM-CPT 测验仪
9

刘成刚

2001 WT-注意力测试软件
10

王晓芬、姚家新

软件 2001 BT-LYR 注意能力测试软件
11

李永瑞

2004 BTL-C 注意品质测试软件 迟立忠

2014 儿童注意力品质游戏测验软件
12

朱晓斌

1999 注意广度测试系统 赵先卿

系统 2000 恩师 TM 殷恒婵

2006 优秀运动员注意力测评系统 殷恒婵

1
Doneva,Davis,Cavenagh.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people who stutter and people who do not stutter on the Test

of Everyday Attention[J]. Routledge,2018,40(6).
2
陈国鹏,王晓丽,方芸秋,Uta Lass,Song Yan,Dietrich Becker,Gerd Lüer.Sperling任务中刺激呈现方式对注意分配的影响[J].

心理科学,2004(03):563-566.
3
凌光明. 小学低年级学业不良儿童的有意注意稳定性研究[D].苏州大学,2001.

4
Andrew J. Bate,Jane L. Mathias,John R. Crawford. Performance on the Test of Everyday Attention and Standard Tests

of Attention following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J].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1,15(3).
5
殷恒婵,孟庆茂,钱铭佳.恩师~(TM)(MC~2Study~(TM))对提高中小学生注意力水平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

学,2000(03):350-351.
6
韩娜.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及调适[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8(03):42-43+46

7
林素蓉,沈国珍,宋长玉.应用手臂稳定度仪提高小学生注意力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2003(03):521-522.

8
司琪. 小学生注意力品质现状调查与提升训练[D].重庆师范大学,2016.

9
王玉. 注意力训练提升低年级小学生学习成绩的效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

10
刘立华. 音乐游戏对五年级学生注意力的干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9

11
李永瑞.注意能力测评方法的初步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1(03):24-28.

12
朱晓斌,沈燕瑜,贡德英.儿童注意力品质训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36(12):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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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力训练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3.1 注意力训练研究的发文量

3.2 国内发文量分析

从 CNKI 近 10 年学术趋势检索，可以看

出中国研究者对注意力训练的关注度持续

增长，成为当前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研究热

点。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国内外研究

文献展开综述性研究(王玉婷 2018;赵海

楠、于丹丹 2016; 金重振 2014; 马超、宋

佳 2013) ，他们分别阐明了注意力训练方

面的研究的主要分支、研究热点，但研究对

象大都涉猎某一特定类型，研究对象具有局

限性，未能充分反映该领域全貌，特别是在

国际学术语篇前沿研究的概括与分析方面

缺乏具体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鲜有有研究

从统计学、计量学角度对国际英文文献研究

进行全方位、系统地描述。因此，我将通过

文献计量统计软件 citespace、R 语言、

biblioshiny for bibliometric 网页分析国

内国际学术语篇研究基础文献、分析当前注

意力训练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趋势，并提

炼多重研究视角，有助于国内研究人员更好

地悉知国际文献研究的前沿趋势、把握最新

研究动态、确定有意义的研究选题，提高我

国学者国际学术论文发表的针对性、时效

性。

图 1 近 10 国内学者注意力训练研究的发文量

从图 1 可知，虽然 2018、2020 两年间

国国内学者发文量有些许下降，但近十年发

文量大致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学术语篇逐

步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一结果与当前学

界的研究现状一致。

5.国外发文量分析

从年度发文量的变化和趋势，可以看出

该领域的动态发展。图 2为 2004 年至 2021

年的注意力训练研究年度发文量图，得出该

图 的 选 择 的 路 径 为 :Database Annual

Scientific Production。

图 2 2004—2021 年的注意力训练研究年度发文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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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的年度发文量图可以看出，在

2004－2021 年，论文数量整体呈现持续增长

的趋势；2018 年为文献数量产出最多(60

篇)，2005 年为最少论文数量产出。近十五

年来，注意力训练研究发文量，虽然增长期

和回落期同时存在，但总体而言，发文量整

体呈明显上升趋势，研究仍在继续探索中。

3.3 注意力训练研究文献关键词和术语

分析

3.4 中文文献分析

某一时段内，某个研究领域、存在一大

批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有内在联系的、发

文量也不少的一组文献所研究的科学课题

或研究问题，我们称它为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文献关键词实质上是学术论文研究主题

和内容的精炼表达，其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展示出某一学科领域中研究热点。

Citespace 软件可以将网络节点设置为关键

词，得到关键词共现关系图，如图 2所示，

相关高频关键词信息见表 1。

关键词 频次

注意力 122

注意力训练 103

心理训练 29

正念训练 25

训练 24

复愈性环境 20

注意力集中 19

能力训练 17

儿童 16

表 1 citespace 注意力训练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信息

图 2 注意力训练（adhd）研究 CNKI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线关系

在共现网络的基础上，采用 citespace

对文献中关系紧密的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

析，并提取相关术语进行聚类命名，分析结

果如图 2 所示。中文文献纳入关键词 56 个，

形成 17 个聚类，，提示该聚类结构显著，可

清晰地表示各聚类研究方向。

3.5 英文文献分析

研究热点主要通过 Bblioshiny 的词云

(Word loud)功能来分析。通过操作途径:

Documents -Word cloud, 并将共性参数进

行设置，Field 设置为作者关键词 Author;

Keywords, Number of Word 设 置 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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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Ocurrence Measure设置为frequency,

其余设置为默认值，得到作者关键词词云图

(图三); 结合作者关键词列表(表 2)对关键

词进行分析。

图 3 注意力训练（adhd）研究 WOS 英文文献关键词词云图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国际学界注意力研

究的主题都有哪些。使用 R 语言选择做个词

云图（Word Cloud）。注意这里本人使用到

的词汇来自于 Keywords-Plus（即系统利用

标题、摘要等分析结果），操作是需要更换

一下左侧的 Field 选项，变成 Author

Keywords （即作者自己列出的关键词），操

作结果如图三所示，从词云图可以看出，国

外学者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青少年，研究方

向包括认知功能、脑功能、执行功能等行为

研究。

3.6 关键词研究发展趋势

通过分析主题词耦合图，了解注意力训

练研究发展趋势。在地图中，横轴代表中心

度，纵轴代表密度，据此绘制出 4 个象限，

结果如下图。

第一象限（右上角）：motor-themes，

既 重 要 ， 又 已 有 良 好 发 展

（well-developed），可以看出注意力的机

制研究已有良好发展；第二象限（左上角）：

very specialized/niche themes，已有良

好发展，但是对于当前领域不重要；由图可

以看出注意力研究在人脑研究这一块趋于

成熟，当前不是研究重点第三象限（左下

角）：emerging or disappearing themes，

边缘主题，也没有好的发展，可能刚刚涌现，

也许即将消失；第四象限（右下角）：basic

themes，对领域很重要，但是未获得良好发

展。一般是指基础概念。有操作结果可以看

出研究对象为 Children 的研究很重要却没

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点。

3.7 期刊分析

分析所有的文献收录期刊，不仅能了解

该领域的核心收录期刊，而且对该领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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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得到一定了解。通过操作途径:

Sources Source Dynamics 能得到期刊增长

趋势。图五为收录论文量排名前 6的期刊。

从图五可以看出各个来源物(期刊等)的收

录量呈变动非常明显，趋势不一致，有上升，

也有下降。

图五 source dynamics

其中MINDFULNESS期刊的注意力训练相

关文献收录递增速度最高， 其次是

ERONTIERS IN PSYCHOLOGY 期刊波动增长，

其余四个期刊近五年文献收取呈现下降趋

势。

3.8 高产作者

高产作者往往代表该领域的研究力量，

而研究者的影响力除了发文量，还应该结合

其文章的引用量，可以通过 Biblioshiny 的

H-index 分析功能得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

量，H-index 的值越高说明该作者在该领域

的影响力越高。通过操作途径: Authors

Authors Impacts 可以得出表 2，作者影响

力分析表。

Author h_index g_index m_index TC NP PY_start

BAR-HAIM Y 14 22 1.167 1031 22 2010

PINE DS 14 21 1.273 836 21 2011

AMIR N 10 12 0.769 1241 12 2009

WELLS A 7 10 0.467 167 10 2007

ABEND R 5 8 0.556 146 8 2013

表2 上表所示作者影响力情况来看，第一名至第五名分别是BAR-HAIM Y、PINE DS、AMIR N、WELLS A、ABEND R。

4.注意力训练的方式

如何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学者们

尝试使用各种训练方法来帮助学生提高注

意力。现有的注意力训练方案从不同的角度

提供不同形式的训练方案，涉及到教育学、

心理学、生理学、医学、艺术、体育等多种

学科领域。目前的注意力训练方法主要分为

以下几种：视觉搜索训练、兴趣爱好训练、

感统训练、正念训练和生物反馈训练。

4.1 视觉搜索训练

视觉搜索训练是利用视觉搜索和视觉

追踪的原理进行的练习。学生的视觉搜索能

力非常重要。从众多刺激信息 中迅速捕捉

到目标信息需要注意力的参与，通过视觉搜

素训练发展学生的注意力水平的确非常有

效。通常人们会采用舒尔特方格进行视觉搜

素训练，用散点图测试和线条追踪进行搜索

训练。其中，舒尔特方格训练是在 5*5、4*4、

3*3 等方格内随机呈现 25、16、9个数字，

要求练习者以最快速度按照一定顺序读完

或者点完全部数字，记录练习者所用时间检

测训练效果，该训练集合了对注意力的稳定

性、广度、分配和转移等方面的训练。舒尔

特方格具有规则简单、富有游戏性、用时短

等优点，可以突破时间、地点的限制，因而

在实践中受到广泛的应用。可以说，舒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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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训练就是集任务性与游戏性于一体，具

有一定的娱乐性和竞争性。段宁（2019）使

用舒尔特方格的训练方法促进4-6岁幼儿注

意稳定性的发展，效果显著且无性别差异。

但是舒尔特方格训练主要是在视觉上进行

干预，还要加强听觉注意力的训练，并且考

虑个体差异的影响。此外还有盯视训练发、

圈数字训练法、数数训练法等。

4.2 兴趣爱好训练

兴趣爱好训练早期有尹霞、刘勇、徐平

等人通过拉丁舞、书法、气功、围棋、武术、

业余乒乓球训练等对学生开展短期系统的

注意力培训研究，研究表明训练有效的提高

和改善学生的注意力。徐平（2009）主要通

过围棋训练的方法对学生的注意力稳定性

进行提升。闫文（2018）借助武术学习的情

绪体验手段，对儿童注意力的影响开展实验

研究。王维（2018）的实验采用注意划消和

Oddball 范式说明基于自我笔记认知的书法

训练，对注意力稳定性具有提升作用。

4.3 感觉统合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也是常用于训练注意力

不良的方法，感觉统合训练以游戏方式介

入，为儿童输入视觉、听觉触觉、前庭和本

体觉刺激，这些刺激经中枢神经系统加工处

理，身体接受大脑神经中枢发出的指令，完

成对外界万事万物反应的能力。简单来说，

感觉统合训练是通过让儿童玩训练器材，刺

激前庭（重力与运动）、本体感觉（肌肉与

感觉）及触觉等刺激的全身运动，使多种信

息传入大脑，有助于大脑的综合分析。国外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兴起了，近年来在中国

也掀起使用的热潮。付忠莲（2019）研究认

为感觉统合训练能有效提升儿童注意力，并

且提出在家庭中开展感觉统合训练的具体

策略方法。童杏（2019）研究认为在儿童生

长发育的关键期尽早进行拉丁舞训练来提

高其注意力水平，这对增强学龄期儿童身心

健康，对增长学龄期儿童的学习能力都是非

常重要的。

4.4 正念训练

正念训练通过提升练习者对心智游离

的元意识能力，让练习者更容易意识到心智

游离，并将注意拉回当前任务，从而提升持

续注意能力。正念训练被证实可以有效提升

练习者的持续注意能力。Eva（2012）采用

正念训练的方式有效的提高了儿童的注意

力稳定性。於洪波（2019）证实短期的正念

训练可以显著改善练习者的持续注意能力。

4.5 生物反馈

生物反馈通常使用肌电、脑电、心电、

血压、手指皮肤温度、皮肤电阻这 6类治疗

方法，其中脑电生物反馈常常被用于治疗

ADHD 儿童或者用于正常儿童注意力训练中。

注意虽然是一种内部心里状态，但也可表现

在生理的层面上，如：在注意力高度集中时，

个体的心跳、呼吸和皮肤电都会发生变化，

在大脑层面其负责注意控制的脑区也会出

现激活。贺子菡（2015）研究得出经过生物

反馈技术的干预，注意力较低的小学高年级

学生的综合注意力、注意力稳定性、注意力

转移的能力显著高于自然发展条件下的小

学生。何清华（2019）通过实验验证 Fnirs

神经反馈训练能提高注意及抑制控制能力。

5．已有研究的问题

在现有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以

下几个特点和问题:(1)在干预对象上，现有

的研究多集中于多动症儿童、飞行员、运动

员此类；(2)在干预内容上，多集中于特殊

才艺，比如气功、围棋、拉丁舞；(3)在干

预场所上，多集中于特定的训练场地，如教

室和专业训练室。

6．总结

综上所述，近年来，各国对于注意力训

练的研究日益重视，同时，对注意力训练的

方式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有些方面仍

然存在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因此，笔

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充分利用先进计算

机技术和科学的理论成果，研制出更加方

便、快捷和权威的注意力训练方案。从而，

帮助注意力有缺陷的青少年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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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焦虑者的认知偏向及其推理

沈慧清 温州医科大学 邮箱：2469919208@qq.com

摘要：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AD）是神经症的一大分支，从焦虑症的典型特征出发，以及生理

角度的脑网络模型和认知角度的 IUM 模型，提出可以从推理的新角度理解焦虑症：结合超情绪理论提出焦

虑症患者善于运用证实推理，结合领域特殊性相关研究，分析焦虑症患者认知偏差的领域特殊性特征，并

提出关于焦虑症患者的实验研究假设： 1）焦虑症患者在“害”条件下进行归纳推理时的判断标准更加严

格，分辨率较高；2）在“利”条件下的表现与正常被试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焦虑症；脑网络； IU； 推理；超情绪理论

引言：根据全球卫生指标显示，在 2016

年造成非致死性负担的 2级疾病类群中，精

神和物质使用障碍(18.7%，95% UI 15.9 –

21.0) 、 其 他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18.6% ，

15.6-22.5) 和 肌 肉 骨 骼 疾 病 (17.1% ，

15.3-18.9)占全球疾病负担的一半以上

(Vos et al., 2017)。

1.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

它作为神经症中一大常见的类别，据

DSM-5 的诊断标准，其指同样拥有过度恐惧、

焦虑及相关行为紊乱等特质的一类障碍症。

可分为分离焦虑症、选择性缄默症、特定恐

怖症、社交焦虑症、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症、

广泛性焦虑症、物质/药物所致的焦虑症等。

通常持续6个月或以上，表现为过度的焦虑、

担忧、恐惧、紧张并伴有疲劳、易怒、睡眠

和饮食障碍等。

1.1.焦虑症的特征

作为神经症中的一大类，焦虑症的相关

研究范围广泛、数量众多。在这些相关研究

中，某些研究越来越注意焦虑症患者的脑网

络模型，所谓脑网络，指的是那些不管在静

息态，还是在完成任务期间，具有相同增强

或者减弱的活动趋势的脑区集合。随着神经

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大量的研究结果，提

供了焦虑症者相关神经机制（尤其是脑区）

方面的证据(Sylvester et al., 2012;

Williams, 2017)，同时，由于这些内部的

神经现象异常往往会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

来，因此，这些结果也同样可以与焦虑症者

的某些外部特征，如：情绪、注意、检测与

监控方面结合，为患者行为的差异性提供相

关的证据。

1.2.焦虑症的情绪特征

DSM-5 指出，焦虑症与过度恐惧以及焦

虑相关：其中“恐惧”指的是对于真实的，

或假想的，或是已知将要发生的威胁所产生

的情绪反应；而“焦虑”所指的是个体预期

将会有威胁而产生的情绪反应，它可分为状

态焦虑以及特质焦虑。因此，根据两者的定

义，可以发现，恐惧与焦虑的状态有所重叠，

但仍有所不同：恐惧经常与“战斗或逃跑”

的自主神经的警觉、谨慎或回避行为有关；

而焦虑则更经常地与为未来危险做准备的

肌肉紧张和警觉、谨慎或回避行为有关。

消 极 情 感 回 路 （ negative affect

circuit）的激活与个体对威胁刺激的反应

以及调节有关，涉及到杏仁核（amygdala）、

海马（hippocampus）、脑岛（insula），

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的背

侧和腹侧部分，包括背内侧前额皮层及其与

前扣带皮层联结的部分，还有腹侧内侧前额

皮 质 及 其 与 前 扣 带 皮 层 联 结 的 部 分

(Sylvester et al., 2012; Williams,

2017)。

与消极情感回路相反，积极情感回路

（positive affect circuit）与个体对奖

赏刺激的敏感性和预期有关，包括纹状体

（ Ventral striatum ） 、 眶 额 叶 皮 层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和内侧前

mailto:24699192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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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这几个区域(Sylvester et al., 2012;

Williams, 2017)。研究表明，在处理奖赏

的过程中，焦虑症患者的纹状体表现出较低

的激活程度(Becker et al., 2017)；对于

社会奖励(快乐的面孔)，患有广泛性焦虑

症、惊恐障碍的被试表现出更低的杏仁核激

活程度(Ottaviani et al., 2012)，

默认模式回路（default mode circuit,

DMC）包括额、后中线和下顶叶这几部分脑

区，主要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背内侧前额

叶 皮 层 （ 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后扣带皮层（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部分楔前叶（precuneus）

以及外侧顶叶皮层（the lateral parietal

cortex），该回路似乎与个体自我参照、未

来规划与情绪调节（包括消退和认知调节）

有关(Buckner & DiNicola, 2019; Raichle,

2015; 吴金峰 et al., 2015)。研究发现，

高特质焦虑个体需要活动来达到与低特质

焦虑个体相同的情绪调节水平，表明与正常

个体相比，高焦虑人群的默认模式网络可能

存在一定的损伤，患有焦虑症的个体 DMC 的

内部联结比正常个体弱(Ergul et al., 2019;

Ma et al., 2020)，因而他们的情绪调节能

力更加低。同时，有研究显示，高焦虑或焦

虑症个体的默认模式网络和杏仁核以及右

侧梭状回之间，呈现较低的功能性联结

(Ergul et al., 2019)。

因此，焦虑症者存在较为持久的对事件

的过度焦虑或恐惧情绪的表现，这可以从情

绪的产生（积极&消极情感回路）以及情绪

调节（默认模式回路）两方面解释。在情感

产生过程中，焦虑症患者对积极刺激的不敏

感以及对中性以及负性刺激的高度敏感，促

使个体对一般中性刺激抱有警惕性。从而，

更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体验；同时在情绪调

节过程中，回路的高激活水平的需要使得被

试在恢复情绪方面的能力较为薄弱；最后，

两者的低联结性使得焦虑症个体在过度情

绪产生后无法及时得到调节，这使得焦虑症

患者容易产生过度的焦虑感并且这种情绪

的体验容易保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

2.注意特征

注意回路（Attention circuit）与刺

激驱动方向的注意(即自动指向刺激出现的

某个特定位置)有关，包括内上侧额叶皮层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cortices,

msPFC)、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

前下顶叶(anterior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IPL) 和 前 楔 叶 (precuneus,

PCu)(Gordon et al., 2016; Williams,

2017)。有研究者发现，在面对中性刺激时，

焦虑症者表现出注意网络的过度活跃

(Sylvester et al., 2012; Williams,

2017)，这表明他们可能增加了刺激驱动性

注意。同时，青少年的焦虑症被试在进行刺

激任务（威胁性和非威胁性刺激）时，他们

的VLPFC和杏仁核之间的正性功能联结增加

(Ellard et al., 2017)，表明他们更容易

形成新刺激-存在威胁的相应联系。

认知控制回路（Cognitive control

circuit ） 包 括 背 外 侧 前 额 叶 皮 层

（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背侧顶叶皮层(dorsal

parietal cortex, DPC) 和 中 央 前 回

（precentral gyrus, PCG），回路内各部

分的联结程度与激活程度共同影响着个体

高级认知功能（如工作记忆和选择性注意）

(Sylvester et al., 2012; Williams,

2017)。研究发现，在认知任务和压力诱导

的情况下，社交焦虑者的 DLPFC 和背侧前扣

带皮层（dACC）的激活程度较低(Balderston

et al., 2020)，这表明，焦虑症个体在选

择处理相关刺激和抑制无关刺激的方面的

能力较为薄弱。

注意网络的过度活跃以及认知控制回

路的低激活程度，表明焦虑症者在注意方面

的一定特点：对新刺激的高敏感性。个体选

择注意的薄弱以及刺激驱动性注意的增强，

使得他们在新刺激出现时，较难地选择有关

刺激而抑制无关刺激，相反，更容易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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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刺激。但注意网络与杏仁核正性联结的增

加也暗示焦虑症个体在注意新刺激时，容易

将新刺激打上“威胁”标签，这种联系也许

会表现出相较于正常个体而言更高的恐惧

感以及焦虑感。

3.检测与控制

突出回路（salience circuit）涉及到

个体对环境显著性变化（当出现错误或者冲

突时）的检测，并发出需要认知控制信号的

功能，包括前扣带皮层、前脑岛和杏仁核

(Sylvester et al., 2012; Williams,

2017)。相关研究显示，在静息状态下，焦

虑症患者的脑岛激活程度较低(Wang et al.,

2019)；而广泛性社交焦虑症者在关注显著

的情绪面孔时会表现出强烈的脑岛反应

(Heide et al., 2013)，表明被试对变化的

高敏感性；而当焦虑症者要求注意中性刺激

(如形状)下呈现的显著情绪面孔时，表现出

脑岛与 ACC 的低联结性(Heide et al.,

2013)，社交焦虑症也表现出脑岛与杏仁核

的低联结性(Liao et al., 2017)，表明个

体的“警报”与处理威胁间的低效性。

在进行刺激的检测与控制时，焦虑症个

体对刺激的变化表现的非常敏感，但尽管存

在高敏感性。但是，脑岛与 ACC 以及杏仁核

的低联结性，却显示出个体发出需要认知控

制时的低效。可以理解为：在看到不显著的

变化（如中性刺激）时，焦虑症者更容易发

出“警报”，但是“警报”产生到控制/调

节之间的传递通路却十分低效，这使得“警

报”的停止变得困难且漫长。所以，他们会

表现出过度的负性情绪，却得不到有效的认

知控制。

因此，相关的神经证据表明，焦虑症者

存在某些方面的相关特征：对刺激的高敏感

性，低效的调节与控制能力，以及过度的焦

虑以及恐惧情绪。当焦虑症者面对中性刺激

或非情绪性刺激时，他们表现出对该刺激更

高的敏感性，即更容易将注意转移到新刺激

上，但高度被激活的杏仁核又表明个体存在

将该刺激与威胁相联系的倾向，因而个体的

内部发出刺激显著性变化的“警报”，但与

此同时产生认知控制的通路又十分低效，导

致个体无法进行及时的认知控制（即重新解

释威胁刺激）。最后，薄弱的认知控制的能

力以及各个环节之间薄弱的连接性使个体

长时间的感到威胁，以及存在焦虑恐惧的相

关情绪。

4.焦虑症的认知

在认知方面，美国心理学家贝克在 1976

年提出了认知情绪模型，认为个体的认知加

工过程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情绪及生理反应

(Beck et al., 1976)。其中 Université

Laval 团队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焦虑症

的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的概念以及相关的 IUM

模型（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Model）(Dugas et al., 1998)。

4.1 IU

IU 指个体没有能力忍受因察觉到缺乏

重要的、关键的或充分的信息而引起的厌恶

反应(Carleton, 2016)。可分为前瞻性 IU

（ Prospective IU ） 和 抑 制 性 IU

（inhibitory IU）：前瞻性 IU，即个体对

可预测性的渴望以及对寻求确定性的积极

参与（“我总是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抑制性 IU，指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认

知和行动瘫痪（如：“当采取行动的时候，

不确定性使我瘫痪”）(Birrell et al.,

2011)。

研究发现，增强被试 IU 水平的实验操

作增加了人们的焦虑程度，并且可以显著预

测被试的焦虑；相关临床性研究的实验结

果，也表明 IU 是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严重程

度的有效预测因子(Groves et al., 2020;

Talkovsky & Norton, 2016)。虽然研究者

在最初提出 IU 的相关概念时，是将它视作

广泛性焦虑症发展和维持的关键因素看待

(Dugas et al., 1998)。但是随着近年研究

的进行，研究者发现 IU 与其他类型的焦虑

症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M & M, 2016;

McEvoy & Mahoney, 2012)。由于 IU 被研究

者分为前瞻性 IU 和抑制性 IU，所以有研究

者据此提出不同的 IU 类型与不同的行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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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Birrell et al., 2011; Hong & Cheung,

2015)，导致不同的焦虑症类型。前瞻性 IU

表达个体对确定性的渴望，因此，其构成了

个体的趋近行为(Birrell et al., 2011)。

如果个体认为焦虑是积极和有用的，那么他

们可能会把焦虑作为一种增加可预测性的

积极手段。

研究显示，前瞻性 IU 在神经质与广泛

性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M & M, 2016;

McEvoy & Mahoney, 2012)，广泛性焦虑症

者对于诸多事件或者活动表现出过分的焦

虑和担心，是一种焦虑性期待(Hebert et

al., 2014)。面对不确定性，广泛性焦虑症

患者会表现出过分的害怕，在现实生活中他

们会过分寻求确认，这是一种渴望确定性的

趋近行为。因此，前瞻性 IU 往往会与广泛

性焦虑症相联系。

抑制性 IU 是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消极态

度，构成了个体的回避行为：拥有高 IU 的

个体更倾向于将不确定的现象视为不可接

受的并且是具有威胁性的，从而，形成消极

的问题取向以及无法采取相应的行动，最后

形成回避反应风格(Birrell et al., 2011;

Hong & Cheung, 2015)。McEvoy 和 Mahoney

的研究发现，抑制性 IU 在神经质和社交焦

虑症(SAD)的症状之间，以及神经质和恐慌

障碍/广场恐惧症的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Hezel et al., 2019; M & M, 2016; McEvoy

& Mahoney, 2012)；社交焦虑症的被试更喜

欢即时的消极结果，而非不确定的结果。并

且，在随后的实验中，发现只有抑制性 IU

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Hezel et al.,

2019)。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些类型的焦虑

症患者认为，某些场所或者情形存在不确定

性，这种不确定性往往具有某种负面发展的

倾向（如摔倒，被嘲笑），而这种负性倾向

是被个体所害怕和回避。从而，促进个体形

成回避想法，展开回避策略的行为（如广场

恐惧症患者对公共场所的回避，社交焦虑症

者对接触相关社交情境的回避）。其实，从

某种意义上，均可以归为是个体对不确定性

的高度恐惧以及对确定性的高度需求。

4.2.IUM 模型

IUM 模型提出焦虑症者的高 IU 水平加

剧了个体“如果……”问题的强度，引发了

个体焦虑的循环(Dugas et al., 1998)。除

此之外，该理论还提出：存在除了 IU 外的

其他三个变量，这些变量也会增加焦虑症者

不良的问题处理方式的可能性。从而，加剧

个体焦虑程度(Bottesi et al., 2016;

Bottesi et al., 2018; Ouellet et al.,

2019)。即，对不确定的不容忍（IU）、焦

虑 积 极 信 念 (Positive Beliefs about

Worry，PBW)、消极问题取向(Negative

Problem Orientation ，NPO)和认知回避

(Cognitive Avoidance，CA)与过度焦虑的

发展和维持有关，而其中 IU 在其中扮演着

主要角色。

尽管现有研究将IU理解为前瞻性IU和

抑制性 IU(Birrell et al., 2011)，且两种

IU 通过不同的路径作用于个体，导致不同的

焦虑症类型(Birrell et al., 2011; Hezel

et al., 2019; Hong & Cheung, 2015; M &

M, 2016; McEvoy & Mahoney, 2012;

Talkovsky & Norton, 2016)。但是，无论

是前瞻性 IU 还是抑制性 IU，焦虑症患者都

会表现出更高的对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更

强的对不确定性的厌恶感，因此，正是这种

对确定性的需要以及敏感引发了个体对事

件的消极预期以及相应的焦虑的增加，导致

个体过度的焦虑和恐惧。

5.焦虑症的推理

推理：指从具体事物或想象中归纳出一

般规律或者根据一般原理推出新结论的思

维过程。前者是从特殊性归纳出普遍性，类

似于概念的形成，称之为归纳推理；后者是

从普遍性演绎出特殊性，类似于问题的解

决，称之为演绎推理。

5.1 推理的超情绪理论

基于认知理论所关注的障碍的发生和

维持与功能性失调信念之间的关系，Oatley

和 Johnson （ 1987 ） 提 出 超 情 绪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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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emotion theory），假设个体的情

绪往往会与情景相适应，但由于其强度的不

适应导致了个体的心理疾病(Oatley &

Johnson-laird, 1987)。而个体有意或无意

的评估会使得他们倾向于某些思想和行动，

因此当个体存在某种过度的情绪时，他们不

可避免地会对相应的缘由进行推理，这会使

得个体的推理能力得以提高，但是在这个过

程形成的推理模式或者推理策略却是依赖

于相应的威胁所引发的情绪，从而导致个体

会对相应情绪产生的功能失调的信念进行

持续确认(Gangemi et al., 2013; Gangemi

et al., 2019; Johnson-Laird et al.,

2006)。

根据该理论的观点，焦虑症患者由于高

度的对不确定性的厌恶以及对确定性的需

要，产生过度的焦虑感，为了降低不确定性，

个体不得不寻找结果以增强确定性，但是在

认知方面的消极问题取向使得他们对相关

情境存在负性的预期，证实性策略又趋向于

寻找相关的负性证据，通过证据得出的结论

当然也证实了最初的威胁性结果，该结果又

会带来更高的焦虑(Gangemi et al., 2019)。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推理能力与“证

实”性推理方式得到增强。研究发现，焦虑

症患者倾向于认为证实型的推理方式与他

们自己的推理方式更相似，并且容易运用证

实性的推理。

5.2 焦虑症的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

超情绪理论认为焦虑症者容易运用“证

实”推理进行推论，而其推理能力在一次次

的循环中得以提高(Gangemi et al., 2013;

Gangemi et al., 2019)。演绎推理与归纳

推理虽然同属于推理，但相关研究表明，两

者的认知加工过程并不完全相同：归纳推理

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推理过程，而演绎推理是

一种确定性的推理过程。研究表明，与正常

个体相比，焦虑症患者会表现出更高的对不

确 定 性 的 厌 恶 (Groves et al., 2020;

Talkovsky & Norton, 2016)，即会对不确

定性表示出更强的敏感性以及对确定性的

更高的需要，所以，在不同的推理过程中，

焦虑症患者与正常个体之间可能存在不一

致的行为表现。

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焦虑症患者

在三段论推理中更容易得到有效的结论，并

且他们在诱发焦虑的实验试次中的表现好

于中性的试次(Gangemi et al., 2013;

Gangemi et al., 2019)，这表明，焦虑症

患者更相信“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

追悔莫及”，他们会在情境中找寻确定性的

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结论，尤其是与负性情

感相关的、能够引发焦虑的结论。有研究者

发现，这种证实性的推理是无意识的、直觉

性的(Gangemi et al., 2019)，可以推测，

个体在焦虑下的负性推论的循环会导致某

种自动化的认知过程。

归纳推理，是一种从具体经验中形成一

般性知识的过程，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推理。

现有理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归纳推

理，提出归纳推理的领域特殊性假设，在该

假设中，研究者认为，个体为适应生存的任

务，需要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事件做出“快而

简”的应答，其中就有对“利”与“害”条

件的识别与应答(蒋柯 & 熊哲宏, 2008,

2010a)。“害”条件指某种对生存具有威胁

性的条件，“利”条件指某种对生存有益的

条件。研究发现，被试在“害”条件下，对

从前提到的结论的评估推理值较高，即在

“害”条件下做出“是”反应的概率高于“利”

条件下，从而推测“害”条件下的推理更加

大胆(蒋柯 & 熊哲宏, 2010b; 雷明 et al.,

2018; 赵亚军 & 蒋柯, 2017; 周强 & 蒋柯,

2009)。意味着“害”条件下，个体对新刺

激有害的低阈值模式更有利于个体的生存

且更符合进化的方向。

从焦虑症的角度来讲，情况却并非如

此，“害”条件下的情境所展现出的不确定

性促使焦虑症被试产生更高的紧张感，导致

推理过程中，他们对环境中的威胁性刺激会

更加敏感，在进行推理过程中会采用更加谨

慎的策略。因此，在“害”情境下，焦虑症

患者会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与激活程度，相

反，在“利”条件下，由于没有威胁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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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个体对刺激的敏感程度没有在“害”条

件下高，相应的激活程度应该与正常被试一

致。所以，在进行归纳推理的时候，焦虑症

患者在“利”条件下应与正常被试表现无差

别，但是在“害”条件下，他们会表现出更

高的辨别力以及判断标准。

6 小结

对于焦虑症患者而言，某些带有“威胁”

标签的刺激（如社交焦虑症的社交情境），

即使仅存在较小相关，就足以引起高度的注

意，并引发“警报”，产生恐惧焦虑感。但

根据进化论中领域特殊性所提示的，个体会

对某种特定的刺激，采用特定的策略，并进

行特定的反应(蒋柯 & 熊哲宏, 2008)。在

进行归纳推理的过程中，“避害”的倾向使

得个体在“害”条件下的推理更大胆(蒋柯 &

熊哲宏, 2010b; 雷明 et al., 2018; 赵亚

军 & 蒋柯, 2017; 周强 & 蒋柯, 2009)，

但是，焦虑症者对“害”的敏感性，也许会

导致相应不一致的表现。据此，可以假设：

焦虑症患者在“害”条件下进行归纳推理的

过程中，判断标准更加严格，分辨率较高；

在“利”条件下的表现与正常被试无明显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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